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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01 走进积极计算

2004年，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在谷歌IPO大会前夕提出了“不作恶”的口号。差不多十年后，苹果公司CEO蒂姆·库克在召开年度开发者大会时，着重关注了情感体验的重要性，并强调苹果每次采用新技术时，都要先自问：“这项技术会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吗？苹果值得去研发这项技术吗？”

这些都一再表明，越来越多的技术专家希望通过他们热爱的工作来改善和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平。的确，如果一项技术不能让个人、社会或世界变得更加美好，那么它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事实上，技术对我们的生活方式有重大的影响，尽管有时会增加我们的压力和痛苦，但更多的时候它可以用来改善、提升个人或集体的生活水平。因此，人们越来越期望依靠技术提升幸福感。当前，移动设备的数量已经超过了人类的数量，
[1]

 实际上，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已目睹了移动设备在国际政治、人际关系和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可见，相关技术（如数字化和普适技术等）对我们的生活造成的潜在影响是前所未有的。

因此，越来越多的科技人才正在调整商业目标，不再仅仅关注利润的多少，而是更加关注是否对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2]

 我们也可以在新兴的科技产业中看到这些变化，如Games for Change、UX for Good、Wisdom 2.0和Design for Good等。同时，人机交互的相关会议也越来越重视人类幸福、社会意义和世界和平等社会福祉方面的研究。

这仅仅只是一小部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技术如何影响我们的情感、生活质量以及幸福。我们逐渐摆脱了以生产力和效率为特征的早期计算时代，正迈入一个期望技术能够提升个人幸福、增加社会福祉的新时代。

值得一提的是，人类的幸福和潜能开发也逐渐得到了众多学科的重视。如经济学家、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们开始将幸福感的测量和“国民幸福总值”作为国家发展的考核指标（Helliwell，Layard&Sachs，2012）。
[3]



同样，在过去的十年里，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在治疗心理和精神疾病的基础上，对人类的自适应能力、幸福及利他的无私行为的研究也取得了空前的进展。
[4]

 神经科学家也一直在探索健康心智的生理机能，以及影响幸福的同理心、正念和冥想等关键因素。这些研究成果也得到了教育工作者和企业管理者的进一步印证，他们通过对情商和积极心理学的研究来提升学生和员工的幸福感（Joinson，McKenna，Postmes&Reips，2007；Ong&van Dulmen，2006）。显然，科技将在“提升幸福感”这个涉及多学科的领域中发挥更为奇妙的作用。

我们相信，现代科技将更多地关注促进人类繁荣发展的多学科研究，并帮助我们思考如何设计新的数字化体验。在本书中，我们将使用设计和技术来提升人类幸福、发展人类潜能的工作定义为“积极计算”。
[5]



实际上，经济学家一直从国家层面上测量国民的幸福指数，心理学家们十几年来也在个人层面测量人们的幸福感。所以，现在是时候系统地、有意识地在设计和技术中考虑幸福的因素了。

然而，文化、社会、道德和心理方面的因素将不可避免地创造一个复杂、微妙和具有挑战性的环境。这时，与擅长处理复杂人类行为的社会学家合作无疑是成功的保障。可见，如同理解任何高度复杂的系统一样，理解科技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也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

现在，畅销书排行榜皆是关于幸福以及科技如何影响幸福感的图书，从中可以看出大众对依靠科技提升幸福感的渴望。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技术在积极改变世界的同时，会影响我们的心智开发，也会引发人们的压力。
[6]



我们很多人都对科技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感兴趣，但也会有一些紧张，我们正在寻求相应的办法来克服这种紧张。

当然，有人可能会认为，技术进步本身就可以提高整个人类的福祉，但真实情况往往并非如此。


技术进步并不代表人类幸福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科技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并且有足够多的工具可用，但是，我们并不能确定现代的工具让我们过得比20年前更快乐、更幸福。
[7]

 换句话说，就像财富的增加并不足以代表一个国家幸福指数的提升一样（Kahneman，Krueger，Schkade，Schwarz&Stone，2006），科技的使用也并不足以说明能够增加整个社会的幸福感。

然而，由于我们在设计的过程中并没有将幸福纳入考虑，所以数字化技术并没有很好地给我们带来幸福感。这一现象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工程师和科学家们往往会避开像幸福这样难以量化的心理学因素的影响。此外，由于一些人为因素和工业时代不注重以人为本的历史问题，幸福因素的考量也有意识地被排除了。


人机交互流派


虽然有很多例外（如 HCI 中敏感值的设计等工作），但很少有技术专家将提升用户的幸福感作为他们的目标。实际上，从一个软件开发者大会上幸福感这个词被提到的次数就可以初见端倪。Richard H.R.Harper在2010年出版的Texture
 一书中，把当前人机交互的主流研究观点归因于Alan Turing和Norbert Wiener的早期影响。

Turing 开创了一个算法学科，其中也包括对人的看法。碰巧的是，Wiener 认为其开创的控制论学科也全部与人有关（虽然里面大部分是数学内容）。因此，Wiener与Turing的想法非常接近。但是，人们普遍认为，他们提到的“人”，虽然有像人一样的能力和行为，但是缺乏人性和情感，并不是真正的人。所以那些采纳 Turing 观点的人认为人（机器）的内部运行机制是不可见的，而且复杂难以处理，所以没有必要考虑这些。

Harper 也部分受到了这些观点的影响，他分享了一些自己的失败案例。这些案例大都是未能考虑“人”的实际需求，并指出：“虽然我们已经认识到人本身就是相关因素，但我们的直觉是故意绕开这个因素，而Turing的观点增强了我们这个认识。”他接着补充道：“甚至人类也学会了以同样的方式来思考自己，人们认为自己就是机器……并且在考虑如何让自己表现得最好。”

经过深入分析这些Turing-Wiener的思想流派，大致可以将他们的观点分为以下四类：

第一类人（“积极教条主义”）认为技术进步本身就足以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当一个国家的技术越来越发达，人们就会变得更富有、更容易接受教育、更健康，而当人们拥有这一切的时候，会变得更开心。从这个观点看，单单靠技术就可以达到一个乌托邦的世界。

第二类人（“消极教条主义”或抵制技术创新的人）觉得技术具有消极性，因为它可能引发失业、孤独、压力和抑郁等问题。

第三类人（“不可知论者”）认为不能说一个产品是否对人们的幸福具有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因为你不可能测量它。

第四类人（Sextus Empiricus所说的“怀疑论者”），他们质疑幸福、愉悦及情感这些概念的存在。

虽然这些关于“人”的观点曾经对发明创造非常有用，但是现在已经对科技的进步产生了阻碍作用。因为我们已经不再需要只有专家才能操作的巨型机器，而是需要那些嵌入到日常生活体验中的智能设备。

然而，一些技术专家仍然倾向于保持原有的观点，对他们来说，探索幸福这种心理的、主观的问题是极具挑战的。当然，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单靠技术专家本身并不足以完成这项任务，因为他们既没有充足的经验，也没有合适的方法来解决人类幸福这一复杂问题，这也说明了跨学科合作的重要性。如今，这样的合作已不再困难，因为在人机交互领域，与心理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研究者的合作已经变得非常普遍。

总的来说，在和积极计算领域的先驱们探讨的时候，我们几乎都认同测量一个像“幸福”这样模糊又非常个性化的概念是非常困难的。幸运的是，社会科学研究已经花费了几十年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从中可以找到参考和借鉴之处。


测量幸福


事实上，乍一看，积极计算似乎遥不可及，就如2000年时我们认为“用户体验”是模糊的、不切实际的。尽管在技术领域我们缺少衡量心理影响的经验，但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等方面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验证方法和最佳实践来应对这一挑战。

研究人员从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对愉悦、生活质量和主观幸福进行测量和评估（Fordyce，1977）。已经有超过1400个测量幸福和生活质量的工具，这些工具可以用于研究各种特定的人群（如按年龄、文化、宗教和环境等分类），而且还有数千个研究验证了这些工具的可行性。
[8]



两个主流测量幸福的工具是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Depression（CES-D）Scale和Global Assessment of Functioning Scale。其中，CES-D工具已经在 23000 多项研究中使用；而 Global Assessment of Functioning Scale也被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广泛应用于临床和科研中。此外，医生、保险公司和政府机构也依靠这些工具来对治疗方案、效益和财政支出进行评估或决策。

情感计算、计算机视觉和数据挖掘等新技术也开始进军这个领域。如现在的技术可以通过文本、面部表情、生理特征、交互和行为分析更好地理解人们的情感体验。例如，网络疗法和教育技术领域已经在工作中综合考虑了用户的行为、认知和情感信息。

医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和实践已经表明我们测量幸福及其相关因素不仅是完全可行的，而且已经实施了数十年。但是，是否有证据表明我们开发的技术对人类的幸福有积极的影响呢？心理学家的工作正在为我们回答这个疑问铺平道路。

心理学研究已经结合幸福感测量和数字技术形成了基于网络的“干预”治疗方法，以提升人们的身心健康。这一领域的两个顶级期刊是 The 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
 和 The Journal of Cyberpsychology，Behavior，and Social Networking
 。此外， IEEE Transactions on Affective Computing
 的不少文章也从技术对人类情感影响的角度进行了探讨。通过心理学领域的研究，人们也在不断发现可以获得长期幸福的方法，本书对此将有详细的介绍。

尽管心理学家已经开发出许多可以丰富人们精神生活的方法，但是，与研究纯心理学干预相比，我们会花更多的时间与那些数字化技术相处。正如心理学研究者Stephen Schueller和Acacia Parks所说，互联网科学干预能够提供更多的选择和策略来促进人类的幸福。

举一个2012年发表在Nature
 杂志上关于Facebook的例子，研究者测量了3个不同的界面设计对人们社交行为的影响。有6100万人参加这个随机对照试验，成功地展示了一个细微的设计调整对用户思维和行为的影响。

目前，我们设计新技术时，通常没有考虑其将如何影响用户的幸福感和未来发展。可以想象，一旦开始考虑这些影响，幸福驱动的数字化体验将对全民的幸福产生深远的影响。

积极计算领域的研究给了我们一个惊喜，那就是我们有望能精确测量“美好愿景”。“不作恶”“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这些承诺现在看起来更像是一种微妙的市场营销行为，我们需要更严格地审视这些承诺，有效地进行评估，鼓励诚实的承诺。未来，当有一个企业像Google 一样声称他们的技术将会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的时候，
[9]

 我们应该有能力从多个视角评估这个承诺。而积极计算（考虑幸福、可持续性及社会影响等）就可以帮助我们开展评估，进而判断相关技术是否应该被研发出来。


本书预览


本书综合了多学科的理论、知识和方法，形成了一个统一的、严格的、发展的研究领域，我们希望本书能够提升目前在该领域的工作并促进未来的研究和实践。

在第2至5章中，我们调研了计算机科学以外的领域，如心理学、经济学和教育，同时也研究了计算机科学领域中有关幸福方面的开创性工作。

我们很荣幸能够获得来自心理学、神经学和人机交互等不同领域专家的观点。以下这些作者非常慷慨地分享了他们对于未来技术如何提升人类幸福感的观点：Jeremy Bailenson，Timothy Bickmore，Danah Boyd，Jane Burns，David Caruso，Mihaly Csikszentmihalyi，Felicia Huppert，Mary-Helen Immordino-Yang，Adele Krusche，Jane McGonigal，Jonathan Nicholas，Don Norman，Yvonne Rogers，J.Mark G.Williams。

广泛研究了相关基础文献后，我们在第5章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并提供了关于积极计算的研究方法和评估手段。我们也努力勾勒出积极计算研究的内涵：既关注提升幸福感的技术，也关注如何利用幸福体验来重塑科技未来。

在第6至12章中，我们重点介绍了一些影响幸福感的因素，特别是积极情感、动机、投入、自我意识、正念、同理心、同情心和利他主义。我们还探索了这些因素与幸福的关联，研究了什么样的策略可以用于培养这些因素，科技又是如何促其发展的，并展望了未来的工作。

在文末，我们重点关注了一些其他的问题，如隐私、家长主义、心理复杂性和自主性，这些都应该成为未来研究的一部分。最后，我们展望未来，探索当前和未来如何可持续地开展积极计算的研究。

这本书的目的之一是阐述一个实例：在技术的设计过程中考虑幸福因素是完全可行的，而且非常有价值（即便不是必需），因为其不仅是为了提高生产率，同时也为了建立一个让人健康和开心的数字化环境。我们也希望读者明白，我们生活在一个无处不在的计算时代，不去关注技术对幸福感的影响是蔽聪塞明的，而且，这也限制了设计师和开发人员精益求精的探索。

潜在的技术推动着世界的发展，热情的专业人士对幸福的追求之信念也无比坚定。但是，为了让大家的努力都是有效的，我们必须建立在证据及开放的评价基础上。总之，这本书试图迈出积极计算的第一步，期望建立一条以人为中心的严谨而充满活力的跨学科数字化体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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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 http：//www.globalenvision.org/2013/12/18/infographic-there-are-more-mobile-devices-people-world。


[2]
 .围绕社会效益构建的公司形式多种多样，包括福利组织（如Mozilla）、低利润有限责任公司（如 L3Cs）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Muhammad Yunus提出的“社会企业”（详见yunussb.com或他的书Building Social Business
 ）。这些新兴的机构模型被称为“第四部分”（见fourthsector.net）。


[3]
 .2011年，联合国正式将“幸福”这个主题提上全球议程。这个举措主要来源于不丹国王的建议，他认为“国民幸福总值”可以作为“国民生产总值”（Ryback，2012）的补充指标来衡量社会进步情况。虽然现在不丹的领导人已将国民幸福总值搁置一边，但是英国的政策制定者已经采取了许多测量人民幸福和生活满意度的方法，国家幸福计划已作为英国统计局的一个项目。世界幸福报告（Helliwell，Layard&Sachs，2012）总结了国内外的政策措施，我们将在第3章讨论更多的细节。


[4]
 .在过去的十年里，Ed Diener、Barbara Fredrickson、Martin Seligman、Sonja Lyubomirsky和Mihaly Csikszentmihalyi等心理学家已经将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关注点扩展到了疾病模型以外，开始研究幸福因素和人的最佳功能表现。我们会在第2章探讨积极心理学。


[5]
 .积极科技、积极计算和幸福设计这些术语已经被用来指代那些依靠科技提升幸福感的工作。据我们所知，Tomas Sander在2011年第一次在 Positive Psychology as Social Change
 这本书中提出。Guiseppe Riva和他的同事在网络心理学研究中使用“积极科技”这个术语。我们将在第2章中看到更多的内容。


[6]
 .这里包括N.Carr的The Shallows
 ，S.Turkle的Alone Together
 ，R.Thaler和C.Sunstein的Nudge
 ，还有M.Seligman等人的Flourish and Authentic Happiness
 。


[7]
 .经济学家的纵向研究表明，美国在过去的30年里，虽然财富增长了3倍，但是生活满意度并没有明显的提升。数字技术的使用大大增加了财富，但是并没有增加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即使我们不期望幸福措施能够遵从摩尔定律，但是幸福和科技的相关性应该超过边际增长效益，见Helliwell，Layard和 Sachs 2012的研究。


[8]
 .澳大利亚生活质量中心一直在维护有用的研究工具。例如，个人幸福指数测量就分为成人、学龄前儿童、学龄儿童和认知障碍人士等4个版本（见deakin.edu.au/research/acqol/instruments/instrument.php）。你可以在cesd-r.com中使用CESD-R量表测量你自己的幸福指数。


[9]
 .Google执行主席Eric Schmidt在剑桥大学一系列讲座中对此做了非常全面的解释。


CHAPTER 02 幸福心理学

人们见面常常会问“你好吗？”“How are you？”等有关幸福感的问题，回答因人而异，可能是“很好，你呢？”“不好”“还不错”“愁云惨淡”等。我们通过这一简单的问候大致了解对方的幸福感，也需要这一反馈来决定下面该聊些什么。

日常的问候看似简单乏味，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科学研究问题。如何定义“幸福”？这其实非常困难。但是，人们从未停止过探索幸福的真谛。相关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继而是欧洲、亚洲和美洲的各种哲学流派，直至现在。而今，关于幸福的实验研究很大一部分是由心理学家和神经学家主导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先了解数百年来心理学相关的幸福研究方法、理论和实践，再探讨如何将技术融入幸福的探索中去。

在此，本章将重点介绍心理学和脑科学方面的重要发现。我们提炼出了一些核心内容和实践知识，希望这有助于技术人员和专家有效地开展相关领域的工作。


幸福范例


幸福这个词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内心的欢欣、精神的愉悦都可称为幸福，而科学家可能会使用更精确的描述，如“身体机能健康”“精神健康”“心理健康”或“心理繁荣”等。本书在大多数情况下将使用“心理健康”这个词予以表达，并简化为“幸福”二字。

毋庸置疑，幸福是建立在食物、水和住所等基本生存必需品的满足之上的。在这些得到满足之后，科学家对如何增强人们的幸福感存在争议，因为这取决于如何定义幸福。例如，如果身体健康就是身体没有疾病，那么心理健康就是没有心理障碍吗？测量幸福应该就是去测量愉悦的经历体验吗（或者说是去测量你体验到的积极情感的比重）？或者更易于理解的定义是“实现了人生的意义并充分发挥了潜能”。实际上，这三个观点（医疗、享乐和终极幸福论）奠定了现代幸福理论的基础，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深入研究这些观点。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提及的理论都经过了实践和方法验证，并都有充足的经验数据支撑。这些理论关注的是幸福的不同方面，相互之间并不冲突。但是对于技术人员和设计师而言，相比去理解这些基础理论，他们可能更乐于去掌握在实践中已被证实可以提升幸福感的具体策略（本书将带领大家了解相关的策略）。

随意选择一个理论来应用于技术领域是肤浅的。因此，我们会对技术设计人员进行相应评估，以便从专业的角度为他们挑选符合他们背景、团队、目标和机会的理论观点（有理论和文献支撑）。值得一提的是，积极计算的工作需要扎根于现有的研究事实，否则，可能会变得漫无目的，甚至南辕北辙、误入歧途。

因此，在第5章提出了一个框架来促进实践者将相关理论研究落地，而不是指定使用某一个理论。例如，考虑到“青年发展合作中心”主要关注年轻人的心理健康，我们与他们的心理学家合作，并通过技术手段来加强特定的心理优势（例如，复原力和自主性）。在这一研究中，我们的目标受众也一同参与设计。当有新伙伴加入这个项目时，我们会研究他的背景，并借此不断调整测量幸福的方法。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进一步介绍不同的理论是如何设计和评价幸福的。


医疗模型——没有心理障碍


“那让你感觉如何？”Sigmund 问道。当你向心理专家咨询时，除了被问到这样的问题，还可能会被问及胃口如何、睡眠情况及是否感到绝望等。尽管这些问题很俗套，但都属于美国精神病学协会认定、用以进行精神诊断的标准问题。

换句话说，这些是通过数以百计的研究后确定的评定精神疾病的专业指标。卫生保健从业者、精神病医生和保险公司也是通过这些方法来确定治疗方案、开处方、提供治疗、建议住院治疗或者计算保险金额。那些经过时间考验并经长期探讨后的问题，被制定成标准化的问卷，最后收录在诊断和统计手册（DSM）中，这个手册也受到精神病相关专业组织（包括36000个美国精神病学家）的认可。同样，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和收录了健康相关（含精神健康）的疾病分类，发布了国际疾病分类信息手册（ICD）。

精神病医生和其他医生一样，也要治疗疾病、障碍和病痛。如果你没有典型的病症，那么医生也无从治疗；如果你没有显著的病症，也不会去看医生，而且你也不可能因为感觉不开心而去看医生。医疗领域对病人的评估通常只分为两种：你病了（需要治疗）或者你没生病。如果你没生病，那么你的需求就会超出医生的职责范围。

人类是一个共同体，为了促进共同的繁荣，我们需要改善生活条件，提升人类幸福感。所以，本书的重点是通过技术设计来提升人的幸福感，而不是为那些病了需要帮助的人。促进与预防、治疗不同。例如，Mary Ellen O'Connell、Thomas Boat和 Kenneth Warner （2009）认为预防是规避危险的因素，而促进是努力提升维持幸福的条件和保护性因素。虽然医学和精神模型存在不足，但其也有诸多可取之处。

首先，有关精神病学的诊断和干预方法已经有非常长的实证研究历史，并诊断和治愈了许多疾病。因此，精神健康方面的专家在评价干预（促进）影响时，倾向于使用经典医疗方法。譬如，在一项评估预防性干预是否可以减少年轻人患上抑郁症的风险的研究中（Clarke et al.，2001），针对那些父母出现过抑郁症临床表现的年轻人，精神病学家期望使用认知重构疗法（预防性干预）减少他们的沮丧感，从而降低他们患抑郁症的风险。这个研究使用两个量表来评估预防性干预的效果：CES-D 量表和 DSM-IV功能评价量表。这两个量表通常用于治疗前和后续治疗跟进中（如15个月后）。显然，这些量表非常适合用于精神疾病类的研究，由于抑郁和焦虑的降低可以认为是幸福感提升的表现，所以，相关量表也被研究者用于研究幸福。

此外，也有研究者“反置”现有医学模型并应用于幸福研究。Felicia Huppert是剑桥幸福研究所和英国政府的幸福顾问，他专门从事幸福的多维度测量方法研究。Felicia Huppert和她的同事Timothy So在2013年对各种国际上公认的关于抑郁、焦虑和其他形式精神障碍的测量方法进行分析，将 ICD和 DSM中的常见病症（如悲观、缺乏兴趣和负面情绪）镜面化，找到它们对应的反面（乐观、投入和积极情感）。通过与两个极端状态的比较来识别那些低于临界点的精神问题，以及超越临界点的幸福度提升情况。在这一过程中，她们发现了10种幸福的因素，包括能力、情绪稳定、投入、意义、乐观、积极的情感、积极的人际关系、复原力、自尊和活力。这些因素来源于对23个欧洲国家的43000个人的分析，这为各国政府和整个欧盟都提供了一个新的评价幸福发展的工具。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你的项目是面向精神病患者或那些患者身边的知情者，那么，必须确保精神健康专家为你的项目掌舵，因为这会涉及伦理和法律问题。同时，大家可以参考本章文末 Jonathan Nicholas的文章来了解如何创建一个用科技促进精神健康的组织。

尽管医疗幸福感模型非常重要，但其主要关注的是治疗疾病而不是提升幸福感，因此享乐和终极幸福模型应运而生。


享乐心学——积极情感


朋友问你“你好吗？”时，没有人会说“医生说我一切正常”。一般都是根据当前的情况回答对方，例如，状况是否切合自己的目标、你的感受如何等。假如你正好困扰于繁杂的报税工作，你一定会说不怎么好；假如你正在和朋友愉快地共进晚餐，那么，你的回答可能是“非常好”！

在心理学中，把幸福等同于获得快乐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希腊，Aristippus（出生于公元前435年）教导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去体验快乐。他声称幸福可以通过一个人快乐时刻的总和来衡量。从此以后，快乐成为幸福的代名词。著名的（或臭名昭著的）Marquis De Sade坚持认为享乐是人生追求的终极目标。

“享乐”心理学领域虽说探讨的是古代的享乐观点，但是它还延伸到了超出感官快乐的事情，包括所有我们认为快乐或者不快乐的事情，以及目标实现和生活的各个方面。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心理学家Daniel Kahneman已经深入研究了人类心理学中关于享乐的部分（Kahneman、Diener&Schwarz，1999），这也许是最令人信服的一项享乐方面的研究了。Kahneman开创性地探讨了享乐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如何影响我们的思考和行为，进而体现在我们的经济和社会运作过程中。

Kahneman的研究工作结合了当下和过去的经历，在治疗中，这两种经历都会被用到。在一项研究中（Quoidbach、Berry、Hansenne&Mikolajczak，2010），研究者用问卷对 282 名被试者的生活满意度、总体幸福感进行调研，并询问了他们如何使用放松享乐，以及抑制享乐的方法。研究结果表明，专注于当下和积极反思，即“正念”，可以提升积极的情感，与别人分享也可以提升个人生活满意度。但是，心智游移会减少积极情感，经常回想负面的事情会减少生活满意度。这类研究指出反思行为对幸福具有潜在的重要性，或许可以将其纳入科技设计之中。

现代工业、建筑和数字化设计的发展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人类对享乐的追求。人们设计产品来提升快乐[Don Norman（2005）称为本质层、行为层和反思层]。用户体验设计师探索为用户设计快乐和愉悦体验的方法。交互设计的研究人员也在研究如何通过有形的设备调动人们的积极情感（Hassenzahl&Beu，2001）。像苹果这样的公司也在积极宣传他们的产品可以给人带来积极的情感体验以建立和增强他们的声誉。

在《建筑的幸福》（The Architecture of Happiness
 ）一书中，哲学家 Alain De Botton（2006）描述了艺术和建筑如何与人进行交流，以及如何改变人们的行为和思考方式。可以说数字技术具备将建筑独白变成一个交互式的对话的特殊能力。像Siri或其他情感电话，科技有能力做到倾听用户并做出相应的反馈。这让积极情感体验成为可能，我们将在第7章更深入地探讨积极情感如何提升幸福感。


主观幸福感——如果你快乐，请告诉我


自Aristippus以来，现代享乐心理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仍存在一些问题：一般通过瞬时情感来评估幸福感，从而忽略了长期的总体稳定性，而这也是幸福与快乐的主要区别。Kahneman等人基于一个个人报告的生活满意度评价，开发出了一个可以测量长期幸福的方法。“主观幸福感”（SWB）（Kahneman、Diener&Schwarz，1999）量表就从认知和情感的角度评价一个人的生活，包括生活事件、生活满意度和成就感。这些方法已经被用来测量国民幸福指数（Diener，2000；Diener&Suh，2003），而且，它们正被越来越多的国家作为决策依据（见第3章中对经济学的详细讨论）。

主观幸福测量方法通常包括3个部分：生活满意度、积极情绪的存在和有没有负面情绪。生活满意度更多是基于反思的判断，而后两者可以是回顾（如过去一周我感到快乐）或是当下（如我感到快乐）的感受。

大多数关于享乐心理学的学术研究采用了SWB测量方式，测量效果显著，而且和其他测量方式的结果达成一致，如第三方报告或者生理测量（如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等测量方式。Ed Diener （2000）的一篇综述中表述了现在已知的主观幸福感是什么，以及现在与20世纪末的测量方法有何不同。后续研究包括新的脑电图技术和基因技术（Fredrickson et al.，2013），以及数字化收集数据和自我报告的方法。

还有一些研究方法采用经验抽样法，这种方法可以实现情感在白天随机重复出现（Kahneman，1999），还有一些人使用记日记的方法（Bolger、Davis&Rafaeli，2003），这种方法在人机交互研究中也很常见，就是记录好的或者坏的事件及生活满意度。根据这些自我报告，人们（那些没有生活在极度贫困或可怕的情况下）倾向于报告有点高兴的情况，也很少看到非常高或者非常低幸福感的记录。

按照时间维度，一个人的自我报告可以分为“在线”（实时发生时）、“回忆”（日记的形式）或跨越很长一段时间的生活质量评估。这三种时间尺度会以不同的形式影响行为。例如，Diener 表明回忆的感觉要比实时的感觉更好，这个发现和我们如何记住或判断先前的经验有关。因为每个人的价值观变化很缓慢，当反思几周或几个月的生活满意度时，判断往往趋于稳定。然而，生活满意度的报告将会随着时间期限的延长而发生变化，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的价值观和环境都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

另一个有趣的事情是，我们对外部环境的适应性会影响幸福的感受。根据“享乐跑步机”的概念，人们会逐渐适应或习惯所有改变，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他们都会重新回到个人的基准线。例如，购买一个新的电视机也许会让你当时很快乐，但是一个月后，就不会对你的幸福水平造成影响了。更加戏剧性的是那些彩票中奖的人或者截瘫患者在长久以后，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并不会因此有明显的提高或降低（Boyce、Wood，2011；Brickman、Coates&Janoff-Bulman，1978）。如果我们每次都返回之前的设定点，享乐跑步机这个概念会使提升幸福感的努力变得毫无意义。然而，Boyce 和 Wood Study（2011）的研究显示了个性和态度在预测积极适应时的重要性。Diener和其他人已经调整了享乐跑步机模型（Diener Lucas&Scollon，2006），他们认为设置点不应该是中性的，而是普遍积极的，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被改变。

遗传和环境因素也会对幸福感造成影响。大规模自我报告的数据库允许研究人员在跨文化和时间维度上去比较主观幸福感，即从不同的维度去关注变化。例如，法国人具有极低的主观幸福感，而斯堪的纳维亚诸国却异乎寻常的高。Digging DeeperHuppert 和 So （2013）指出，尽管法国在投入方面排名最高，但是在自尊、乐观和积极的人际关系方面排名却最低。这个案例也表明了为什么多维幸福测量对理解不同国家的人的不同至关重要。结合区域和文化的国家幸福感的测量正代表着一个新的研究领域（Diener&Suh，2003；Huppert et al.，2009）。就像全球幸福指数、世界幸福报告和欧洲晴雨表等方法那样可以让我们看到不同国家和文化的差异，以及国家事件和政策干预造成的影响。下一章我们将讨论其中的部分内容。

生活满意度、主观幸福感和生活质量都是广泛应用于经济、社会和研究领域的方法。而积极情感仅仅是其中一部分，接下来我们将转向亚里士多德对幸福的理解。


终极幸福论——幸福是有意义的生活并发挥全部的潜力


我们很少会规避快乐或积极的情感。实际上，大多数人花很长时间来寻找让自己快乐的小方法，从吃一块夹心饼干到玩玩在线游戏，从追追情景喜剧到晚安的睡前拥抱。诚然，积极情绪是快乐生活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仍然坚信，积极情感对于持久的幸福来说不是全部。这里引用“中庸之道”的概念，随着幸福理论的发展，除了积极情感外，还应该有投入、意义、人际关系和个人潜力。


自我决定论——幸福决定于自主性、能力和人际关系


不要问我如何激励别人。不要问我如何激励别人。应该问我是如何让人们自己激励自己。

——Edward Deci,TEDx Flour City

Richard Ryan和Edward Deci的自我决定论（SDT）
[1]

 将自主性、能力和人际关系作为提升幸福感的重要因素，这个理论更易于应用到科技中去，因为它相对容易实施。

为了能够自我决定，我们必须有自主性，也就是说，我们活动的结果与最初的意图相符（研究人员称之为内部的因果关系），或者说在我们应对挑战的时候需充满信心（如从受威胁和贬低时体验最佳的挑战和自由）。最后，我们还必须有安全感，并保持与外界联系。

SDT可以提供很多设计借鉴，最值得借鉴的也许就是其对内在动机和自主性的关注。在第7章中，我们将看到这些是如何影响科技，特别是用于那些寻求改变或支持的行为时。

SDT 中值得借鉴的还有其中的人际关系以及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处理。SDT并未说明自主性，能力和亲密关系也受到来自不同社会、家庭、文化背景的人同样的重视。但是，其强调如果阻碍这些因素的发展，将会对所有社会和文化背景的人带来负面的心理影响。根据这一想法，支持这些需求的社会文化或数字环境可以在不同社会文化的被试间和相同社会文化被试群体内进行分析，进而确定其对幸福的影响。

尽管基于享乐理论的幸福依赖于SWB的研究，但是终极幸福论经常使用一系列提升幸福感的方法举措（如自主性和积极关系等）。那些持有终极幸福论观点的人经常诟病SWB模型过于狭窄，对幸福生活来说，是一个有缺陷的指标。而那些持有享乐幸福论观点的人反过来也认为终极幸福论的标准通常是由专家定义的，而不像SWB一样，是由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决定的。我们认为两种方法对幸福科技都有意义，有时可以将两种方法结合起来，更深入地看到幸福是如何从不同的观点进行衡量的（详见第5章）。


结合享乐幸福论和终极幸福论的方法


目前很多理论都与享乐和终极幸福论相关，如之前提到的Huppert和So的模型。Corey Keyes结合了幸福的情感方面因素（享乐幸福论）和幸福的心理及社会方面因素（终极幸福论）来描述一个连续的精神健康状态。积极心理学的发起者Martin Seligman设计了一个PERMA模型，分别表征了积极情感、投入、关系、意义和成就等因素。Seligman和Keys等许多研究人员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进一步开拓了对幸福的理解。


积极心理学——繁荣的人生


积极心理学领域在主观层面的经历主要分为幸福、满足和满意（过去）；希望和乐观（未来）；以及心流和快乐（当下）。

——Martin Seligman和Mihaly Csikszentmihalyi

得益于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进展，许多精神疾病现在都可以被诊断、治疗甚至治愈。然而，心理学家可能过度关注疾病的治疗了。2000 年，美国心理协会主席 Martin Seligman 和 Mihaly Csikszentmihalyi（Seligman&Csikszentmihalyi，2000）主张应该更多关注提升健康功能而不仅仅是治疗障碍上。积极心理学应运而生，并得到了很多研究人员的支持。

目前，积极心理学已经很成熟，并影响着教育、政策、管理和精神健康。例如，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和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等期刊，以及会议、专题讨论会和学术文献都能看到很多关于这方面的研究。

积极心理学领域的很多研究人员已经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整理出版，为幸福科技和设计提供了足够多的细节内容，如 Seligman 的Flourishing
 ，Ed Diener和Robert Biswas-Diener的Happiness
 ，Barbara Fredrickson的Positivity
 ，Sonja Lyubomirsky的The How of Happiness
 和Daniel Gilbert的Stumbling on Happiness
 ，这些成果中的很多实用信息都来自作者自己的研究成果。

值得注意的是，人类的思想和行为的某些方面比起其他生物更容易发生改变。Christopher Peterson和Martin Seligman（2004）发现了四个和积极心理健康相关的因素，分别是天赋、促进者、优势和成果。天赋是那些很难改变的特征。促进者包括提升幸福感的环境和条件，如正确的社会条件或者一个充满爱心的家庭等。从科技角度看，最值得注意的是个人的优势，如好奇心、仁慈和感恩，因为这些优势容易变成干预，因此，心理学家和技术人员可以很容易地做出改变。

在积极心理学的背景下，积极计算（Sander，2011）或者积极科技（Botella&Riva，2012；Riva&Baños，2012）第一次被提及。我们需要用科技来完成 Martin Seligman 的挑战，即到 2051 年，使全球51%的人拥有幸福繁荣的一生。Giuseppe Riva、Brenda Wiederhold、Andrea Gaggioli 和他们各自的团队已经率先研究开发了基于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的工具来为心理治疗提供服务（如 Gorini，Gaggioli，Vigna&Riva，2008）或者用于提升身心健康（Riva，Cipresso，Mantovani，Dakanalis&Gaggioli，2013）。

Giuseppe Riva和Rosa Baños（2012）研发了第一款工具来支持积极心理学的发展。他们定义一个“积极的技术”方法是“用科学的应用技术来提高个人的生活质量”。基于 Seligman 在他的书《真实的幸福》（2002）中最原始的模型，他把个人的经历分为积极的情感（Positive Emotions）、投入（Engagement）和意义（Meaning） （就像终极幸福论），随后他又扩展了他的模型，增加了关系（Relationships）和成就（Achievement），用 5 个词的首字母，创立了 PERMA模型。Riva和Baños建议通过提供积极的情感和感受来改善基于享乐的幸福；提供“系统性情绪感应”“幸福”“怀旧”和“生活”的主题培训来提高终极幸福；提供“分享积极的情感体验”“幸福训练”“设置重大目标”来改善社会关系。

在这本书中，我们虽然以一个广泛而包容性的观点来定义积极计算，但积极心理模型和其方法仍是最相关的。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已经从科技的角度（Calvo&Peters，2013）和人机交互领域（Calvo&Peters，2012）给出了积极计算的概念。

积极心理学的影响也可以在其他相关领域中找到，如情商——一个在工作和教育中被广泛提及的领域。


情商


每个人都会生气，这很容易。但是以合适的程度、在合适的时间、按合适的目的、以合适的方式对一个正确的人生气，就不那么容易了。

——G.E.Vaillant

漫步在任意一家书店，都会有一个区域放着关于情商（EI）的书。成功靠智商的观点已经过时，情商让研究人员和专业人士更好地了解人们的成功、成就甚至幸福的来源（除了智商外）。

在学术文献中，关于情商的研究起源于 Jack Mayer，David Caruso，Peter Salovey（Mayer，Caruso&Salovey，1999；Salovey&Mayer，1990），经由Daniel Goleman（2005）推广和扩展。根据Goleman的研究，EI 包括识别自我情绪的能力、自我调节的能力、动机、同理心和社交能力。

测量EI的方法很多。其中最常用的方法是Mayer-Salovey-Caruso情商测试（Mayer，Salovey&Caruso，2002）。这些方法意味着研究人员能够设计干预措施，如培训模块或政策，并评估他们的效果。

数以百计的研究已经为企业、学校和体育竞技设计开发了EI干预措施。积极情感，如那些我们接受表扬时感受到的高兴或得意，可以增强亲社会行为。相比之下，经验证据表明，惩罚性的实践会增加反社会行为（Mayer，1995）。这项研究已经被用于在学校和监狱中推进积极的干预而不是进行惩罚。例如，洛杉矶联合学区（2007）最近就用积极的干预措施来代替惩罚。像这样为了社会和情感学习的干预措施（Payton et al.，2000）往往也是基于EI理论的。我们在第6至12章中将详细讨论EI（关于EI的详细信息可参考第8章David的专栏文章）。


佛教心理学——关于大脑的科学


如果我们只关注西方理论的幸福，则会忽视东方的哲学理论，而它已经对幸福进行了数千年的研究了。佛教中的正念和冥想，以及它所代表的和平和慈悲的文化已经使得越来越多的佛教哲学融入到西方的幸福研究中。

这可能是因为佛教哲学和实践可以独立于宗教方面的仪式和信仰体系。不过，这也是相对的，非宗教的禅宗成为一个在西方文化中广为熟知的佛教思想。实际上，禅宗一词已成为心灵宁静的同义词。

正如心理学家Paul Gilbert（2011）所说的那样：

几千年来，佛教学者和爱好者一直在探索基于同情心的反省和反思方法。人们可以通过这些方法来了解自己的思想，学会稳定和组织他们的幸福生活，而且可以培养一些与个人和社会健康相关联的关键品质。虽然科学的焦点一直在理解和减轻疼痛的物理原因上，但是像佛教一样倾向于关注减轻痛苦，也就是说，减轻大脑对疼痛的反应。

现在技术人员对佛教哲学有极大的兴趣，并成立了“佛教极客”年会。他们想研究人的情感、认知和行为与佛教实践如正念和不同形式的冥想之间的关系。近年来，这些实践也越来越多地被西方心理学和神经科学所研究验证。佛教的冥想和思想训练已经在多个领域以多种方式被应用在治疗精神疾病和提升幸福感上。如此引人注目的效用使得许多专业的心理健康机构如牛津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以及世界上许多其他的机构将其纳入临床和研究工作。

作为正念减压项目的发起人，Jon Kabat-Zinn（2003）成功地将佛教和心理学集成在了一起（详见第 9 章），将佛教实践非传统地解释为：“当然，佛陀自己不是一个佛教徒，有人可能认为佛法是普适的，用以管理和描述内在痛苦和幸福体验中固有的、可测试的经验规则。它既不是一种信仰、一种意识形态，也不是一种哲学。相反，它是一个连贯的对思想、情感、痛苦和释放的现象学的描述，它基于高度凝练的实践，旨在通过系统的正念培训来促进人们的身心健康。”本书接下来的章节，将讨论如何在不同的环境中使用这些实践。


生理学和神经学——基于生理的幸福


生理学和神经学的研究人员已经采用生理信号和脑电信号来监测和理解个人的情感。有一些人研究其他影响幸福的生理因素（如基因或身体健康），还有一些人研究生理系统是如何与环境条件交互的。

这部分工作和人机交互相交叉的部分就是情感计算。Rafael的研究小组一直在使用生理信号来研究情感，尤其是在教育和心理健康领域。例如，生理信号可以用于测量学生在线活动反馈的影响（Pour，Hussain，AlZoubi，D'Mello&Calvo，2010）。此外，多个生理信号可以组合在一起测量，如脑电图（EEG）、肌电图、皮肤电和呼吸（AlZoubi，Hussain，D'Mello&Calvo，2011）。在第4章中可以看到一些情感计算的相关工作。

神经学的研究人员试图识别人们的情感、认知和行为与大脑的电化学活动之间的模式。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他们的研究包括积极情感和幸福感提升相关的组件，如复原力和冥想练习。

利用脑成像技术，科学家们可以更深地了解大脑的结构和背后情感处理的过程。例如，研究人员已经发现了相关神经网络，其作用是回答我们本章开头的问题：“你好吗？”前岛叶皮层可以体现我们的感觉和情感（Craig，2009b）。前扣带皮层可以激活被试的情感反应，如爱、愤怒、恐惧、悲伤、快乐、生气、社会排斥和同理心。

这些发现已经被用来提出一个意识模型，这个模型包括稳态、环境、享乐、动机、社会和认知活动，用来描述一个“全球情感时刻”，以及一系列产生情感表现的时刻。在这一个模型中，八种亲社会的积极情感（爱、希望、欢乐、宽恕、同情、信仰、敬畏和感激）被认为是幸福的构成因素。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情感几乎都涉及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而不是个人的。这些模型并不是要求我们的情感都是积极的，我们应该认识到有时负面的情感也是必要的（Craig，2009a，2009b）。

情感和社会神经科学认为，我们的经历会影响大脑的结构。例如，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表明，早期的压力和培养环境对我们大脑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Richard Davidson和一些人（如Davidson&McEwen，2012）已经收集了证据证明某些干预措施可以促进人们的亲社会行为和幸福。根据Davidson的研究，大脑的结构可以通过有规律的锻炼、认知疗法和冥想训练来发生改变，这表明我们或许可以提供相关的培训实践，并研究技术的潜在影响力。

在最近一篇文章中，Davidson 和他的同事们（2012）讨论了如何利用这些成果来指导教育。他们认为可以通过已被证明能触发神经结构改变的冥想训练来促进年轻人的亲社会行为和学习表现。他们还指出，像电子游戏，可以用来发展人们的正念和同理心等积极特点。

还有一些人研究幸福的生理因素和物理行为之间的关系，如生物钟、饮食和锻炼。例如，悉尼大学的Ian Hickie研究了生物钟对抑郁的影响。甚至这方面的研究可以激发情感计算的工作。例如，和Hickie一起，我们正在探索如何利用社交网络中收集到的睡眠周期信息来检测人们患抑郁症的风险。

人格特质（Costa&McCrae，1992）和基因已被确认是幸福的决定性因素。在20世纪90年代，神经科学家希望进一步识别精神疾病的遗传因素。从此以后，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影响精神障碍和幸福方面的复杂性基因，并在很多方面取得了研究进展。例如，一篇开创性的论文（Caspi et al.，2003）中研究了一个名为5-HTT的基因结构是如何决定我们的神经元运输5-羟色胺的，大家都知道，这是一种和抑郁、幸福有关的神经递质。他们发现，当面对压力时，那些拥有一个或两个短等位基因的人更容易患抑郁。另一项研究（Pluess&Belsky，2013）发现复原力具有四种类别：①面对正面和负面事件都非常活跃；②面对两种事件都反应较小；③容易受到负面事件的影响（低复原力）；④更容易受到积极事件的影响。

那些预先确定的因素，如遗传学和人格特质也是可以被影响和改变的。例如，我们现在了解到基因表达是可以被环境和个人经历所修改的，这个领域被称为“表观遗传学”。最近，Barbara Fredrickson 和他的同事们展示了不同形式的幸福与不同的基因转录之间的关系。


享乐观和终极幸福观在分子水平上的对决


如果你不知道到底应采用享乐的方法还是终极的方法来获得幸福，可以考虑让你的细胞来决定。一项新的研究（Fredrickson et al.，2013）表明，人类的基因对享乐和终极幸福的反应有明显差异。这表明人对幸福和终极幸福具有不同的基因表达式。而且，与享乐幸福相关的分子模式和炎症恶化或降低抗体产生的压力应激反应有关。相比之下，终极幸福与增强抗体产生的转换模式有关。根据他们的发现，享乐主义形式的幸福增加特定类型的与压力相关的基因表达式，而终极幸福可以减少与压力相关的基因表达式。从这里可以看出，长远来看，终极幸福论可以促进身心健康。

在过去的十年里，科学界和大众都加深了对幸福的理解，但是究竟如何找到这些幸福理论和科技间的关系还是个问题。以我们的经验，任何设计工作的哲学基础，不管是明确的还是无意识的，都会对设计结果产生深远影响。不同的幸福理论对应（有时可以完善）不同的设计方法。接下来通过一个无人车的案例来看看如何以提升幸福感为目标进行设计。


基于幸福的设计——一个假设的案例


设计无人驾驶汽车的挑战远远不限于空气动力学、燃油效率和安全性等问题。下面我们尝试从四个不同的理论观点出发介绍设计过程。


享乐设计师
 ：希望开车时间是一段快乐的时光。享乐设计师将重点放在了“让我们获得更多积极的情感”（如大众车中可以加热的真皮座椅、电影屏幕和花瓶）。这个设计师可以设计高质量的音响系统来产生适合我们情绪的个性化音乐，或者设计包含按摩功能的座椅。他也可能寻求识别和移除之前模型中容易引起负面情绪的方面。他还可以帮助解决路怒症问题，就像是一个有情感意识的GPS系统，享乐主义的汽车会选择一条快乐的道路，例如，避免交通拥堵或交警管制的道路或风景优美的景色。


SDT 设计师
 ：开车的过程是一段促进联系、体现能力和掌控的过程。SDT设计师会关心用户的自主意识、能力和人际关系。因此，他可能会试图弥补因无人驾驶车而失去的人的自主性。设计某些功能让用户可以转向手动控制，制定一些模块化的措施或者给出清晰的系统提示都是至关重要的。在截瘫病人驾驶轮椅的脑机接口研究中，自主性问题就十分明显（Nijholt et al.，2008）。无驾驶能力的人的自主意识依赖于控制车辆的能力，就是指挥它去他想去的地方。最后，SDT 设计师可能会通过驾驶人的关系网或者与他附近的汽车建立某种联系。


价值敏感的设计师
 ：以你的价值观去驾驶。尽管自动化车辆工程师可能从技术价值角度出发，认为无人车很好，但是那些喜欢开车的人则认为无人车是令人扫兴的。一个基于价值敏感的设计师（VSD）会寻求用户和设计师两者的具体的价值。如考虑到社会的整体效应，自动化可能威胁到数以百万计的人的生计问题。一个VS设计师还可能会关注无人驾驶车带来的严重的隐私问题，这和不同的文化群体有关。例如，因为无人车是连接到一个可以跟踪到其坐标的网络系统，VS设计师可能会为GPS添加一个匿名、加密或者定制的手段来消除这个影响。虽然VSD并没有基于幸福的理论，但是我们相信，工作价值将不可避免地与工作幸福感有关（将在第 4 章详细探讨这一领域）。


生理健康设计师
 ：驾驶应对身体有好处。一个意识到身心健康关系的设计师可能会让用户更好地利用坐在车上的大量时间。他可能将健身与座椅设计结合起来，提供一个饮用水过滤器，或者设计程序让车停在几个街区外来鼓励用户行走。

在这一章中，我们已经介绍了很多有关如何使人幸福的研究。我们也试图展示不同的设计理论是如何影响设计决策和技术可供性的。其重点还是在身心健康领域，下一章我们将扩大视野，介绍一些健康以外的领域，如经济、政策和教育。


 专家视角——精神健康方面的技术



具有启发性的项目——精神健康方面的技术与机遇


1998年，Inspire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在线精神健康服务系统——ReachOut.com。从此以后，技术已经改变了我们生活的很多方面，从商业到娱乐，再到我们接触到的其他领域。互联网和移动技术也极大地改善了精神健康和幸福领域，特别是可以提供有针对性的测量服务让人们可以掌控自己的健康。通过自动化的流程和测量，基于技术的服务可以将网撒得更大，低成本帮助更多的人。这个21世纪的新模式使得心理健康可以整合传统服务（如咨询）与测量服务，进而允许人们监控、管理和提高自己的心理健康。最终的目标应该是让所有人都能够及时获得合适的帮助。


Jonathan Nicholas



在澳大利亚、爱尔兰和美国推广ReachOut.com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见解。仅在澳大利亚，ReachOut.com网站每年就有160万的访问用户，这较传统的商业和政府的精神卫生服务节约了大量成本。

达成这一目标最大的挑战是确保以用户为中心去建立精神健康系统。可以通过更好的集成技术来实现这个事情，使人们能够管理和监控自己的幸福，并帮助人们建立个性化的基于证据的精神卫生保健系统。作为数字化精神健康领域的先驱之一，我们正致力于研究这项技术。

我们认识到，光凭自己并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需要与其他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形成合作关系来构建这些新服务，然后再将它们推广出去。我们所面临的一个挑战是传统的研究过程并不适合实际的环境，而且创新和服务需要敏捷迅速。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真诚欢迎积极计算的先锋研究者的支持，希望他们与我们一起将技术应用于心理健康以及提升幸福感上。

推广数字化心理健康服务的15年，是技术不断提供机会来改善和促进人们的心理健康的15年。而利用这些机会我们需要技术人员和临床人员之间的协作，以开发21世纪的精神卫生系统，使所有人获得健康繁盛的生活。


测量主观幸福感


研究者、组织和政府对测量主观幸福感越来越感兴趣。这是为什么？如何去做？究竟应该测量什么？幸福来自我们如何体验自己的生活，而不仅仅是来源于客观事实，如收入、工作、健康、住房等。有证据表明，幸福感高的人更健康、更有效率、更有创造力，与他人有更好的关系，因此，高度的主观幸福感是个人和社会的共同目标。


Felicia Huppert，剑桥大学



那么，主观幸福感如何测量呢？持怀疑态度的人会说，幸福这种主观经历原则上是无法测量的。然而，大多数人都知道如何享受一顿美食或者一部电影，也能够通过0到10分来告诉医生我们的痛感等级。同样，人们普遍认为可以对他们痛苦的症状打分，如悲伤和焦虑，所以，没有理由不能对积极的经历打分。许多研究还表明，口头报告的积极经历，如快乐或兴趣可以通过客观方法来测量，如面部表情。

神经科学极大地促进了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因为当人们报告他们特别的经历时，可以通过脑部的激活情况来证明这个经历和某些神经通路有关。

因为测量主观幸福感是如此的重要，而且我们已经知道可以测量，所以，现在需要考虑究竟应该测量些什么。传统研究通常询问关于快乐或者生活满意度的问题，但幸福并不仅仅是一种积极的感觉或积极的生活评价。它不仅包括感觉良好，还包括机体功能健全，而这些需要根据时间跨度使用不同的测量方式或调查问卷（如正在经历的事情、最近的经历和典型的经历）。

重要的是，幸福是一个多维的结构，它包括一个人对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感觉和评估想象。不同的学者眼中可能有不同的幸福组成因素，但是大家都认同它的多维性。有一项研究是将不幸福的症状，如常见的精神障碍（抑郁和焦虑）作为幸福的反面。这种方法确定了幸福包含的十个因素，即积极情绪、投入、意义、自尊、乐观、活力、复原力、能力、情绪稳定和积极的人际关系。以这种方法来测量幸福的多维特征已经被绝大多数组织和国家所使用。研究者也可以使用这个方法来阐明哪个特定的干预措施或政策对相关因素产生了影响。

就像经济学家Gus O'Donnell对幸福的阐述那样：“如果你珍惜它，就去测量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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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03 积极心理学的多学科基础

工程师和计算机科学家通常不善于处理社交和情感问题，而且技术专长往往并不一定能帮助我们正确决策。即便抛开这些，我们认为，不论你属于哪一个领域，你都无法通过单一的学科知识实现幸福设计。

幸福具有多维性，通常需要采用严谨的跨学科方法来进行研究。总的来说，忽略人类体验对科技设计具有不利影响，若是在积极计算中忽略这一点则与积极计算的初衷背道而驰。因此，真正的以人为中心的积极计算需要依靠多学科、跨团队的合作。

除了心理学、医学和脑科学，我们对幸福的理解还和人类学、社会学、哲学、经济学、公共政策、媒体甚至建筑、文学和艺术等方面的发展情况有关。本章将介绍有关幸福研究的相关学科内容，以及它们是如何协同合作以促进人类的蓬勃发展。


经济学——幸福是金钱无法买到的东西


令人惊讶的是，幸福研究中的很大一部分与经济学有关。而且，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学为测量跨种族的幸福感提供了缜密的方法。例如，《幸福经济学》（Bruni&Porta，2007）一书就介绍了有关经济学、公共政策和幸福之间的交叉研究。《幸福：享乐心理学基础》（Kahneman，Diener&Schwarz，1999）也在早期就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在“客观的幸福”一章中，Daniel Kahneman有关现有幸福感测量方法的介绍是最好的幸福感测量方法介绍之一，这一问题会在第5章中再作着重介绍。

经济学也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大家对幸福的研究兴趣日益增长。Richard Ryan和Edwar d Deci（2001）认为幸福研究有两个兴趣高峰期：20世纪60年代和21世纪初期。而这两个时期的经济都较为繁荣。

尽管最近发生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但是西方的工业化社会相较之前的经济水平还是更加富裕的，其国民生产总值比 20 世纪 60年代翻了三番（Helliwell，Layard&Sachs，2012）。同时这些财富也促进了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人们也比以前更加沉浸于技术。一份调查数据指出人们幸福感的提升并不是源于技术的增长，也不是因为财富的增加。

由 Richard Easterlin（1974）领导的一项开创性的研究指出，财富和幸福感之间的关联比大家惯常认为的要弱。他发现富裕的人们通常会比较满意他们的生活，但是，这种“满意”并不会随着财富的增加而增加（这一发现被称为 Easterlin 悖论）。换句话说，人们的“满意”随着财富增长会有一定的提升，但是提升到一定程度后，就不会再继续增加了。因此，使用国家的经济增长指数（如 GDP）来指代人们的幸福感是有失偏颇的。

还应该注意的是，根据 Easterlin 的研究，在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之前，财富对幸福感的提升至关重要，而达到基本需求点后，这个影响就会趋于减少。他的研究认为幸福感的增长不仅和个人的财富有关，还与和他人之间的比较有关。相互攀比对幸福感的影响巨大，类似的研究在有关快乐和自尊的心理学研究中也能找到，对此我们会在本章作更深入的探讨。

正如 Easterlin 指出的那样，上述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他的研究数据来自29个Gallup Poll类型的调查，采用的是1～10分量表、单计量指标和自报幸福感方式。40 年后，测量幸福感的方法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近年来，Felicia Huppert和Timothy So教授希望通过研究现有的这些方法，获得一种更有效和更权威的多维方法来测量幸福。我们将在方法学的那一章节中作详细介绍。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下经济学是如何影响公共政策的。

Easterlin的工作现在仍然是讨论的热点，在联合国第一次“世界幸福报告”（Helliwell et al.，2012）中似乎还存在其反对观点。大体上，经济的增长不会自动提升人们的平均幸福感，但是幸福和经济地位的相关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譬如当人们被问到“你觉得拿你的收入去和他人比较有多重要？”人们越不满意自己的生活，越会说非常重要（基于欧洲社会调查，引用自 Helliwell et al.，2012）。

此外，就业（大概也伴随着个人利益、安全和自尊）是经济水平计算公式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毫无疑问，好的就业对幸福感有积极的影响。但是经济的繁荣往往会产生通货膨胀，这便是一个负面影响。因此，保持稳定似乎才是一个好目标，特别是损失厌恶（损失×美元）比等效增益（得到×美元）影响更大时。

西方世界对幸福研究越发感兴趣的一部分原因是人们渐渐意识到金钱最终无法可靠地带来幸福，但总体来说，人们研究、评估、经营幸福的能力的日趋提高才是产生这一趋势的核心原因。

例如，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一篇开创性研究（Golder&Macy，2011）指出社交媒体数据可以用来研究人们情绪的变化。许多其他的研究也表明社交数据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人们的经历。如Mitchell等（Mitchell，Harris，Frank，Dodds&Danforth，2013）将带地理位置信息的tweets（共计8000万字）和人口统计与健康信息结合起来研究。他们利用这些数据构建了分类系统来描述美国各州及城市的幸福感、教育程度及肥胖率。这些研究表明，公共社交媒体数据可以用来实时地研究社区的整体幸福水平——这是运用非侵入式方法来影响相关研究甚至是政策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政府政策：增加国民幸福总值


在意人类的生命和幸福，并且不去破坏，是一个好政府的首要目标也是唯一的目标。

——Thomas Jefferson,1809

在一篇具有影响力的论文中，心理学家 Ed Diener 和 Martin Seligman（2004）认为，“组织机构、企业和政府层面的政策决策应该更多与人们的幸福感建立强关联——即与人们对他们生活的评价和感觉相关联”。他们提议要建立一个国家幸福指数，然后定期选取有代表性的人群来测量他们的幸福指数。这个幸福指数是多维的，包括积极和消极的情感、投入、目标和意义、乐观和信任以及生活满意度。这些指数还会定期更新，以便更好地指导政府机构作出决策。如今，我们看到了Diener和Seligman的愿景已经在很多地方变成了现实。

在2007年，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以及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举办了一个称为“超越GDP”的高层会议。这个会议的目标是确定哪些指标最适合用来测量国家的发展，以及这些指标如何融入政府决策中。之后，他们还继续研究了社会、环境及幸福方面的发展和测量方法问题。
[1]



2008 年，法国总统萨科奇委托一个专家小组来重新评估国家发展的测量方法，其中有诺贝尔奖经济学家Joseph Stiglitz和 Amartya Sen。最终这个报告促使法国政府开启了一个新时代，一个将幸福感纳入衡量国家发展水平的时代。

2011 年，英国推出了全民幸福计划，国家统计局的座右铭就是“测量至关重要的东西”。新经济基金会（标语是“经济对人类和全球至关重要”）也创建了快乐星球指数，结合幸福感、预期寿命和生态足迹种种数据来指导“全球性可持续的幸福感测量”。
[2]



尽管美国在考虑使用除 GDP 以外测量幸福感的方法上慢了一步，但是一些城市和县区已经建立了区域幸福感测量计划，并督促当地的领导和联邦政府成立一个小组来调研如何测量幸福感。美国一些商业公司也像其他国家一样开始收集数据：Gallup 健康与幸福之路指数就是一项令人赞叹的美国日常健康和幸福实况的评估指数。
[3]



但是，不仅只有欧洲和北美为此变革了相关政策。实际上，这一举措最早起源于不丹国。不丹的国王在 1972年就宣布国民幸福总值比国民生产总值更重要。几十年来，他们采取多维国民幸福指数来测量人们的幸福感，并推广到了世界各国。

尽管现任的不丹总理已不那么关注国民幸福总值这个问题了，但是这个概念已经有了全球性影响。在 2012年的一次主题为“幸福与福祉：定义一个新的经济模式”的会议上，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宣布，一个新的经济模式必须认识到社会、经济和环境健康这三大支柱的可持续发展。它们将共同定义全球的幸福总额（“潘：新经济模式……”2012）。

同年，联合国宣布每年的3月20日是“国际幸福日”，“幸福应该作为全球每个人的目标和愿望，同时，在制定公共策略时，要考虑到它的重要性”。
[4]

 联合国第一次世界幸福报告（Helliwell et al.，2012）提供了不同国家幸福感的比较与分析。

但是，测量只是成功的一半。政府应该致力于如何在制定公共策略时更好地使用这些测量方法，在技术研发领域，研究人员也可以通过观察这些策略来学到很多东西。鼓励公民健康生活常常是决策者采用的一种方法，例如英国政府的“行为洞察团队”利用行为经济学和心理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来为公共政策与服务提供建议。
[5]



另一种方法是对公民进行教育，让他们自己掌握一些提升幸福感的策略。2008 年，英国政府科学办公室公布了一些已经被科学验证的措施来让公众学习，以便提升他们的幸福感。例如，受到“一天五件事”（吃 5 份水果或蔬菜来促进身体健康）活动启发，是否能有类似方法来改善人们的心理健康呢？Denham 等做的一项更深入的研究（Denham，Beddington&Cooper，2008）将其整合为 “幸福的五种方法”：联结、积极、关注、学习和给予，相关成果有望为积极计算研究提供有用的借鉴。

与政府做的其他决定一样，一个政府是否应该干预国民的幸福仍将需要持续的讨论和协商。由于社会巨大的贫富差距，政府应该设计新的税收政策以减少差距来提升幸福感吗？政府应该规范针对孩子的垃圾食品广告以减少对孩子造成的健康影响吗？如果研究发现已婚者更幸福，那么政府应该鼓励相亲吗？

美国，可以说是最公开反对增加税收和政府干预的国家，政府提升人们幸福感的责任已经融入这个国家的根基。《独立宣言》中说，我们被赋予“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还有略不那么熟知的一句话“为了保障这些权利，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利则是由被统治者同意和授予的”。

美联储前主席 B.S.Bernanke在2010年的演讲“幸福经济学”中说，我们要把18世纪的这些理念重新关注起来。他还在演讲中建议富裕的国家应在提升幸福感的事情上投入资源（如医疗健康、营养和卫生措施等领域），并能保持环境清洁，“提供更多的休闲设施、体力劳动少且有趣的工作，提升教育水平，以及开展更多艺术和文化活动的资助”。
[6]



Bernanke 的演讲表明，政府应该重点支持和投资那些对幸福感有积极影响的事情。Richard Thaler和 Cass Sunstein（2008）提出一个“软家长主义”来帮助公民作出更健康的决定，同时保留自主权和选择权。幸福研究员 Nic Marks （他领导创建了幸福指数）与Bernanke在 TED演讲中的观点不谋而合，他们认为，“政府不应该试图直接让人们感到幸福，这很奇怪，政府应该提供提升幸福感的条件”。
[7]

 推广健康的行为或者创造合适的条件，这两种方法都可以用来指导积极计算的研究者，我们将在本书第6至12章介绍使用这些方法的例子。

经济学和政府政策为幸福研究提供了诸多借鉴，而教育学则为幸福研究提供了广阔空间。


教育：幸福可以习得，并且有益于学习


据Connell的研究，估计10%～20%的年轻人都会有心理健康问题（O'Connell，Boat&Warner，2009）。那么，我们为什么不采取行动防患于未然呢？由于缺乏预防机制和幸福的促进机制，很多心理学家和神经学家向学校寻求帮助，因为学校是为人们提供一个更好、更有复原力的人生起跑点的理想合作伙伴。

在美国国家研究基金会的最新一份报告中（O'Connell，Boat Warner，2009），许多来自社会学的重要研究人员呼吁“国家领导人、心理健康研究和服务机构、学校、初级保健医疗系统、社区组织、儿童福利机构和刑事司法系统应一起参与预防人们的心理、情感和行为方面的障碍，促进年轻人的心理健康，并将其列为高优先级工作。要用一切现有的方法，优先于现今的任何事务去做这件事”。

虽然这篇报告的重点在于介绍“预防”，他们也进行了一项利用家庭和学校协同“促进”心理健康的研究（考虑到家庭和学校是形成年轻人个性、提升幸福感并帮助他们管理生活中的负面情绪和行为的最佳场所）。这篇报告还强调，避免出现认知、情感和行为紊乱问题的最佳策略是在初期进行干预，因此它希望国家首先为那些处于风险边缘的人提供经验证可行的干预措施，然后再促进所有青少年的社会情感技能发展。

正如现在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寻求的那样，“测量至关重要的东西”，教育家们则对“教授最重要的东西”感兴趣。然而，他们的重点依然放在传统的学科知识教学上，如语文、数学和科学。尽管有大量证据表明，年轻时期是开创幸福生活最重要的时刻，但关注心理干预措施研发的教育工作者、科学家和教育政策者还很少。

实际上，在期刊 Addiction
 上比在教育期刊如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上更有可能发现前沿的面向学校的有关幸福的研究。例如，在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上只有 20篇文章提及了“幸福”这个词，且文章中有一半发表于 1950年以前。而“数学”这个词汇却出现了 795次。可见“幸福”显然不是 20世纪下半叶教育心理学的重点。近10年来，政府鼓励开设包含“教育、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的综合课程，并对这类课程提供资助。

毫无疑问，我们需要科学家和工程师去寻求与生存息息相关的能源短缺、气候变化及新技术解决方案。同时，我们也应让后代深入地了解世界，以便解决 21世纪及未来出现的问题。但是，社会情感技能，如创新地解决问题能力和决策能力，这些面向未来的可以预测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技能却被长期低估。

从制定政策的角度来看，政府不仅应该在国民幸福课程中考虑到幸福感，在其面临的诸如犯罪、贫困、药物滥用和疾病等问题中也需要考虑幸福感，因为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是人们的不幸福。也许只需要一次简单的干预就可以免去某些长期的治疗或避免犯罪监禁的发生。

尽管在学术教育研究中，幸福研究还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但是在一些组织中已经开设了社会情感的课程。例如，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所有幼儿园至小学六年级的儿童都要学习一门名为“个人发展、健康和体育”的课程，此课程包含以下模块：“自我和人际关系”“自己的情感和同理心”“尊重和责任”“处理冲突”和“多样性”。在美国，社会情感学习被用于改善人际关系、培养情感意识、自我控制力和健康的价值观。在之前提到的国家研究基金会的报告中，一些项目也在积极促进青年的发展，同时预防心理健康问题、物质主义、暴力和其他反社会行为（O'Connell，Boat&Warner，2009）。这些项目包括：

· 儿童内心项目；

· 内在复原力项目；

· 学校正念项目；

· 冥想项目；

· 保持平静项目；

· 青年压力项目；

· 健康工程项目。

RAND 的一份题为《改善学生心智健康的干预措施》的技术报告（Stein et al.，2012）针对加州决策者的相关措施给予了有趣的评论，并将预防和早期的干预措施分为三类：一类用来减少侮辱和歧视，一类用来预防自杀，还有一类用于处理学生的心理问题。

其他大学和政府也认可这类研究的重要性。世界上最大的慈善组织——比尔·盖茨基金会资助了一个由神经学家 Richard Davidson领导的旨在发展儿童正念的项目。
[8]

 我们将在本书第6至12章讨论这个项目和其他类似的学校项目。

当然，将类似的项目引入学校教育是存在一定困难的，因为现在的教育大多以分数来考核学生和老师。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表明，这些项目除了能使孩子们变得更快乐、更安全、更有复原力外，还能提高孩子们的学习成绩。在一项最近的研究中（Durlak，Weissberg，Dymnicki，Taylor Schellinger，2011），研究者调研了 200多所学校（超过270000名学生）的相关数据，发现社会情感学习让学生的学习成绩提升了11%。

能有这样的结果并不意外，因为积极情感能够更好地解决问题并增强创造力。Don Norman等人已经着重强调过情感化设计的重要性（2005），其中大部分观点适用于学习技术的设计。在 Dorian 的Interface Design for Learning
 （2014）一书中，她意识到了一些情感对学习至关重要，并研究了如何让设计提升相关情感进而获得更好的学习效果。例如，大量的研究已经表明，积极情感可以提升学习创新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整体思维能力。Barbara Fredrickson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观点，他认为积极情感不仅可以丰富生活体验，而且可以增强意识、创造力和探索性行为的有效性和复原力。

因此，在学习环境中提升幸福感也有赖于深入理解学习体验中发生的动态情感变化。教育心理学往往把主要精力集中在认知方面的学习而不是情感现象，不过，该领域的许多研究人员已经开始研究情感体验，如应试焦虑、愤怒、沮丧和自律（包括老师和学生） （Schutz Pekrun，2007）。在这些情感中，应试焦虑最受关注（尤其在近年来的美国，因为其越来越依赖标准化测试评估手段）。

学术情感中的控制价值理论（Pekrun，2006）提供了一种方法来分析学生在学习环境中感受到的前因后果。这个理论假设控制的评估（学生可以控制什么、不能控制什么）和价值（这个任务对学生是多么重要）对于理解这些活动中的情感是至关重要的（例如愉悦、沮丧、无聊于学习活动相关，而高兴、希望、自豪、焦虑、绝望、羞耻和愤怒也与活动的结果相关）。教育和幸福研究之间无疑有很多互相学习的地方，我们期望它们的合作越来越频繁，并能与技术人员一起开发更多新的工具来促进调研、学习和幸福的研究。


从学习技术中学习


我们都用了大部分职业生涯来研发、评估和研究学习的技术。关于这些技术一个有趣的事情是，它们代表了一个领域，这个领域中，研究者已经至少在两个方面将情感和技术结合起来（除了对STEM的关注之外，至少有两个领域将幸福感的测量纳入了进来）。

首先，在情感计算和学习方面，已经有很多情感感知的应用案例，如智能教学系统，这个系统可以识别和应对诸如无聊、困惑和沮丧的情感，并促进投入和复原力（见 Calvo D'Mello，2011，2012）。我们将在第4章介绍更多情感计算方面的研究。

其次，在教育、技术和心理健康方面，也有不少在学校开展的基于网络和技术干预的研究。例如，在一项关于酒精问题的教育项目中（Champion，Newton，Barrett Teesson，2012；Newton，Teesson，Vogl Andrews，2010），他们随机从10所学校中挑选了764名青少年参加一个在线课程或者面对面的健康课程。12 个月后，发现那些参加在线课程的学生比起面对面课程的学生能更好地掌握知识，更少饮酒，也更少会酗酒。尽管学校针对个人发展和幸福的数字化教学项目起步较慢（比起那些语文和数学课来说），但是我们希望这一领域的研究兴趣和给予的资助能够不断增长。

关于学校之外的学习，专注于儿童交互设计（IDC）领域的研究人员也率先将重点放在了儿童的身心健康研究上。Svetlana Yarosh和她的同事们在 2002年到 2010年，每年都会在 IDC会议上发表相关文章，试图理解并促进儿童不同种类的行为和品质（Yarosh，Radu，Hunter Rosenbaum，2011）。这些行为和品质大致分为社会交往及联系、学习、表达和玩耍，这些都与儿童的幸福感息息相关。此外，有很多 APP也旨在提升儿童的幸福感。例如，Focus on the Go！和Sesame Street for Military Families就可以帮助孩子获得复原力的技能。Emotionary 可以帮助孩子识别和交流情感，PositivePenguins 可以用于儿童思维竞赛（有点像认知行为疗法）。对于大一点的孩子，Middle School Confidential是一个高质量的APP，它通过漫画的形式来处理自信和欺凌问题。虽然这些研究还刚刚起步，但相信积极计算领域的研究将极大地促进这个领域的发展。

教育、经济和政策可以帮助我们测量和影响跨种族的幸福感，但这些领域都很少解释为什么最初的幸福感会产生变化。要想理解这个更高层次的问题，必须考虑各种社会和文化是如何塑造了我们的幸福感以及我们对幸福的理解。


社会科学：幸福就像一种不断由技术塑造的文化建构


纯粹的心理学将幸福理解为一种我们期望获得的内在积极状态。而社会文化领域的研究方式则不同，社会文化更多关注时间变迁和文化差异之下幸福的定义如何变化。如《技术和幸福心理学》（Amichai-Hamburger，2009）中的相关论文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探索两者之间的关系。有关社会和媒体方面的工作有助于我们理解技术是如何以及为什么会影响我们的幸福感。

George Rodman和 Katherine Fry强调幸福要作为历史和文化建设的基石。作者非常关注幸福与社会联系之间的关系，并且探讨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沟通方法是如何影响个体、社会、隐私和幸福等价值观的。例如，15 世纪 50 年代印刷术的发明带来了重大的社会和经济变革，Rodman和Fry的著作Marshall McLuhan
 指出一些改变其实并不好，如减少了面对面的交流，但同时也提供了更多大众化信息并能提升自我意识，是非常有益的。

显然，现代信息通信技术也带来了类似的影响，详情可以参考Richard H.R.Harper的书 Texture
 ：Human Expression in the Age of Communications Overload
 （2012）。

社交媒体已经引发了全新的社交行为，这些行为可能伴随着对幸福的正面或负面的影响。Danah Boyd是来自哈佛和微软的社交媒体研究人员，他指出社交媒体针对年轻人的幸福感来说是一把双刃剑。

尽管经济学有助于揭示幸福、技术和财富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也知道更多的财富和更先进的技术并没有使社会变得更加幸福。也许当其他变量发生变化时，财富可以作为一个有效的指标。也许如果技术设计得合理，会产生更大的积极影响。但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正园囿于一个复杂的系统，却要基于这个复杂的系统去理解单一的变量。例如，有一项包括22个欧洲国家调查研究（Frey，Benesch Stutzer，2007）表明，国民的电视保有率（收视率）与幸福感之间存在负相关的关系，看电视时间越多的人，其生活满意度越低。另一项研究（Dolan，Metcalfe，Powdthavee，Beale Pritchard，2008）提出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电视和电脑提高了自我报告的生活满意度。第三个研究（Kavetsos Koutroumpis，2011）构建了横跨 29个欧洲国家的数据库，研究发现那些拥有一部手机、一部 CD 播放器和一台联网电脑的人更有可能具有较高的主观幸福感。而在第三个研究中，幸福感与电视拥有率在统计学上并不显著相关。

显然，我们需要了解到底哪些技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以什么样的组合以及为什么可以提升幸福感。人种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历史和社会学的调查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成熟方法将促进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探索理解。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商业领域的应用，在这一领域中，对幸福作投资无疑会产生明确的价值。


商业和组织心理学：工作中的幸福


在过去的 20年里，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据表明，越快乐的员工越可以更高效、更创新、更移情地为客户服务（Goleman，1998；Linley，Harrington Garcea，2010）。这也是越来越多的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开始开展有关幸福的培训、情商的训练、正念冥想的原因：旨在改善员工的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促进他们的社会联结和自主性。

从积极计算的角度来看，公司可能会为积极计算的研究提供更多的机会，因为公司本身就是在线产品和技术培训的重要用户。此外，现在很多公司都依赖于企业级的社交媒体和沟通平台，其中许多公司都可能从考虑了幸福感的设计中获益。

复杂的人力资源系统用于记录和分析员工的绩效数据、创建策略并引导员工进行知识储备以适应不断变化的需求。但是，在员工心理健康和幸福管理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在英国等国家，雇主有义务减少员工的工作压力。其中一个解决办法就是提供咨询服务，如一些雇主开始向员工提供培训和咨询项目，这些项目通常由引导行业健康的私人公司实施。例如，悉尼大学就有一个健康幸福项目，包括专业咨询、自助书籍和资料、同伴支持和大量的健康计划服务（如健身监督和无烟环境）。

正如健康和安全的需求催生了在线学习行业，为了提高员工的幸福感催生了新的积极计算行业。例如，重新设计基于幸福感的员工系统。实际上，已经有案例，如 Kanjoya 设计的 Crane 软件为管理者提供了员工的情绪信息。我们期望看到更多这样的案例，如客服软件可以通过设计得以提升其对用户的同理心智能，或者更复杂些，能够测量管理层变更或人力资源项目对幸福感的影响。正如教育领域一样，这一领域在积极计算的研究和实践方面具有很大潜力，有望作出重要的贡献。

最后一个方法是把技术看作环境的一部分。幸运的是，环境如何影响幸福感对于建筑师和环境规划师来说并不是新问题，所以最后我们来看看建筑及环境规划这个学科。


设计和建筑：可以提升幸福感的其他方面


在《幸福的建筑》这本书中，Alain de Botton叙述了艺术和建筑是如何影响我们的所感、所想、所思和所做的。例如，教堂具有宏大的比例、雄伟的雕塑、令人沉思而又敬畏的光照，这是快餐店无法与其比拟的。相比之下，餐馆的建筑更倾向于现代化、情感化、经济性和快节奏，他们被设计得可以让人看见厨房里的员工，并采用能刺激食欲的鲜艳色彩。

环境心理学提供了一套方法论来研究这些地方的联觉效应和产生的效果（Bell，Greene，Fisher Baum，2005）。这个领域将物理环境的研究和人们身心健康与幸福感的研究联系到一起，调研各种方法并通过设计来促进、阻碍或完全排除某些行为。它们的研究包括如何利用非正式空间提高人们的社区意识，如何减少社区犯罪行为的发生，设计多高的天花板来让人们有更多开放性思维（称为“大教堂效应”），以及如何设计办公室的窗户来增加工作的满意度。

虽然环境心理学关注的是物理环境，不是数字环境，但是它也显示出了积极计算所面临的挑战。与研究单一的知觉刺激不同，环境心理学研究将双方作为一个完整实体进行研究（相似地，网站与用户之间的刺激与反馈情况也不是依赖于一方或是另一方）。这些想法也可以应用于数字环境中，因为数字环境中的交互不仅与网站设计有关，还与和其交互的人的经历有关（如他们之前的经历、兴趣、教育水平等相关）。在环境心理学中，环境感知的整体大于部分相加的总和。这意味着环境心理学家与其他心理学家不同，他们倾向于在真实环境下工作，而不是在实验室里。这种挑战促使环境心理学家需要融合使用各种方法来应对（Bell et al.，2005），其中一些方法我们会在第6章中进行讨论。

Pieter Desmet和 Anna Pohlmeyer最近开展了“积极设计”项目，展示出在工业设计领域他们是如何用积极计算来提升幸福感的。在期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esign
 的特刊中，Desmet、Pohlmeyer和 Jodi Forlizzi（2013）发表了很多有关幸福的设计工作，这些工作同时涉及体验设计、商业、伦理和整合设计。

在第 2 章和第 3 章中，我们从多个学科中调研了有关幸福的开创性工作，这一独特的视角将为积极计算的发展和应用提供肥沃的土壤和丰富的资源。像以往一样，跨学科的研究将面临着沟通交流与经费投入的挑战，但是回报也是巨大的，他们将带来不同学科独特的解决方案和丰富的视角，为用户带来更大的好处。

下一章将回到工程学和计算机科学领域，这些领域的研究者们已经开始在他们的技术研究内容中考虑幸福相关的问题。


 专家视角：多学科观点



当世界发生碰撞：幸福科学中合作的力量


我们想象一下，在一个由年轻人、科学家、服务提供商、技术专家和政府公务员组成的研究中心里，大家一起寻求一个问题的答案，那就是“技术真的可以用来提升年轻人的幸福感吗？”在澳大利亚就有一个这样的中心，叫做“青年与幸福合作研究中心（CRC）”，由澳大利亚政府资助，汇集了70多个来自非营利性组织、学术机构、政府和企业的年轻人、研究员、创新者和政策制定者。

CRC中心让年轻人坐在创新“热板凳”上，直接询问年轻人如何使用技术提升他们的幸福感，然后试图寻找新的技术来提升幸福感。通过这样的模式启发那些天才科学家、幕后技术专家及创新企业家获得更多的创意。

CRC中心的理念是年轻人必须与科学家、创新者、技术专家、年轻企业家和服务提供商合作，才能迸发出新的思维方式。这个合作模式充满了挑战：需要跨越多个组织进行沟通，建立跨学科的团队，确保研究科学合理的同时还要保证产品能提升幸福感，同时还要能跟上技术创新的步伐。


Jane Burns，青年与幸福合作研究中心



可见，只要能让技术提升年轻人的幸福感，这些挑战便不足为道。其实，在许多方面，年轻人已经将技术和幸福感提上了日程。可以看到年轻人正在建立多样化的社交网络，在合适的时候，可以为更多的年轻人提供一个安全、给力的网络环境，让他们感受到尊重和相互之间的联结。此外，年轻人也可以创造数字内容来分享他们的想法和感受，无须考虑性别、种族、能力和文化程度。

不管是精神学家、电脑技术人员、健康导师、心理健康服务的企业 CEO，还是一个教育家、心理学家或社会工人，每个人面临的挑战就是拥抱合作带来的未知。尽管比较困难，但我们相信我们能利用技术快速地找到幸福的方法。


让可见性变得有意义


技术让我们比以前看到了更多人的生活。主流社交媒体平台的公共性本质，让我们总可以看到陌生人的活动、交互和兴趣的踪迹。

通过 Twitter，可以看到一群印度尼西亚的青少年在谈论他们喜欢的某个男孩乐队；通过 Instagram，可以看到一位 20多岁女孩拍的旅行照片；还可以使用谷歌翻译来了解中国的青年在微博上谈论什么；可以在 VKontakte上浏览俄罗斯的朋友的信息，即使我不懂俄语。


Danah boyd，微软研究院



这些图片和状态更新虽然没有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但是依然能让我们看到了这些人的生活和我们及身边朋友的生活迥然不同。我们不会在路上偶遇，但可以利用数字道路在社交媒体上邂逅。

我们希望有机会从不同的视角来了解世界，也在不断尝试理解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对所看到的世界的理解是否准确。在对美国青少年的研究中发现，他们会重新编码他们放在网上的内容，他们乐意公开他们的内容，但是不在他们圈子里的人可能看不懂他们表达的意思。

很少有上下文信息或者相关的线索来帮我解释眼前的事情。尽管我试图不去评判我所看到的东西，但是我知道很多人经常断章取义。当我努力去观察别人的生活时，经常看到很多寻求关注的诉求，包括自杀的宣言、自残的描述，还有可能是虐待的鞭笞痕迹。

我所接触到的都是一些不认识的人，就算我努力去识别也无法很好地辨识。因为许多在线发布痛苦诉求的人是匿名的。他们真的在经历所描述的情况吗？有人注意到吗？他们能得到帮助吗？

人们的生活通过社交媒体变得可见可谓祸福参半。一方面，那些不同经历的体验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洞见，并且突破传统的重重障碍建立联结的可能性也更大了。另一方面，许多信息踪迹显示，很多人在寻求爱、支持及关注，但是并没有找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我们如何尽可能看清数字道路上的人？如何用我们所见来为他们更好地获取支持和服务，以提升他们的幸福感呢？

我们要直视而不是蔑视社交媒体。我建议大家花时间在自己最喜欢的社交平台上，看那些陌生人留下的足迹，无论是 Twitter还是Tumblr。当你看到惊恐或者厌恶的信息时，问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是什么使得这个人发送这样的信息？退一步，能更好地体会别人与自己的差异。当发现有人受到伤害时，问自己另一个问题：我该如何让他们感受到坚强、开心并得到更多的支持？当每个人的生活得到改善，这个社会也会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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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04 技术研究中的幸福

目前对于计算机的技术能力水平有两种观点：

观点1：计算机本来应该能够做到X
 ，但是现有的技术只做了X-I
 ，我们则需要提供可行的技术以实现还未做的这部分I
 。

虽然这并不算是什么特别振奋人心的说法，但是这个观点还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促进了一些技术进步，并引导我们经过三代的计算革新进入了现在的物联网时代。随着嵌入式设备成为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们对人们幸福感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大。然而，工程项目一直强调的是技术方法。尽管人类有时候也会被纳入计算等式中，但主要是作为一种比较对象存在。

观点2：计算机本来应该能够做到X
 ，人类实现X
 时做得非常好，但是现有的技术只能做到X-I
 。于是，我们通过模仿人类实现I
 的方式提供一种可以实现I
 的技术方法。

我（Rafael）曾在同一个工作中使用过以上两种观点的方法（只是把X
 替换为“情感识别”或者“帮助学生”，把I
 替换为“使用语言”或者“提出反馈”）。任何供人使用的系统都或多或少会影响人的幸福感，因此，我们在做设计时，需要考虑现有技术对幸福感的影响，以及我们对该研究领域的了解程度。


普适计算：幸福的机会和挑战


在20年前的一篇开创性论文中，Mark Weiser（1991）创造了“普适计算”这个术语，现在将其缩写为“ubicomp”。同时他还预测了许多技术的进步和现代的数字体验。他不满意当时的个人计算模型，认为计算设备可以与世界进行无缝集成，最有效地发挥其潜力：“我和施乐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的同事认为‘个人电脑'这个概念本身就是错误的，笔记本电脑、书籍和‘知识导航器'只是实现信息技术真正潜力的过渡产物。”

Weiser 的文章反映了一个信息技术工作的重要时代。普适计算已有大量的学术项目、期刊和会议，其涉及的技术挑战是很艰难的，有人在回顾这些挑战的过程中发现了规律（Abowd&Mynatt，2000；Estrin，Govindan，Heidemann&Kumar，1999；Yick，Mukherjee&Ghosal，2008）。感谢普适计算，我们未来会有稳定的信息访问技术和计算能力，以及新的交互方式。现在的挑战是如何以最佳的方式使用这些能力来满足人类的需求。

有些人认为既然这些技术已被设计得更加复杂、更加可及、更加个性化以确保安全性、创造性和宜人性，那么它们自然会带来更加幸福的生活。但是就像我们之前所认为的那样，依赖于某些假设或者使用某些代理（提高生产力或个性化）来提升幸福感，对未来以人为本的工程学来说并不是好的方法。我们现在有更精确的工具和更准确的理论来让我们更有意识地进行设计。换句话说，在确保科技促进繁荣这一问题上，我们可以比依靠假设做得更好。

自普适计算诞生到现在，已经过去20年了，它的确将人本认知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于是，一个促进个人成长的数据收集、评估和反思的领域逐渐发展起来，这一领域被称为“个人信息学”。


个人信息学——老需求的新工具


大约在公元 400 年前，一个希腊人在路过阿波罗神庙时在石头上刻下了一句话：“认识自己。”之后古希腊人至少用三种方式解释了这句格言。苏格拉底引用这句铭文来解释为什么“自我认识的追求”比其他任何“知识追求”都重要：“我至今都无法做到像阿波罗铭文中描述的那样认识自己，若我连自己都不了解，那研究其他无关的事情似乎是很可笑的。”
[1]

 在第二种解释中，这个格言被更好地解释为“认识你的位置”或者“你认为自己是谁？”，这种解释被人用作恭谦自省的方式。最后，它还被用来提醒我们应该直接追寻真相而不是盲目地依赖现状——“不关注大众的意见，以及不去重新评估真相而是接受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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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的每一种阐述都能发人深省，但在过去的几年里，最能激发技术人员想象力的似乎还要数第一种阐述。

现在大家都熟悉生活日志这个概念，即一种生活事件的数字记录。生活日志实际始于20世纪80年代。多伦多大学的Steve Mann给自己的身体绑上实验设备，记录了所有日常活动的生理和视频影像信息。1994年，他在网络上公开了自己日常生活的视频，如同一个便利店一样，每周7天24小时播放，邀请全世界的人观看。尽管Mann 在可穿戴式计算上的工作是开创性的，但是生活日志直到 21世纪初才被主流研究接受，这得益于相关工作所需的设备成本越来越低。

移动数字设备日益增加使得生活日志类的工具得以走出实验室进入大众生活。博客、微博、状态更新、摄像头、GPS 和其他低成本的记录工具越发普及，个人事件共享也变得越来越普遍
[3]

 。2007年， Wired
 杂志的Gary Wolf和Kevin Kelly意识到了这种日益增长的趋势：人们越来越喜欢通过“自我追踪”类的工具来实现自我认知，使用这些工具还能有助于将“喜欢的趋势”转化为一种时兴的“自我量化”的行为（自我量化——以苏格拉底对神谕铭文的解释作为口号）。

这些年来，数以百计的各种消费品都能用于记录用户的运动、睡眠模式、饮食习惯以及其他的一些行为。量化自我行为的一些应用程序对现有技术进行了拓展（一些标准设备的内置特性，如加速器、GPS 和陀螺仪），也有一些应用程序则是完全独立的定制化工具。大型运动品牌如Nike和Adidas通过传感器和软件来检测和收集体育运动数据。Fitbit是第一批广泛普及的传感器之一，让人们可以使用低成本的加速器来记录走路、跑步和睡眠数据。

此外，标准化格式使得这些设备产生的数据能被有效地融合。例如，来自手表传感器的心率和血压数据可以与来自健身设备和无线体重秤的数据同步，然后上传到一个网站（如 Movescount）供人们分享运动生活、拼搏事迹和成功故事。

我们甚至还考虑到了人类的好朋友——狗。现代的智能狗圈技术可以让用户追踪狗一整天的运动水平、地理位置甚至幸福状态。如果你的宠物狗在家而你在工作，你可以远程监督它的活动（这也为拖延症患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机会）。也许在未来我们能够将自己的情感数据与宠物的情感数据同步，然后学会像狗一样一直感到快乐。

但是这些数据如何变成有用的信息？日志数据通常在电脑上进行可视化、分析及共享。这类公司一般都免费提供数据存储服务，以便他们可以将数据开发、处理、转换成对用户和公司都有用的信息。

“自我追踪”描述了人们追踪消费、治疗及活动数据的过程，让大家可以发现导致健康问题的原因。为了提升对促使和阻止追踪因素的认识，Ian Li、Anind Dey&Jodi Forlizzi（2010）调查了68位自我追踪者（并采访了其中11位）。大部分追踪到的活动与个人财务、能源消耗、运动或者工作有关，人们参与这些活动的原始动机包括好奇心和社会影响。以下介绍个人信息化技术的五个阶段：

· 准备阶段
 ：包括做出追踪决定的时刻及相关的活动（例如决定使用何种工具）。

· 数据采集阶段
 ：用户记录数据可以发生在不同的时间范围，如每小时一次或一年一次（如每次吃饭时的食物或者几个月内读的书）。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尽可能不费力和不侵权地收集大量用户数据。

· 数据集成阶段
 ：包括处理策略，让人或系统合成或可视化不同数据源的数据。

· 系统反馈阶段
 ：发生在用户根据数据回想行为时，这个反馈可以针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或事后，比如“我刚刚走了多少步？”“这个月我每天走几个小时？”

· 采取行动阶段
 ：这是与积极计算的挑战最相关的阶段。在这里，Li、Dey和Forlizzi问道：“个人信息化对日常生活有什么影响？”并列出了如“系统信任、动机、更好的决策、失控”等因素，其中一些因素和幸福感并没有直接关系。

在第6至12章中，我们将更深层次地研究个人信息化技术支持的反思，以及在合适环境下的反思如何增加幸福感的问题。

量化自我行为（“个人信息化”、“自我监督”、“自我追踪”或者“个人分析”）在许多方面获得了成功。成千上万的人作为世界各地组织的一部分参与了在线社区活动和会议，而且这些行动受到了主流媒体的关注报道。它推动了大量的创新、学术研究和商业公司的发展，甚至还带来了积极的个人变化。

但这个故事才刚刚开始。2011年，ACM CHI会议举行的个人信息化研讨会讨论了个人信息化中“设计、普适计算、诱导技术和信息可视化”（Li，Dey，Forlizzi Medynskiy，2011）等之间的关系。心理学家明显不在名单中，尽管心理影响和问题如自我意识、动机、自尊、平衡、挫折、骄傲、自我批评、讽刺和幸福是这些数字体验的核心。例如，Li、Dey和Forlizzi等人的研究阐明了人们自我追踪的相关阶段所遇到的科技障碍，但是对于心理障碍和体验变化的研究将会是未来工作的关键。伦敦大学学院的Yvonne Rogers进一步讨论了这一问题（参见本章有关她的研究的专栏内容）。

Deborah Lupton（2012）是一位悉尼大学的社会科学家，他探索了数字体验如何影响用户，包括用户的具身体验、个性和社会关系。Lupton使用“m-health”设备将自我追踪转换为养生保健上的一个概念。一方面，数字自我追踪给这个低科技含量、注重预防措施的领域带来了大量的科技支撑（如社交网络、移动电话、追踪设备），使得现在的信息更加个性化。

另一方面，Lupton 警告说，这些技术的设计需要采用多维视角——专业技术人员会注重设备的技术问题，而健康专家会关注怎样将这些工具有效地使用到医疗手段和管理中。尽管如此，个人价值观和道德伦理问题也必须得以解决。在 Lupton（2012）的社会学研究工作中，她谈道：


“技术如何构建不同形式的主体？如何具体操作？包括确定这些技术目标假设的种类，以及使用这些技术可能带来的道德和伦理问题。道德问题：有意义、促进健康的代表性主题。伦理问题：如改善健康的活动在什么情况下才不会侵犯个人隐私，以及进行数字监控时可以获取哪些行为信息？”


显然，如果我们想要看到该领域日益成熟，需要让拥有促进人类体验理论知识的社会科学参与进来。在早期案例中，我们可以参考一些多学科交叉领域的技术专家合作建立的模型，如情感计算，因为情感计算既研究了情感，也在人机交互背景下研究了情感识别、情感影响和建模方法。


情感计算——技术和情感


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计算机科学家才开始重视情感，只有少量的研究者研发可以识别人类情感的计算机系统。MIT 媒体实验室的 Rosalind Picard 在其开创性的著作 Affective Computing
 （1997）中总结了新兴的情感计算的研究点。她描述了如下三类情感计算应用。

· 情感检测
 ：计算机通过视频、麦克风、生理传感器、姿势传感器和其他情感识别设备（基于表情、音频调制和姿势等）来实现情感识别。这些数据被用来训练分类器，将各种模态特征数据映射到情感维度或者标签上，例如，六种基本情感（Ekman，1992）：愤怒、惊喜、高兴、厌恶、悲伤和恐惧。

· 情感表达
 ：软件代理（如虚拟现实下的人物）可以表达情感。这样，用户可以与其建立更加亲密的关系并接收到更加自然的反馈。

· 情感计算机
 ：可以感受和表达情感（机器情感）的新型计算机将会被开发出来。

大多数情感检测系统（Calvo&D'Mello，2010）会从记录下来的数据中提取关键特征，然后建立计算模型，最后将这些特征映射到实际的情感标签上（如果使用维度模型则是映射到坐标上）。我们使用机器学习技术建立分类器并构建模型，分类器由收集的数据训练而成，采集“生态上有效”的数据（更加接近实际生活的数据）在实验室环境下是很难的，最常使用的方法是在试验中或试验后询问被试的感受（即给训练数据打标签，通常使用标准化表格或图标）。

这个领域目前已经变得成熟和活跃，拥有了自己的期刊和定期的会议，并和人机交互领域的主要期刊和会议相关联
[4]

 。有几篇综述（Calvo&D'Mello，2010）以及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情感计算手册》（Calvo，D'Mello，Gratch&Kappas，2014）更深层次地分析了这个领域的进展。其对对情感的特别关注加强了它与其他研究领域的联系，如心理学、精神病学、教育学和神经科学。

许多情感计算的项目目标不只是改善人机交互，下一节我们将介绍三个使用情感计算技术来提升幸福感的案例（尤其是用于识别），第一个有关注意力技术，第二个有关学习背景，第三个有关心理健康。


情感和注意力界面——关爱心理健康的系统


一组关注产生超负荷认知新技术的研究人员转向开发他们的“注意力用户界面”系统（Vertegaal，2003），该系统能通过追踪用户的目光，在用户界面中相应调整、高亮标注紧急问题，同时后台处理那些不重要的问题。这类系统在认知负荷管理的高科技环境中尤为重要，如紧急空中交通控制室，同时也可以被用来研究不同的心理现象，例如，注意力、投入和心不在焉的状态，而这些都和幸福有关（详见第8章）。


反思情感计算


研究表明，我们很难在写一件事的同时想着另一件事（尽管我们确实在尝试），这使得写作成为研究在给定时刻，某人所思所想的一种独特而有趣的切入点。在21世纪，对写作进行分析比以往更加简单，因为现在大多数的写作都使用在线电子设备。这些设备使得作者们可以和写作内容以及他人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进行交互，这已成为写作过程的一部分。上述特点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数据收集通道和理解自我的机会，如可以了解我们是如何写作和思考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Rafael）和我的学生一直在研究“富数据写作”系统（Calvo，2014）。该系统使综合研究软件构架、多通道遥感融合、数据处理和机器学习成为可能，在考虑作者的生理和社会环境、认知过程和情感状态基础上，以一种全面的方式研究写作现象，最后，相关信息再以多种形式（反思和学习）反馈给用户。

用一个基于Web的自动反馈写作框架Glosser举例说明（Calvo&Ellis，2010；Villalo'n，Kearney，Calvo&Reimann，2008）。Glosser分析了写作的认知因素，包括论点、结构和命题（用来产生一系列反馈）。这些反馈可能是关于界面、内容、作品（最终的文档）或者关于写作的过程，表现为文字或者其他可视的形象。Glosser 能快速指出你的文章有没有充分阐述所有的命题，段落之间是否缺乏过渡或是你的三个主要论点是否恰到好处地得出了结论。

尽管这个研究领域关注的是教育而不是幸福，但是两者之间存在许多具启发性的相似之处。例如，主观领域（如写作和心理健康）没有简单通用的答案。因此，一个关键的设计原则是提供反思性的而不是指导性的反馈（“考虑这个”而不是“做这个”）。此外，设计基于书面文本来触发反思的反馈可以适用于网络疗法（一个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在期刊上进行反思写作的领域）。值得一提的是，检测文本和表情中的情感状态，将为心理健康治疗提供一个全新的机会。


心理健康的情感和技术


研究表明，写下有关某段经历的思考和感受对某些人来说是有利的，于是人们开始利用写作来实现心理治疗。得克萨斯大学的J.W.Pennebaker（1997，2004）对此开展了许多研究。该方法产生的具体作用大小仍存在争议，但人们普遍同意它们对身心健康是具有积极影响的。

存在的一个困难是，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构建对其有利的写作活动需要不同的方式。例如，在一项研究中，Laura King和Kathi Miner （2000）发现，写下过去的一段令人失望的经历中的积极方面是有利于健康的。这表明类似的“构建”可以加强自我调节的能力和自信心。这些研究不仅给人们的临床心理治疗提供了实施方案和工具，还可以拓展到日常生活工具的设计中。

将情感计算用于心理治疗的另一个方式是虚拟现实环境的强化。Timothy Bickmore（参见第10章中有关他的专栏内容）和Giuseppe Riva是这个领域的先驱者。Riva（2005）认为使用虚拟现实来治疗焦虑症（例如，恐高症和公共演讲）比创造真实场景更安全、避免尴尬并且成本较低。在这种技术中，能使客户在遇到刺激时使其焦虑感渐渐减弱。而在现实生活中，每次客户为了避免焦虑时这种恐惧会增加。在治疗过程中，暴露的刺激源会使患者习惯于此并减少焦虑。

研究人员也在探索怎样利用我们时刻握在手中的手机来作为干预措施以提升幸福感。例如，能给不同心理教育活动（例如，焦虑、随机善举等）推送每日励志短信的应用程序；能提供正念练习；能用于提升社会政治参与度。Riva 和他的同事曾经使用手机来给学生减轻考试压力和通勤压力（Preziosa，Grassi，Gaggioli&Riva，2009）。还有很多以各种方式使用手机来减压及提升幸福感的研究，这些研究通常在刊载在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Social Networking
 、the 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
 和 The Lancet
 这样的期刊上。其中一些研究包含了改变行为的活动并提供了一些实例，这些例子来自一个越来越有影响力的研究实践领域，即人们所知的行为改变技术。


行为改变技术


在过去的十年中，人们对于行为经济的兴趣呈膨胀式增长，这促进了说服、影响或者帮助人们改变行为的技术设计的发展。不言而喻，行为改变领域的工作和积极计算高度相关，因为幸福感的提升可以支持这种改变。行为改变技术（BCT）（也称为“诱导技术”、“电脑说服技术”和“行为设计”）没有规定将幸福作为目标，它在广告、商业、政治中都被广泛使用。然而，BCT 中的大部分研究的目的都是提升幸福感（通常是指身体上的）及其可持续性。

研究者专注于使用技术来改变健康相关的行为，他们利用了各种行为理论和模型，包括轻推理论、跨理论模型、计划行为理论和SDT等（见于Hekler，Klasnja，Froehlich&Buman，2013，人机交互中的行为理论和模型综述）。

这个领域中的一些工作，尤其是关于诱导技术的，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变成设计师控制的浮夸之辞，而商人们很高兴用这些来盈利。于是，相关的不道德使用问题经常会被谈及。因此，研究者们正在筹划道德指南（Atkinson，2006；Spahn，2011；Davis，2010）。对于积极计算而言，为了提升幸福感，将在指南中给出部分误用行为的声明，以及在实践中为相关声明（通过多维措施）提供证据。除了考虑道德和用户自主性问题，还需要让BCT领域中挑战敏捷思考、忽视复杂、困难和长期变化的研究者们参与进来。Martin A.Siegel和Jordan Beck（2014）讨论了改善生活品质的行为改变技术，并认为许多改变是缓慢的、发生在多个系统之间的，非常复杂。他们针对缓慢变化的交互设计提供了现行理论和实践基础，并将之定义为“难以启动和维持的态度和行为变化”，它揭示了道德困境、时序影响，以及面对缓慢变化问题时系统思维固有的价值。


价值敏感型设计：承认价值的角色


科技也许会对人产生影响，但这是确定的吗？如果它会影响人们的生活，难道人们不应该参与决定它是如何影响的吗？我们身边的设计都嵌入了谁的价值观？Batya Friedman和Peter Kahn（1992）让人们更加关注计算机科学中的价值观。什么是负责任的计算？它要怎样推广到技术设计师中呢？

“人类能够成为道德代理而计算系统不能”（Friedman&Kahn，1992），计算机可以用两种方式扭曲道德代理：第一，当人们的道德感被计算机系统破坏的时候（就像人的角色变得次要并导致他放松了对目标行动的联系）；第二，当计算机系统表达“意图、渴望和意志”的时候，人类让计算机对其行为负责。

二十多年来，VSD 社区一直在思考，作为人机交互的一部分，计算机“应该”做什么（而不是它们“能够”做什么）（Friedman，1996，1997；Sellen，Rogers，Harper&Rodden，2009；Yarosh，Radu，Hunter&Rosenbaum，2011）。VSD提醒技术开发者，在技术开发过程中作出的决定总是基于隐性或显性的价值观，因此，设计者和用户的价值观都应该被考虑到。

VSD文化的形成主要依据社会知识道德领域（Friedman，1997）——这个领域在正义性、公平性、人类福祉上考虑观点和价值。价值敏感型设计师解决个人和社会的矛盾，他们探讨诸如隐私、信任、所有权和健康之类的价值问题。

Friedman 和同事（Friedman，Kahn&Borning，2006）提出了一系列涉及计算机系统的设计准则：

· 从最重要的开始：价值、技术或内容。

· 将使用系统的人（直接利益相关者）和将受其影响的人（间接利益相关者）区分开来。

· 确认你的系统将如何使利益相关者受益或受害。

· 将每种益处和害处映射到一组数值上。

· 了解你的主要价值观（VSD建议阅读哲学本体论理论，可以提供价值观的定义和经验评估方法）。

· 识别相冲突的价值，例如，信任与安全、环境稳定性和经济发展、隐私和安全及阶级控制和民主。

· 把价值观融入组织结构，使公司可以支持这样的行动。

这些作者还列出了一系列可以考虑进系统设计中的人类价值观，包括所有权和财产权、隐私、信任、可用性、人类福祉和自主性。Friedman（1996）也非常关注自主性，这是本书提到的一些幸福模型的中心话题。

许多社群持有的价值观和幸福紧密相关，然而，所持有的价值观并不需要和幸福相关联。另外，幸福的某些方面也没有明显包含在社会或个人价值观中（例如，正念和复原力在大多数文化或者青少年和公司员工这样普通用户中并不是必要的核心价值）。VSD 研究人员的起点是道德哲学和伦理学（Friedman et al.，2006），在VSD中使用的社会文化方法可以作为心理驱动而独立有效地运行。例如，Roberto Verganti（2008）的设计驱动创新是基于“理解、参与和影响新产品出现的意义”。这些社会文化视角，以及其他包括用户为本的设计会继续提供解决健康问题的有价值方案。显然，未来的企业将会使用VSD和积极计算方法来达到以人为本的目的。

健康和幸福相关工作中的创新和灵感每天都会在各种科技领域中出现。本章不算是指导积极计算工作的综合性手册，而更像是一个样例池，若想获得持续的相关信息推送，可以登录positivecomputing.org网站来阅读或者分享你遇到的新例子。现在我们掌握了扎实的基础理论，下一章将详细讨论幸福心理学研究如何为积极计算工作中的研究实践搭建框架。


 专家视角——技术研究与幸福



数据健康吗？


数字化技术已经普及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不仅使我们能够访问信息数据，并可以和信息及其他人进行互动，还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感知、监控、提示并影响人类的行为。新的行动正在推进（例如，自我量化和大数据行动），需要重新思考如何有效收集、分析和展示爆发式增长的数据，使得公众、组织和政府可以通过使用分析工具、交互可视化、众包等方式来记录、追踪及比较它们。但是数据可用性和可理解性程度足够了吗？从一堆数据中挖掘自我可以带来快乐吗？

一方面，大家对如何利用、展示和操作这些激增的数据来改善生活品质很有兴趣，一些人开始记录他们的活动模式（例如，睡了几小时、喝了几杯咖啡）并使用这些记录来改善行为，比如改变上床睡觉的时间或者在家少喝一点咖啡。另一方面，可能存在的风险是，无处不在的数据可能导致信息过负荷、隐私受到侵犯和产生自我执念的问题。我们要如何确保新形式的数据被较好的方式控制，同时确保人们的安全和舒适？有什么技术可以使人们以他们能够接受和满意的方式来改变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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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约束和追踪现代社会数据的机遇众多。然而，许多大数据系统发展的目标是帮助企业变得更具竞争力。有很多关于数据怎样变为“可操作信息”的讨论，以提高利润空间和寻找新的收入。因此，至今为止的焦点在于改善商业模式而不是提高生活质量。相比之下，我们缺少关于大数据如何提升人们工作和日常生活水平的研究，以及与之相关的新的见解。我们需要的是更好地理解如何去分析用户数据的模式，从用户视角来说就是用户在哪里可以与他们的新行为信息进行可视化交互并决定如何进行改变。例如，人们会通过使用电子技术开发不同的活动模式来调整生活与工作之间的平衡吗？或者开发新形式数据的使用方式来满足需求吗？

因此，人机交互面临的一个挑战是思考怎样通过对用户有意义的方式来表现新的数据流，从而最好地优化幸福感、创造力和生产力。我们需要一个基于技术的行为改变方法，主要关注各种形式的数据可以怎样被分析、建模和表现来优化人们的生活。在理想的情况下，这个方法将会来自多个相关学科（心理学、经济学、设计学、伦理学和计算机科学），而为了获得新的想法、工具和设计实践指南的努力使得人们可以将生活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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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05 积极计算的框架与方法


为什么需要一个框架？


不管种植植物、修理物品、制造东西，还是提供服务，大部分人都相信在某种程度上自己的付出对人类社会做出了贡献。在人机交互领域，我们也是如此。我们关心用户，努力提高用户体验和人们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生产力，更希望引起重大的社会变革。大家可以从以下工作中窥见一斑，如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自然界面、VSD、有益健康的游戏和促进和平的人机交互等。

同样是为了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究竟是什么使得积极计算与众不同呢？答案就藏在积极计算的主要目标、成功途径和理论根基中。可用性的目标是易用性，VSD 关注与项目有关的价值，数字健康的任务是促进健康，而积极计算的目标和方法就是提高人类的幸福感。

此外，每个领域都有相关的理论和研究作为基础，如可用性工程、基于医疗研究的健康应用及基于社会文化理论的 VSD。积极计算根植于积极心理学的研究，包括如何衡量和提升幸福感的理论和方法。

结合多学科的观点创造一个新的事物并非易事，我们如何将Richard Ryan和Edward Deci的SDT模型或者Martin Seligman的PERMA 模型引入到技术创新环境中呢？我们如何让设计师更好地理解并开展幸福研究呢？如何帮助幸福研究者更好地理解科技在支持其研究方面的无限潜能呢？

本章中我们提出一个框架，用来整合现有关于幸福的研究和理论，已验证的幸福干预措施，以及更进一步地把幸福这个大目标切割成可实施的小区块。所谓可实施的小区块，指的是那些研究中反复提及的能够增进幸福的因素（例如，自我意识、感恩和同理心）。我们希望这个框架将有助于建造一个有用的跨学科桥梁，让科技设计和幸福研究的融合发展变得更加顺利、更加成功。

此框架立足于多个学科领域，灵活且实用，包含多种关于幸福的心理学理论。因为比起武断地帮助实施项目的团队选择某一个理论，我们更愿意为他们提供更多自主的选择，他们可以选择最符合他们工作内容、项目目标、学科背景和价值取向的理论。

接下来我们将重点关注心理健康、经济、人机交互等领域的方法和措施，它们无论单独使用还是混合使用，都对积极计算工作的评估具有极大的意义。


目标条件与因素


通过了解影响幸福的环境条件和有益于幸福的主要因素，我们可以更好地获得幸福。

环境条件是指那些已经被证实与幸福相关的物理和环境方面的条件（Lyubomirsky，Sheldon&Schkade，2005）。这些条件包括：性格特质、智商级别、社会经济变量、物理环境、人际关系、家庭、教育以及终身学习。尽管前三项是关键因素，但是它们不是积极计算可以改变的因素。而后三项中的物理环境（包括数字环境）、人际关系及教育都与技术密切相关，所以是积极计算的研究重点。

影响幸福的关键因素是指那些已经被研究证实与幸福有直接关系的心理学概念。我们的框架包含九个关键因素，分别是积极情感、动机和投入、自我意识、正念、复原力、感恩、同理心、同情心和利他主义。

基本上，我们可以结合使用环境条件和幸福因素来指导我们的设计。例如，我们可以从本质层、行为层和反思层来设计一个数字化环境，以支持积极情感这个因素。

当然，我们不用严格区分“条件”和“因素”。尽管区分它们更有益于实现我们的目标，但是在某些研究中，条件与因素可以互换：一些条件可能被当做因素，反之亦然。


跨入积极计算


实际上，研究积极计算的团队会受到项目出发点的影响。例如，一个团队可能以感恩这个因素作为出发点，头脑风暴一款手机应用来培养这个因素。团队也可以使用关于感恩的多个研究来为他们提供重要的信息，如合适的时机、特殊的策略以及可以指导设计的干预措施。团队还可以使用相关研究中提供的评估方法来测评自己的项目。但是，从幸福的某个因素出发，只是参与积极计算工作的方式之一。

设计师们从各种各样的出发点跨入积极计算领域。例如，设计师可能会为一个特殊的心理学理论进行设计（例如我们如何根据SDT 的因素来评价界面？），而另一个设计师可能会针对现有的面对面的干预设计一个数字应用（例如我们如何创建一个培养“感恩”的应用程序？）。此外，现有科技存在的问题也会触发积极计算的工作（如我们的社交网络每天都有数量惊人的问题，那么支持同理心发展的策略是否可以减少问题的发生？）。

不同的出发点决定着项目参与者如何采用多学科的合作来高效地完成项目。所有这些出发点的正确方向都得益于那些针对幸福的决定性因素的研究，我们也将围绕这些决定性因素来组织本章中提到的框架。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它们是积极计算项目中最常见的出发点，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相信，将研究范围缩小到已被大量研究证实的可以影响幸福的特定因素，将更具有操作性。本章介绍的框架中，不仅包含了那些有大量研究文献支持的因素，也包含了可以培养这些因素的策略和技术。

每个团队都可以从框架中选择一个或多个因素来自定义自己的框架，或者也可以选择框架外被验证能够提升幸福感的因素。


框架


我们针对幸福科技设计的框架包含三个主要组成部分：

1.关注一个或多个幸福因素能够使项目设计得更加实用（我们将在表 5.1中讲述这些因素的更多细节）。

2.为了从事幸福设计，我们选择的因素必须来自一个或多个现存的幸福理论，或者有确切的实验证据。

3.我们至少有三个方式来实现幸福设计：重新设计解决或预防损害幸福的因素（预防）；积极支持幸福的设计（支持）；致力于促进幸福的设计（促进）（见表5.2）。


表5.1 幸福的关键因素





续表




表5.1中呈现了许多经验证过的影响幸福的关键因素及其培养策略，以及可以测量这些因素影响力的量表和方法。


列1——因素


表5.1的第一列是一系列影响幸福的关键因素。为了方便说明技术特征与幸福因素之间的联系，我们根据它们和个体的关系进行了整理。这些因素被分为三类：（1）自我；（2）社交；（3）超然。第一类“自我”因素是指那些不需要他人参与，而全由自身体验的因素（如自我意识和复原力）。第二类“社交”因素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因素（如同理心和感恩）。第三类“超然”因素是指那些超越个人存在的因素（如同情心和利他主义）。

当然，我们的列表中不可能穷尽所有的幸福因素，但是框架中列出的因素都有独立的章节来讲述，包括这些因素的背景资料、策略方法和设计启示。这些因素的选择是基于（a）此因素可以增强人们的幸福感；（b）有技术和设计策略来支持此因素的实施。虽然我们在自我这个分类中加入了正念、投入和自我意识，但是这个分类还可能包括自律、自省、乐观和情商等其他因素。

除此之外，另一个经常被人们研究，可以放入“超然”这个类别的因素是灵性。一些心理学家说，一个人越充满灵性，就越容易幸福。Christopher Peterson和 Martin Seligman（2004）的性格优势评测中就包含了灵性。

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 Marina Bers 和 Seymour Papert （Bers，2001）与 Elizabeth Buie和Mark Blythe（2013）的早期工作中有涉及灵性，但除此之外，我们并没有发现更多灵性和技术相关的研究工作，所以并没有将它放入列表中。尽管它在公众中有巨大的影响，如由 Life Church.tv出品的圣经在2013年的一个月内就有1亿人次的下载量（O'Leary，2013），但是这个话题很少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只有Genevieve Bell在2010年的HCI演讲中提到了灵性，他认为灵性是人机交互中一个十分重要但有待发展的领域（Buie&Blythe，2013）。

被认为属于“超然”类别的因素还包括社会责任感和谦卑（Peterson&Seligman，2004）以及一些人类智慧，如大局观、反思、辩证思维和人们对变化无常、错综复杂及相对主义等的理解（Calvo&Peters，2012；Sternberg，1990）。


列2——著作与理论


在框架（表5.1）的第二列中，我们针对每一个因素列举了至少一个能证实它对幸福很重要的心理模型。在没有明确相关的理论模型时，我们列举了那些能证明它重要性的研究。


列3——策略


在表5.1的第三列中，我们列出了每个因素的培养策略或干预措施（可用的技术），它们都是经过测试或被证明（a）能用于培养和（b）能提升幸福感的策略。


列4——测量方法


在表5.1的最后一列中，我们列出了已经在相关的干预措施中使用的衡量量表。这些量表和工具用来测量整体的幸福感或评估影响幸福感的某一因素。

值得指出的是，有关幸福的分析评价需要在详细的案例或用户场景中呈现。这是因为在召开跨学科积极计算研讨会时，我们经常发现不同的用户情境对幸福的因素有不同的影响。例如，每月通过Facebook与遥远的朋友联系一次与每小时通过Facebook与朋友交流两次在亲密度方面有不同的影响。

也就是说，光说一个社交工具对幸福感的影响是好还是坏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使用社交工具的方式不止一种，影响幸福的方式也不止一种。社交网络应用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对幸福有利有弊；同样，电子游戏对幸福感的产生也有利有弊，甚至共存。例如电子游戏的某些方面可以促进玩家的亲社会行为，而某些方面可能会导致玩家产生暴力行为。科技对幸福的影响在于不同的使用方式、使用背景和用户类型等。因此，与单一的工具相比，某一使用场景是更合适的评估粒度。幸福因素与环境背景相互交织的复杂性，将成为设计研究新功能和新工具的重要领域。


其他考虑


值得指出的是，评估幸福存在挑战。例如，在不同的时间段，那些促进幸福的因素可能会有不同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此刻能增加积极情感的事物在下一刻可能会损害社交关系。因此，我们建议不仅要在使用中或者使用后进行幸福设计的评估，更要在一段时间后证明该设计仍然是有益的。

此外，从方法上来说，我们很难明确地区分幸福与某一个因素有关。例如，本身幸福的人更可能与家人和同伴保持积极的关系，更可能找到工作的意义。再比如，如果你拥有良好的婚姻关系，你会更幸福；但同样如果你本身就是一个幸福的人，你也可能会有良好的婚姻关系。究竟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是心理学实验设计中经常面临的难题。

有一个问题是，即使某些因素与幸福有关，它们也并非和幸福线性相关。例如，我们觉得工作很有意义，它为我们带来很多积极的情感，但过度工作并不会增加我们的幸福感；相反，如果我们过度工作，家庭关系和个人空间就会受到不利的影响。可见，这些问题都进一步说明我们要加强对幸福的长期评估。


积极计算的设计实践


我们知道，只有随着积极计算领域的成熟发展和持续开展的专业研究，才有望对积极计算的范围进行精确的定义。然而我们发现已经出现了一些技术类型，为了便于交流，我们根据这些技术类型确定了积极计算设计的四类基本方法，如表5.2所示。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列表中关于类型的描述并非表示一种技术的优劣，它主要是便于交流，因此不是一个严格的分类，另外你会发现，一些技术也不仅仅归于某一类别。


表5.2 设计的方法与积极计算的整合





不整合
 ：第一类被认为是“现代技术的底线”。主要包括几十年来，我们没有重视或考虑用户幸福感的软件。据我们所知，尽管这一现象已经开始改变，但是大部分软件公司仍然没有系统考虑用户的幸福感和个人的发展。


预防型设计
 ：媒体大量报道称现在无处不在的数字技术对我们的生活、压力、记忆和孩子造成了负面的影响，因此，积极计算的主要目的就是修复这些明显的问题。在不久的将来，就像在设计和测试的迭代过程中，清除易用性和实用性的障碍一样，在设计周期或研究中也可以清理那些阻碍幸福的因素。因此，这一类型设计的目的是发现那些阻碍幸福的错误设计，并激发再设计。

例如，网络欺凌和诱骗（发布煽动性、侮辱性或误导性的信息）会让人们痛苦，甚至导致更严重的后果，如自杀
[1]

 。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是“网言无忌效应”（Suler，2004），这种效应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也备受网络媒体的关注。一个改善此问题的设计策略是鼓励用户为他们的电子身份建立声誉。例如，如果这些评论获得很高的评价或较大阅读量，随着用户发布的评论越来越多，用户的声誉就会增加，这样就减少了用户发布破坏声誉的言论的可能性。因此，在这个实例中，取消匿名功能和建立声誉系统是减少诱骗对幸福产生的负面影响的策略。


积极型设计
 ：这个类别包含那些可以培养幸福因素的数字技术，如电子邮件、文字处理和社交网络。虽然这些技术的主要目的不是增加人们的幸福感，但是人们对它们的兴趣在软件行业中不断增长。例如，Word中的“焦点视图”功能、WordPress中的“免分心写作”等功能，这些功能就是为了帮助人们集中注意力进而产生心流体验。同样，我们可以通过改变社交网络中的一些功能来引发人们的同理心或感恩心理，或者使用娱乐型游戏的方式来促进人们的利他主义行为。


促进型设计
 ：这些技术的主要目标就是增强用户的幸福感。大部分早期积极计算的经典案例就归于这个类别。目前，越来越多的技术被设计成（1）明确有助于幸福感产生和发展的因素（如感恩和正念的应用程序）；（2）在个人信息学和普适计算的推动下，支持特定的行为改变的应用（如目标设定和动机方面的应用程序）；（3）由心理专家作为治疗疾病或促进幸福感的干预措施（如reachout.com）。


积极计算的指导方针


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预防精神障碍：有效的干预措施和政策选择》（Hosman，Jana-Llopis&Saxena，2005）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总结，其中列出的观点只需稍作改编即可以有效应用到积极计算中，从而为积极计算提供一个初始指导方针（具体如表5.3所示）。


表5.3 积极计算指导方针，改编自世界卫生组织（WHO）精神障碍预防报告




随着基于网络的干预措施越来越常见，我们正收集其中最具积极影响的实例。研究人员（Webb，Joseph，Yardley&Michie，2010）通过阅读有关技术促进行为改变从而提升人们健康的文献，对43236个被试系统性地编码了85个基于网络的干预措施的常见特点。研究结果显示了基于网络的干预措施的有效性和相关理论使用的广泛程度，这使得行为发生改变的多种技术以及与被试交互的多种方法（短信尤其有效）成为可能。


测量方式


不管开发一个应用投入了多大的精力，其最终价值取决于它的使用效果。因此，对使用效果的测量尤为关键。尤其是对于投资建议和论文评估，找到多维且有效的数据收集和测量方法十分重要且必要。总之，程式化评估对正在进行的迭代设计非常重要。

但是我们究竟如何衡量某一项技术对人们幸福感的影响呢？我们如何知道一个特定的软件或硬件产品是否会对目标用户产生积极、消极还是其他影响呢？对积极计算而言，最终的衡量结果应该是可测量的幸福感的增加。幸好我们可以借鉴大量已有的人机交互、心理学和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方法。虽然这些方法各不相同，但是研究人员彼此认可。例如，CES-D 量表和测量积极情感的方法。研究表明，当积极情感增加时，CES-D 抑郁量表数值会降低，反之当积极情感减少时，CES-D抑郁量表数值会增加。

在下一节中，我们将重点描述这些评估方法，包括最适合积极计算工作的方法和措施。


促进和预防干预措施


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的一份报告（O'Connell，Boat&Warner，2009）提供了一个可以区分四种干预措施的方法：治疗、维持（如长期监管和复健）、预防和促进。一般来说，积极计算相关技术属于预防或促进类，因此，那些用于评估心理健康干预措施的方法将有可能在积极计算相关项目中发挥用处。

促进型干预措施针对更广泛的人群，旨在培养人们自尊、快乐、复原力等能力或优势。据报道，“虽然有关心理健康的促进措施也可能减少身体障碍的发生，但是它的关注点是幸福感的增加，而不是预防疾病的发生”（O'Connell，Boat&Warner，2009）。

预防型干预措施包括普遍预防，其面向所有人，但重点关注如何降低患病的风险；选择预防，针对患病风险概率高于平均水平的人；指示预防，针对那些已经有明显疾病症状的高危人群。

实际上，心理健康的干预措施是治疗型、预防型还是促进型，通常由人们的疾病程度来决定。


测量疾病


如果你认为身体功能障碍或者疾病测量可以当做衡量幸福的方式，那么抑郁或焦虑相关的量表可以作为有用的评价工具。由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Leonor Radloff最先发明的CES-D量表（Radloff，1977）是最常用的检测抑郁症的量表。CES-D 量表是一个面向一般人群的自我报告型问卷调查表，用于检测抑郁症状，特别适用于对情感性因素进行量化检测。这个量表经过了家庭环境下的测试，也经过了临床条件下的测试，结果都达到了统计学内部一致性和测试重复性的程度要求。此外，该量表用于衡量抑郁症状的有效性还通过自我报告、临床评价与其他变量的相关性得到证实。

CES-D量表共包括20个问题，每个问题都是回答多久体验一次问题中描述的感觉。然后计算每个问题的得分得到CES-D的总分：其中，没有或少于一天=0，一至两天=1，三至四天=2，五至七天=3，两周内几乎每天都有=4。

流行病学研究中心——抑郁自评量表（CES-D）

在过去的一周：

（1）我因一些小事而烦恼；

（2）我不想吃东西，胃口很差；

（3）即使家人和朋友帮助我，我仍然无法摆脱心中苦闷；

（4）我觉得不如大多数人好；

（5）我在做事时无法集中注意力；

（6）我感到情绪低落；

（7）我感到做任何事情都费力；

（8）我感到前途没有希望；

（9）我觉得我的生活是失败的；

（10）我感到害怕；

（11）我的睡眠不好；

（12）我感到不高兴；

（13）我比平时说话要少；

（14）我感到孤单；

（15）我觉得人们对我不太友好；

（16）我觉得生活没意思；

（17）我曾哭泣；

（18）我感到忧愁；

（19）我感到人们不喜欢我；

（20）我觉得我无法继续我的生活。

根据CES-D得分，测评结果如下：

· 严重抑郁症
 ：测试者在过去的两周几乎每天都无法感受到快乐或者整天处于消极的情绪当中。

· 可能引起严重抑郁症
 ：测试者得分大于16分，有符合抑郁症的一些特定症状（标准）。

· 可能引起抑郁症
 ：测试者得分至少16分，有不符合抑郁症的某些特定症状（标准）。

· 无临床症状
 ：测试者得分小于16分，状态良好。

虽然 CES-D仍是常用的测量方式，但是新的版本 CESD-R（其中 R 代表“修订”）也已经得到越来越广泛的使用。CESD-R 量表是由美国精神病协会的DSM-IV组织定义的一个有关抑郁症的诊断。类似于 CES-D量表，它包括9组共20个问题来测量人们的抑郁程度。

· 悲伤（烦躁不安）：三个问题。

· 兴趣缺失（快感缺乏）：两个问题。

· 胃口：两个问题。

· 睡眠：三个问题。

· 思维/专注度：两个问题。

· 内疚（自我价值否定）：两个问题。

· 劳累（疲劳）：两个问题。

· 行为（躁动）：两个问题。

· 自杀倾向：两个问题。

有超过20000个文献中用到了CES-D量表，足以表明它在临床实践和学术研究中的重要影响。这些文献也表明了CES-D量表在诊断抑郁症方面的有效性。鉴于此，这个量表会在评估人们幸福的积极计算项目中继续发光发热。另外，除了这种针对疾病的测量，经济学家们还将针对人们的幸福感采用主观和客观两种方式来进行测量。


幸福的测量


Richard Easterlin（1974）在他的一项有影响力的研究中，使用了两种被后人证明十分重要的调查方式。第一种是盖洛普民意调查，被试需要回答“通常，你认为你有多快乐？很快乐，比较快乐还是不快乐”等问题（Easterlin，1974）。第二种是由心理学家H.Cantril在14个国家收集的生活满意度量表，这个量表要求被试从1分到10分对生活满意度进行评估。该量表至今为止仍然是经济学家最常用的测量量表。


生活满意度量表与主观幸福感量表


生活满意度量表和主观幸福感量表是两种自我问答式的主观测试量表，与经济学家使用的客观测试非常不同。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因素，即同一个人可能在其中一个量表的评估中得分高，却在另一个量表的评估中得分低。

Easterlin所讨论的数据还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特点：他使用的是一些调查的方法，这些调查代表了被试对幸福和生活满意度的认知解释。虽然，这些调查方法仍然存在缺点：如它们只是提供一个浅显的现象描述，不能跟踪被试的后续情况，而且当这些调查问题来源于被试的回忆时，收集到的数据可能不准确。虽然存在这些缺点，但这些调查方法也拥有显著的优势：能够广范围、快速度、低成本地收集数据并用于统计分析。也正因为这些优势，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世界价值观调查、欧洲社会调查和世界幸福报告（Helliwell，Layard&Sachs，2012）才能收集如此庞大的数据。

经济学家所使用的主观幸福感（SWB）的测量方法与心理健康测量方法一样已经得到了验证。在个人层面上，一系列的生活评价调查在开始时具有高相关性，但随着调查持续一段时间，这种相关性逐渐降低。在国家层面上也存在类似的现象：开始时的逐年相关性是较高的（0.88～0.95），而时间跨度更长时，相关性便逐渐降低（Helliwell，etc.，2012）。


即时效应与记忆效应


幸福感调查中的问题可以设计成“瞬间感受”的报告或者像是要求被试回顾他们以前感受的“回顾性”报告。这两种方法都有其优缺点。对于前者，研究者必须打断被试正在做的事情来问问题（存在技术难度，并有可能激怒被试）；对于后者，由于人们很难去判断过去的感受，因此，研究人员必须考虑影响评价和回忆事件的因素。

此外，时间跨度对一项研究也十分重要：“你现在感觉如何？”或“你中午感觉如何？”不同于“你这个星期感觉如何？”这两种问问题的方法会导致不同类型的回答。在一个里程碑研究中，被试所提供的即时疼痛的累积报告和回顾性疼痛总结报告的结果是不相同的（Redelmeier&Kahneman，1996）。这项研究表明，疗程结束时的疼痛经验不成比例地影响被试整个疗程的回忆。我们将在积极情感章节中进一步讨论这个峰谷现象。

Daniel Kahneman（1999）通过平均被试的即时情感状态的方法构建了一个名为“客观快乐”的测量方法。这种方法基于“即时效应”的概念，具体来说就是每个事件或行为在它发生的那一刻，对我们来说要么是好的（我们想要继续进行），要么是坏的（我们想要停止）。但是如果我们询问一个人对那个事件的回顾性评价，结果可能就会不同，这称为“记忆效应”。客观快乐通常使用体验抽样的方法来获得。


体验抽样与自动检测


Kahneman利用体验抽样法（Csikszentmihaly&Larson，1992）获得人们瞬时的体验报告。随着手机的普及，这种方法也变得越来越普遍，如通过短信或提醒的方式打断一个人正在进行的活动来问一些问题。在一篇Science
 期刊上的研究中，Matthew Killingsworth和Daniel Gilbert（2010）就采用了这个方法来研究心不在焉对人们幸福感的影响，我们将在正念的章节中更详细的讨论。

体验抽样的问题在于它具有打扰性，因为被试经常被打断。回到 1999 年，Kahneman 已经在考虑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能性。他提出有关被试情感状态的信息可以通过如脑电信号这种非侵入的方式来获得。如今，他提出的构想已成为情感计算的一个目标，它引出了大量不同的自动检测情感的技术。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情感计算的相关技术可以使幸福数据的收集过程变得更加容易和准确。

举个例子，MoodMeter 就是一个能够统计微笑数量的计算机视觉工具（Hernandez，Hoque，Drevo&Picard，2012）。该工具作为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一个展示，运行了十周，在此期间，该工具与路过的人进行交互，识别人们的微笑并记录微笑数量。

研究者从中发现了周期性的模式，如人们在周末时会有更多的微笑，而在考试期间，人们的微笑会减少。微笑和人们的积极情感相关的观点与这些发现相一致，所以这些视觉工具可以用于评估用户的积极情感体验。同理，另一种非侵入的方式，如对于负面表情的识别可以用于评估享乐主义价值观。


人机交互的方法


人机交互及其测量方法的历史（如Preece etc.，1994）要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那时的研究重点集中于如何让办公自动化软件界面变得简洁，以及如何减少人为操作的失误。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研究兴趣转向了新的基于互联网的通信技术，如电子邮件、聊天和群组，以及易用性的测量和提升。21 世纪初期，研究兴趣扩展到了Web 2.0的应用程序上，用户体验的概念和测量成为主流。现在，我们有衡量用户体验的各种方法（如可用性、价值和乐趣），但这些都不针对人们的幸福感。因此，在这里我们来看看有哪些人机交互的方法可以用于积极计算的工作，以及有哪些方法可以用于积极心理学的同时也可以用来评估基于互联网的心理健康项目。基于互联网的心理健康项目可以纳入人机交互领域，用以评估及体现积极计算干预措施的发展水平。


自我报告、观察和实验设计


现有的研究方法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描述性调查，如之前提到的盖洛普调查。第二类是观察，如焦点小组和访谈，两者都让研究人员能更好地从整体了解人类的行为。通过这两类方法收集的数据，我们可以使用关系调查法来了解两个因素之间的联系。但这两类方法通常不足以确定具体的原因。为了研究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人员使用第三类方法——实验设计，例如，随机对照试验或者多变量测试。在同一个项目中，这三类方法通常组合使用，可能会有重叠。

然而，有时由于成本、时间甚至是道德因素，实验设计可能无法实现。例如，如果你是一个公司的经理，想测试较长的产假对员工幸福感的影响。但是，这个政策变化带来的成本是巨大的，结果也可能需要很多年来衡量。此外，其中的因果关系也很难衡量，因为当我们测量一个变化对员工幸福感的影响时，我们很难将这个变化和其他原因分离开来。而为了确定因果关系，我们就需要控制实验变量，但这样的实验又存在道德困境：我们如何给其中一半员工福利而让另一半员工作为对照组？我们如何选择那些得到福利的人？

但是，实验设计一旦可以实施，它就可以用来告知我们软件应用或数字化产品的可行性。实际上，人机交互中的实验与物理或医学实验的核心本质是一样的。它们都是开始于一个假设：这个假设是一个可以通过单一实验验证的观点，并且清楚地指定了控制组和实验条件。一个常见的实验类型包括两种设计的比较。在这种情形下，假设也包括两部分：零假设 H0
 表示假设两者之间没有明显差异，H1
 假设表示假设两者之间有明显差异。

以积极计算实验中的两种设计或干预的比较为例，两个假设分别为：

H0
 ：设计A和设计B在主观幸福感的衡量上没有差异。

H1
 ：设计A和设计B在主观幸福感的衡量上有差异。

这两个假设来源于之前的研究，可应用于本书第6至12章中关于设计策略的研究讨论中。

一个假设通常要确定自变量和因变量，以及因变量改变的因素。对积极计算应用而言，因变量通常是影响幸福的因素之一，而自变量是应用中新的设计或功能。在某些情况下，因变量也可以是一个已被证明能提升幸福感的因素，如感恩。

在心理学领域，实验设计严格遵循与医疗干预相同的方法。例如，精神病学和积极心理学的许多研究中都采用了CES-D量表来测量人们的抑郁症状。在心理学和技术交叉的实验研究期刊中，最有名的是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
 。

这个期刊发表了各种不同的基于互联网干预措施的研究（包括随机对照试验）。在这些研究中，治疗方法是自变量，CES-D 量表（或其他类似的量表）的测量数值是因变量。

在一个研究中（Schueller&Parks，2012），研究人员总结比较了六类自助式积极心理学练习：

· 积极的建设性回应
 ：这个练习主要针对那些不能积极回应别人分享的好消息的人。可以让这些人重温这段经历来提高响应能力。

· 感恩拜访
 ：这项练习由Seligman发起，要求参与者写封感谢信，并将这封信大声朗读给要感谢的人。

· 人生总结
 ：同样是Seligman发起的练习，要求参与者写一个想让孩子们怎样回忆自己的总结。

· 记录三件好事
 ：在这项日记式练习中，要求参与者每天记录三件进展顺利的事情，并写出原因。

· 认真品味
 ：要求参与者每天专注于两到三次积极的体验。

· 认清优势
 ：参与者通过Seligman设计的VIA优势测试问卷了解自己的优势。

Schueller 和Parks的研究对于了解如何提升幸福感软件的设计决策非常有用。在心理学背景下，区别于常见单一练习的研究，这项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针对多种练习组合的评价。研究人员招募了 1364个寻求自我帮助的被试，将他们随机分配到周期为六周的三个实验设计中：分别为两个、四个或六个在线练习（或者仅在对照组）。这些练习借鉴了积极心理学团体治疗的内容，网站会给被试提供说明、邮件提醒以及进行后续的评估。这个评估和人机交互研究中的评估相类似，被试每完成一个待评估的设计练习，都要报告他们的使用感受和使用频率，并完成一份衡量影响的问卷（如CES-D量表）。

实际上，我们更关注治疗的有效性：所有的这些设计练习都显著地减少了抑郁症状（F
 1656
 =94.71，p
 ＜0.001）。我们采用重复测量分析的方法验证治疗的有效性。当被试开始治疗前，他们的 CES-D量表平均分表明为轻度至中度抑郁症状（平均值为16.93，标准差为12.64，最低临床抑郁分是16）。而且每组的被试（包括两个、四个和六个练习）和对照组有相似水平的抑郁症状。

同样重要的是，对于设计师而言，这项研究表明了不同的设计练习带来的影响的显著差异。与接受六个练习的组以及控制组相比，接受两个或四个练习的组的被试改进更为明显（ F
 3656
 =4.77， p
 =0.003）。

虽然这项特别的研究揭示了一个特定的设计问题（获得一个程序的最佳练习数量），但是关于幸福的研究通常探索影响幸福的因素，而不去解释哪一种设计可能会更好地促进某一个特殊属性（因素）。正如有些研究告诉我们，A 属性（如复原力）高的人 B 属性（生活满意度）也高。还有一些研究告诉我们，参与一项干预练习C （如正念课程）的被试，A测试（如生活满意度）得分高，B测试（抑郁量表）得分低。在积极计算领域，我们可以使用这项研究来指导理论假设和设计实施，然后再用实验来测试这些设计的有效性。


人种学研究与数据收集的自动化


人机交互领域常见的人种学研究来源于人类学。在人种学研究中，研究人员将自己置身其中，通过观察和直接互动来了解具体的现象。这使得研究人员可以在交互活动中收集大量详细的数据，而且这些数据来自真实环境。在研究中收集到的数据（通常是音频和录屏）被用来识别某种模式，并得出可以解释这些模式的理论。然后，研究人员可以写出正式的分析报告，包括编码方案、分类、模型以及抽象化的具体描述。人种学研究为众多人机交互问题提供了深度信息，所以这些人种学的研究方法被认为是人机交互研究者的一种标准工具。

目前，人种学对普适技术的研究重点放在了用户体验研究上，因为越来越多的新型嵌入式技术是自适应、个性化或高度分散的，相关研究难度与日俱增。而且，交互过程可能同步发生或异步发生，发生在线上以及移动小屏上，这使得视频录制都变得非常困难（Crabtree etc.，2006）。此外，用户经常与多个类似于GPS的隐形系统发生交互，这同样会影响用户的行为，使得整个交互过程难以解释。最后，还因为交互过程可能发生在多个应用程序（如多个浏览器）或设备之间（如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视频录制方法显得更加困难。

可见，人种学研究是非常耗时耗力，甚至经常无法实施的。例如，研究人员很难长期在家庭生活中观察一项技术的实际使用情况。

然而，自动化技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耗时的方法，虽然在某些方面有局限，但是很多研究已经采用这种方法来收集数据。例如，研究人员使用 MoodMeter 读取路人的面部表情（Hernandez etc.，2012）；利用Tweets这个插件来记录人们生活中正在发生的事以及他们的心情（Golder&Macy，2011）或使用手机应用程序EmotionSense （Rachuri etc.，2010）来收集人们的行为数据和自我情绪报告。微软研究院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发现了自动化收集数据的强大潜力，他们发现可以使用 Twitter 和 Facebook 的数据来预测孕妇产后抑郁症（De Choudhury，Counts，Horvitz&Hoff，2014）。

还有一些跨应用的自动化方法可以用于追踪用户的行为、情感和认知。例如网络日志、网络中的插件或浏览器都可以存储用户访问网站的信息。一个更高级的自动收集数据的方法是“定制软件”，这是指研究人员可以使用定制的测量工具来记录用户的交互行为。例如，这个软件可以定制为以时间戳的方式记录用户的每个操作（如菜单选择和按键行为）。当研究人员分析这些数据时，他们就可以推断出用户经常使用哪些功能，很少使用哪些功能，哪些功能使用时间长，哪些功能使用时间短。

行为分析领域主要研究从人群中收集到的大量行为数据，这些数据有时为了向用户提供反馈，有时为了研究，有时为了市场营销等其他目的。

除了记录和分析大数据方面的技术挑战，自动化收集数据还有其方法上的缺点。一方面，要使大量数据变得有意义是极具挑战的；另一方面，得到的结果通常也很难解释人们的行为。因此，多种方法的结合也许是积极计算研究的最佳方案。


最好的组合方案


在人机交互领域中，人们研究普适环境的经验表明，将传统的人种学研究采集的数据（如视频）与直接来自数字环境的数据（如日志文件）结合起来是最好的方案。例如，在一个让玩家了解狮子行为的角色扮演教育游戏——大草原（Crabtree etc.，2006）中，六个玩家一组，他们假装自己是狮子，在操场上走动，并同时使用具有 WiFi 和GPS功能的手持设备，探索出现在他们设备上的虚拟大草原。他们观察草原景观并寻找狮子生存所必需的资源。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利用人种学方法通过摄像机和麦克风记录了玩家的动作和对话，并结合了GPS采集了玩家的运动数据以及游戏的日志文件。这种方法类似于社会学研究中使用的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也被推荐应用于幸福的研究中（Camfield，Crivello和Woodhead，2009）。

除了交叉验证，多种方法的结合使用促成了幸福的多维结构建立（英国剑桥幸福研究所主任和政府幸福措施顾问Felicia Huppert在第 2 章的专家视角中探讨了幸福的多维性）。总之，结合多种方法收集的数据可以更全面地描述人机交互过程中发生的事。

接下来的章节里，在各种影响幸福的因素中，我们会看到更多应用组合方案和多维方法的实例。我们会聚焦于框架中涉及的影响幸福的具体因素，并会总结关于这些因素的重点研究内容，探索每个因素是如何影响幸福，如何被应用于技术设计中，如何被评估以及他们如何启发我们未来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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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某些被媒体报道的事件包括 Katie Webb（加拿大）、Megan Meier（美国）和Hannah Smith（英国）的自杀。可悲的是，网上还可以找到更多的此类事件。


CHAPTER 06 积极情感

在全球各地的幼儿园中，蹦蹦跳跳的小朋友们会把自己的涂鸦作品粘贴到“哇书”（Wow Book）上。一天下午，我（Dorian）女儿问我：“你知道它为什么叫‘哇书'吗？”她迫不及待地想要向我透露她对哇书的惊喜感受，然后她开心地自问自答说：“因为它会让你不禁地‘哇～'一声出来！”也许她的解释可能不是‘哇书'的初衷，但它确实揭示了一些超出预想的深刻含义。这个看似简单的手工作品让孩子们可以一起分享他们的积极情感，比如喜悦、自豪、敬畏和爱。“哇书”为人们提供了积极的情感体验：它不仅增强了大家的快乐，也以其独特的方式促进孩子们更好地成长（本章将会对此进行详细介绍）。那么，期望其他的科技产品达到同样的效果也就并不为过了。

设计师们已经意识到积极情感是构成幸福的因素之一。营销人员试图挖掘出“哇”因子的潜在利益。我们中的设计师（Dorian）可以证明：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工作唤起人们的积极情感，比如高兴、快乐、有趣和满意。但是这在科技行业中并不是理所当然的。就在10年前，技术设计是被否定的，因为人们认为它为了追求高效而“违背了”易用性原则。对此，很多在其他领域里追寻更全面设计理念的设计人士提出了异议。他们认为，设计不应该仅立足于功能，易用性也不是设计的终极目标。

Don Norman、Peter Wright和Marc Hassenzahl等行业先锋带领我们进入了以人为本的时代，行业重心从技术转移到了用户体验方面。现在，我们在设计数字化环境时力求创造良好的用户体验，因为积极情感不仅对用户更有价值，也更有益于满足商业需求，其积极意义包括促进更好的沟通、提高销量、促进学习和提高忠诚度等。

如果我们在积极计算方面深入进行这种尝试会怎样呢？如果我们在设计时加入更多的积极情感因素，不为实现商业目的，而是为了提高幸福感呢？哪些研究成果可以借鉴？哪里有相关案例？为了探讨这些问题，本章将会参考由著名心理学家Barbara Fredrickson、Sonja Lyubomirsky、Don Norman和 Daniel Kahneman提出的关于积极计算的开创性研究。同时，本文还聚焦于一些通过增加积极情感来提高幸福感的技术，总结可行性设计启发，并思考如何将目前的工作扩展到数字化的未来。


积极情感增加幸福感



享乐主义和幸福感


我们知道积极情感如高兴、安全和快乐会让人感觉很棒，但它们总是转瞬即逝。这些短暂的因素怎样才能给我们带来永恒的幸福呢？我们能把这种昙花一现的美好变成持久稳定的幸福感吗？

享乐主义者Aristippus认为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追求快乐。根据他的观点，我们应该努力提高我们感受快乐的次数和持续时间，尽可能获得长久的快乐。因此，技术人员单纯依靠开发更多刺激的游戏和发布一些搞笑的猫咪视频即可满足这种幸福感需求。

猫咪视频的存在仍然具有价值，这说明在哲学和心理学历史上，短暂性的愉悦感并不足以使人获得幸福感。长期追求享乐的生活方式（想必一定会令人筋疲力尽）会让人上瘾，这显然是一种自我欺骗。即使我们像 Epicurus 一样考虑了追求眼前快乐对未来幸福的影响，这种办法仍然是欠妥的，因为这会不可避免地带来毫无预兆的快乐或痛苦。许多人不认同“快乐即是欲望得到满足”的说法，因为一些古希腊哲学家给我们灌输了更加复杂的快乐概念，比如幸福论（eudaimonia）。

然而，享乐主义盛行至今，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更好的选择。功利主义者 Jeremy Bentham 提出将“享乐奴役”作为经济理论的出发点：“大自然使人类受痛苦和快乐的支配，这两种力量指使我们应该做什么，并决定我们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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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我们注定要像动物一样寻求快乐和规避痛苦吗？20世纪初，Ivan Pavlov和B.F.Skinner等行为学家通过大量实验充分证明了这一结论，并据此解释了所有人类行为。

在现代，积极情感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远比“刺激—响应”更加微妙而复杂的视角，为积极情感体验及其存在的深远影响提供了证据。Barbara Fredrickson等学者的研究工作促进了积极心理学理论的发展，她不仅从进化论角度解释了积极情感的重要性，还指出积极情感会促进持续性的个人成长。


扩展建构效应


消极情感，例如害怕、愤怒和厌恶，在激发生存本能方面的重要性早已被证实，包括避开危险、对抗威胁及驱除阻碍等。从本质上来说，这些情感缩小了我们的行为选择范围，从而使我们在生死攸关的情况下快速采取适当的措施。

Fredrickson（2001）在其重要研究成果中指出了特定的积极情感对生存的间接性意义。她认为，消极情感通过减少行为选择而提高了生存决策速度，而积极情感则恰恰相反。“快乐、兴趣、满足、自豪和爱等积极情感似乎具有补充效果，它们拓展了人们的即时思维—行动范畴，丰富了人们的想法和行为。”

换句话说，当战斗或逃跑并不是当务之急时，积极情感拓展了我们的行为选择范畴，让我们可以利用这些相对安全的时间进行更富创造性的思考，做出正确反应和做好资源构建（她还区分了生理、智力、社会和心理资源）。长远来看，资源构建的投入可以提高我们的生存机会。对一个 Minecraft的游戏玩家而言，这就像从生存模式切换到了创意模式（事实上，游戏中存在大量技术促进积极情感的范例，也许是迄今为止这类范例最多的载体）。

Fredrickson 总结了与有益进化行为相关的积极情感的实验发现了以下内容之间的因果关系：

· 快乐
 以及对玩乐和创造的渴望。

· 兴趣
 以及探索学习的欲望。

· 自豪
 以及分享成就给他人和对取得更大进步的渴望。

· 满足
 以及完善新的世界观和自我观的渴望

· 爱
 ，Fredrickson（2001）将其描述为“在安全和亲密的关系中体会到的积极情感（例如快乐、有趣和满足）的混合物，它可以随着和所爱的人一起玩乐、探索和享受的渴望增强而增强”。

很多其他学者的研究也支持这一结论。Alice Isen（1990）认为积极情感可以带来“广阔、灵活的认知结构和整合不同素材的能力”。此外，关于快乐情感如何促进开放性思维和高效解决问题方面的研究也比比皆是。例如，Sonja Lyubomirsky、Laura King和Ed Diener （2005）展示了积极情感是如何触发各种行为并产生积极的成果。

研究显示，除了因地制宜地构建重要资源之外，积极情感还有更多作用。资深积极心理学研究者 Ed Diener和Robert Biswas-Diener （2008）认为积极情感是“精神财富”的关键。他们解释说：“快乐是精神财富的基本构成模块，其重要性不仅仅因为它让我们感觉良好，还因为它具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重新认识快乐需要我们意识到它不仅是一个令人愉快的目标，而且是在很多方面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

同样，Martin Seligman 把“积极情感”归为幸福的五大支柱之一。Fredrickson的研究与这一观点不谋而合。她收集了大量强有力的证据来支撑这一观点，即适量的积极情感体验可以触发“螺旋上升”的心理成长。


临界点


通过与 Marcial Losada 等人的协作，Fredrickson 提出，当积极情感的量超过一定“临界点”时便会持续促进心理成长直至幸福。换句话说，如果你的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比值超过三比一，你将会达到一种最佳心理状态，会感觉到非常幸福（Fredrickson&Losada，2005）。同理，当你的消极情感超过临界点时，可能导致临床抑郁症的发生。

Fredrickson 的研究表明，消极情感可能导致抑郁，而积极情感可以带来健康的成长。因此，积极情感显然是值得培育的，不仅因为其本身的重要性，也因为它们有助于促进人们形成健康稳定的心理状态。基于心理学研究成果的理念而设计的 SuperBetter（由 Jane McGonigal 发明）就是这一科技理念（积极计算）的最佳范例。SuperBetter是一款基于 Web环境的移动应用程序，支持在各种目标环境下开展追求幸福的小行动。


积极情感和积极思考：至关重要的真实性


积极情感显然有助于人们获得幸福感，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不择手段改变所有负面想法、逃避困难或避开消极情感，进而达到最高效的三比一黄金比例？然而，单纯为了让人们高兴而去开发一系列工具是有失偏颇的，可能是因为我们本能地感觉到这种尝试缺乏真实性。研究显示，最佳心理状态也依赖于消极情感。消极情感不仅是进化所需，还可以将真正快乐的人类与虚构的波丽安娜（盲目乐观者）及非虚构的反社会者区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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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drickson和 Losada （2005）在关于积极性比例的研究中指出：“适量的消极是人类健康成长的关键因素，它有助于维持充分的负熵系统”，“当积极比例达到 11.6∶1 时健康成长便会开始受到负面影响”。换句话说，物极必反，适量的积极情感才能促进人类健康成长。

实际上，情感的真实性对幸福感至关重要。研究证明，通过压抑负面情感“假装”快乐或者在遭遇负面经历的时候强调积极想法不仅是无效的，而且是有害健康的。

心理学作家、Guardian
 杂志作者Oliver Burkeman（2013）用了一整本书来描述负面情感的重要性。虽然“重构”作为认知行为理论的重要部分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但重构和否定（压抑）并非等同。换个角度看待消极情感不等同于忽略消极事件出现的可能性或者否认消极情感的存在。Burkeman认为，西方商业文化倾向于不去考虑消极或失败的结果，是导致 2008年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

那些工作中需要假装快乐的人可能会长期受到非真实性的危害。“情感劳动”是 Arlie Hochschild（2003）在 20世纪 80年代提出的术语，指的是需要努力表现出特定情感的工作（如销售员、服务员、护士、演员）。在日益发展壮大的服务行业，这种工作正在变得越来越普遍，如果不妥善管理，可能会导致倦怠和抑郁。研究人员提出了一些管理策略，比如允许团队和心理工作者适当休息直到恢复“自然状态”。

通过与其他人的互动，我们发现了消极情感的另一重要性。有意义的人际关系对获得幸福感非常重要，这涉及表达自我和体恤他人，而这些行为理论上要求我们分享他人的负面情感体验。本书第10章将深入剖析幸福感和同理心之间的联系。

我们在玩游戏过程中可以轻松地发现消极情感和积极情感之间的相互作用。积极的体验（如心流）取决于“适当的挑战”，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面对充满压力、令人沮丧但可以克服的限制和障碍。如果这种障碍不具有挑战性，或者限制条件没那么令人沮丧，那么克服它们可能无法带来相应的愉悦感和成就感。

为什么这对于技术人员来说是重要的？不难想象，一个用心良苦的设计团队会希望由号召力强的演讲者或独立作家来通过积极思维工作办法去解释他们的设计作品。积极情感对健康的作用强调了理论心理学家的重要性，不同于通俗心理学，因为其中有太多缺乏证据的空谈，这不仅会浪费研究资源，还会导致实际的伤害。这再次证明了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

在实践中，很少有工程师会想去制造能够产生幸福的机器。相反，设计可能会最大化利用项目中的积极情感及其引发的需求，换句话说，就是利用适用于特殊活动和场景的特殊策略。例如，相较于盲目追求积极情感，在社交网络中倡导感恩，在正念应用软件中创造安宁感，或在生产力工具中激发兴趣，这种方法往往更具可行性。


现实与记忆


现实情形与记忆中的样子往往存在差异，二者之间几乎每天的竞争都相持不下。这两个相互竞争的自我[如Kahneman（2011）所说]，即“经验自我”和“记忆自我”常常针锋相对，最后得出不合理的结论。实验研究常常依赖于我们在一段经历中的“自我报告”，但我们真的能够很好地记住我们最近体验了什么情感吗？显然，答案是否定的。可能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它确实给数字体验设计师们提出了一些有趣的问题。

举个例子，著名的结肠镜检查研究（Redelmeler&Kahneman，1996）反证了我们所认为的人类可以进行理性决策的论断。简而言之，疗程更久的病人（整体上经受更多痛苦，但疗程结束时痛苦较少）会比疗程更短的病人体验更好。因为疗程更短的病人虽然整体上痛苦更少，但疗程结束时相对更不舒服。

尽管我们设计的数字体验很少有像麻醉前的结肠镜检查一样不舒服，但我们通过其他方式证明了类似现象。一个简单的研究表明，如果更长时间的聆听可以换来更平和的尾声，人们会愿意选择听更久一点的恼人噪声（Kahneman所述，2000）。

这些研究为峰终定律（peak-end rule）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这表明记忆并不是我们每时每刻体验的整体印象，而是由我们高峰时与结束时的体验决定。这与我们的工作记忆能力相似，我们会更容易记住信息列表的开头和结尾。Don Norman表示，鉴于这些人类心理学事实，我们的设计应该去面向最终记忆体验，而不是去完善每时每刻的交互体验。


积极情感是不平等的


一天之中，我们大概会看到5000条广告（Story，2007），当中的每一条都在助长我们的物欲。我们的大脑充满渴望和追求，习惯于认为满足物欲便可以获得快乐。我们很少会重视那些实际上能带来长期快乐的事情，如社会交际、正念和投入感。满足物欲和保持人际关系都会带给我们积极情感，那么二者之间有何区别呢？我们有必要区分不同的积极情感吗？

Paul Gilbert和 Choden（2013）根据不同的进化特征、神经学特征、生理学特征区分了两种生理系统，分别对应于两组积极情感：

（1）兴奋和驱动系统。兴奋和驱动系统与神经递质多巴胺相关，并由交感神经系统激活，可以产生如骄傲、热情、渴望、成就欲、购买欲及占有欲之类的状态。从进化的角度来看，这个系统可以激励我们去寻找食物、性、住所等积极性事物。

（2）内驱和镇定系统。这个系统与内啡肽的释放有关，也可能与催产素有关，由交感神经系统激活。内驱和镇定系统会让我们产生诸如冷静、同情和爱的心理状态，从而想要照顾他人、防止伤害、关心他人并期待见到他们的健康成长。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它激励我们照顾后代、建立维持社会关系，以及关注我们所生活的世界。

驱动系统让我们有进取心，驱使我们追逐成就或者达成目标（与玩游戏的心态类似）。而镇定系统赋予我们温暖的情感、享受快乐的成就感，以及和朋友相处的美好体验。这两者都很重要，而且常常共同出现。其中，内驱系统对于调节负面情感（如愤怒和恐惧）、保持兴奋和控制驱动系统至关重要。如果不加遏制，过度驱动可能导致自私的决定、破坏性纵乐享受、贪婪、上瘾和孤独。正如 Gilbert和 Choden（2013）指出，“适度的驱动是有用且必要的，但无节制的驱动可能是极其有害的。过度驱动可能导致过度的以自我为中心、道德沦陷和腐败”及“对他人的痛苦遭遇感到冷漠和麻木”。

Gilbert和 Choden还指出，内驱系统可以让我们保持身心平衡。“遇到善意时，我们的大脑将会冷静……善意和人际关系会帮助我们平衡交感和副交感神经系统，不管这些善意和亲和感是来自自身还是来自他人。”Gilbert等人发现同情心和自我同情是复原力和幸福的来源，培养同情心对于治疗心理健康问题具有显著效果（详见第11章）。

在积极情感设计中，这两个系统之间的差异及失衡的后果会让我们考虑对两者采用不同的技术作用方式。据我们所知，现在没有任何关于这方面的人机交互研究。

可以推测，技术可以作用于驱动系统和内驱系统，但是它（像我们的社会）对两者的作用非常不均衡。这也不足为奇，因为数字技术很大程度上是作为生产力工具而产生的，如果在工作场合，这种不均衡也许无伤大雅。但是现在，从我们的亲密关系到我们关心自己和他人的方式，数字技术无处不在。因此，所谓的“内驱设计”或者支持内驱系统及其相关积极情感的设计非常适合这种场景。

20世纪60年代，没有人会考虑在床里面装一个主机，但今天人们可以用计算机来追踪性生活。像 Spreadsheets 和 Sexulator 这样的应用程序体现了我们的生产力和思维多么强大。然而，一位女性杂志的读者评论道，她最喜欢性追踪应用程序的地方不在于其追踪功能，而在于获得更有趣的表达爱意的新机会：“我最喜欢的部分是能够给我丈夫留言。我说：‘你昨晚真性感'或者‘太棒了，希望我们能很快再来一次！'他非常惊喜，而且拥有这样的小秘密让我们觉得很有趣。”
[3]

 让她的体验价值得到提高的是具有亲和力的应用功能而不是追求成就感的积极情感。

但这存在一个潜在的问题：人为地追踪那些亲密关系中的真情流露很容易导致不满、对比、罪恶、自责等负面情感。尽管这种成就感所驱动的注意力可以带给我们积极情感，比如自豪感，但它是否可能使我们失去丰富恋爱关系的亲密动机呢？这种追踪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呢？难道我们要鼓励孩子们追踪被父母拥抱的次数吗？重要的是，我们怎样通过技术设计来组织活动，提升相应的积极情感以及聚焦于哪些类型的奖赏和特征，进而改变用户对活动本身的感受，以及他们因科技在心理上的获益程度。设计不是一种单向行为，科技会影响我们看待和参与活动的方式，如追踪性行为会影响我们看待和参与性行为的方式。

因此，正如外在动机可以破坏内在动机（详见下一章内容），我们推测，激活驱动系统可能不利于激活内驱系统，某些情况下甚至可能导致负面后果。但是，内驱系统设计可能会是解决过度重视驱动系统所带来负面影响的方法。例如，一些早期的研究表明亲和体验设计可能对控制上瘾有帮助。Murat Iskender 和 Ahmet Akin （2011）指出自我同情可能可以减轻网瘾。这种关联性揭示了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设计前景，或许我们可以利用亲和情感从本质上来防止这类失衡问题。

因此，我们应该采取创造性办法去探索数字化时代的新机会，从而分享善意、表达同情、感受崇拜、品味感恩和享受满足感，而不是永远陷于欲望和斗争中不可自拔。我们的幸福、我们的家人、我们的社区及生态可持续性可能都依赖于它。


培养积极情感的方法


虽然我们试图说明积极情感并不等同于幸福感，我们对其评估也比预期中更加复杂，但是积极情感不仅是幸福理论的关键，也是技术设计的目标。那么如何通过技术设计增加积极情感而不是进行过分简单化的尝试呢？“生气”对舞台演员来说是个不好的倾向，朋友出于好意安慰“不要伤心，振作起来！”其实是个不痛不痒的建议。技术设计师应该小心避免相似的陷阱，告诉人们应该有怎样的感受。

有经验的导演会告诉演员紧握拳头（表现和引起愤怒的举动），好朋友可能会建议一起去散散步，治疗师可能会鼓励我们辨别无用的思维模式、写日记或者改善睡眠习惯。我们认为，作为技术设计师，我们可能应该探索更加具体的行为、活动和情境以寻求可行的积极情感设计策略。

我们需要一个相对比较通用的积极情感范畴作为出发点。Fredrickson（2001）列出了她认为对获得幸福比较重要的 10种不同情感：高兴、感激、宁静、有趣、希望、自豪、娱乐、灵感、敬畏和爱。Fredrickson还指出了提升积极情感整体体验的两种方式：减少负面情感或者增加积极情感。

积极心理干预，即“培养积极感受、行为和认知的治疗方法和意向活动”（Sin&Lyubomirsky，2009）代表了最好的提升积极情感的研究策略。Nancy Sin和 Sonja Lyubomirsky（2009）的整合分析包含51 个随机对照实验研究，包括 4235 名参与者。r
 的效应值范围从0.31（意想不到的是研究中的对照组比接受治疗的实验对象有更好的效果）到 0.84，均值为 0.29。

大多数研究比较了连续8周和12周的预测效果。干预措施包含一系列活动：正念、感恩、乐观、目标设定和从事有助于培养积极心理的写作。虽然这项研究并没有提及这些干预措施的相关技术，但网络上有很多类似案例。

这里提及的几种方法都是以积极心理学为目标而创造的。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商业科技对心理影响的研究。例如，最近东卡罗来纳大学使用休闲游戏进行了随机对照研究（Russoniello，O'Brien&Parks，2009）。实验表明，休闲游戏产生的积极情感有效地减轻了压力、焦虑和抑郁。此外，一篇最近的综述总结了电子游戏对青年人健康的影响（Johnson，Jones，Scholes&Colder Carras，2013），其中说道：“研究表明，电子游戏有助于青年人的情感、社交和心理健康。并且，电子游戏已被证实可以对年轻人的情感状态、自信心、乐观、活力、复原力、投入、人际关系、责任心、自我接纳度，以及社会联结感产生积极影响。”（更多关于游戏提升健康的惊人潜力的内容见本章 Jane McGonigal的边栏）。

同样，社交网络已经表现出了对健康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对社交网络的研究对其未来设计和重新设计是非常有价值的。一项研究（Mauri，Cipresso，Balgera，Villamira&Riva，2011）收集了 30位受试者的心理数据，发现浏览 Facebook主页可以引发类似于积极情感的生理模式（至少比做数学题或观看全景照片要多）。另外一项不同的研究（Chou&Edge，2012）得出了一个明显矛盾的结论：“使用 Facebook越久的人越认为别人更快乐，而感受到生活更不公平，每周在 Facebook 上花时间越多的人越认为别人拥有更快乐更好的人生。”毫无疑问，我们需要更多的研究来帮助我们理解社交网络对心理生活的复杂而多方面的影响。

那些触发积极情感的设计中特定参数和限制措施设定也同等重要。每个干预措施有“最佳设定”。例如，间歇性的“随机善举”比日常性的效果更好。同样，电子游戏引发积极情感的能力会受到游戏进度和游戏时间影响。最近一个关于健康的电子游戏综述指出（Johnson，Jones，Scholes&Colder Carras，2013）：“对于健康而言，年轻人玩游戏的方式及和谁玩游戏比玩的内容更加重要。”

最后，当我们谈及技术时，谈到的是高度复杂的系统，它以多种方式包含了我们生活和思想中的多种因素。一个系统（如一个社交网络或者多人游戏）必然会引发大量的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这与大量的设计决策组合有关。我们需要的是做出预测，而不是得出简单的等式（如社交网络=好，或电子游戏=坏）。


设计启示


如果有人认为他们的一段经历比真实的样子更好，这是一件坏事吗？结肠镜检查研究的应用给医生们提出了建议：设计更好的记忆体验应该优于设计实时体验。这似乎是合理的，因为在这个医疗案例中，设计更好的记忆体验有助于更长期的健康并更利于再次看诊。

创造一个记忆擦除设备可能在逻辑上还存在问题，但在大多数技术设计中，优化记忆体验似乎有很大意义。实际上，Don Norman （2009）认为，寻求好的记忆体验比寻求完美的瞬时体验更加重要，他还提到了迪士尼乐园、iPods及泰国之旅作为完美的例子。不管是无尽的队伍、贫乏的功能还是蹲式厕所都无法使这些回忆褪色。他在 ACM交互杂志上发表了《记忆比实际更重要》（2009）。他指出，“我们记得的事件，有些会更快地从脑海中消失。细节比高级结构更快消失，情感比认知更快消失”。我们对经历的反思会比当时瞬间的沮丧持续更长时间。“因此，要确保开始和结束都很棒，”他总结道，“要确保把好的经历记录保存下来：照片、纪念品、小装饰品。确保体验愉快，无论是简单地打开汽车杯托，还是为离开游轮的客人演奏小夜曲。强调积极情感，则负面情感就会被压制”。


进入和退出


结合峰值结束理论、Norman对小夜曲的评论，以及我们所知的第一印象的重要性，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设计师就像优秀的剧作家，需要关注开头、高潮和结局。

已有大量的设计研究和经验表明一段经历的第一印象有多么重要，因此，在主页和开场白上需要倾注大量的精力。但我们仔细思考过用户退出体验时的方式吗？当有人退出我们的网站时，我们会用气球和掌声送他离开吗？或者温柔地告别、或者仔细地落幕？很可能不会。数字化退出的一个更好的解释就如 Tom Stoppard的球员所认为的：“把每次结束都当做另一个开始。”
[4]

 这不仅仅更好地迎合了峰值—结束规则，还考虑到了用户体验的连续性。

为了有更好的产品退出体验，我们需要进一步理解用户在产品交互后的行为。我们可能会问自己，一段体验记忆会如何保留和分享。许多为孩子设计的数字化交互已经可以让孩子打印出自己的作品，或者用证书或交易卡的形式展示自己的成就。亚马逊的 Kindle程序可以探测到你读到了最后一页并在快结束的时候提供退出选项。你可以评价这本书，可以在社交网站上分享你的完成情况，或者选择列表中同一作者或者相同主题的其他书。当然，这种设计决策不是关于幸福而是关于商业运营的，但这也确实向我们展示了我们可以如何开始完善一个产品的退出体验。

值得注意的是，承认记忆体验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忽视瞬时注意的重要性。我们看到了记忆体验是如何影响设计决策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鼓励正念体验，这两者并不矛盾。当然，正念不是一个技术设计方法，而是一种思维状态，是我们将在第 10章中深入探讨的一种实践方法。当然，我们并不认为记忆体验是唯一重要的东西（否则，我们会集中精力开发记忆消除棒）。记忆体验只是值得考虑的幸福因素之一，是寻求完美用户体验的有用方式。但完美的用户体验是不可能达成的，而我们有时会高估其长期利益。

Kahneman（2000）有一个方法来测量他称为“总效用”的量，可以统计一段时间的时刻评估总和。他谨慎地总结了一段经历中的代表性时刻。实际上，测量幸福的方法会影响其设计方式。如果积极记忆对幸福测量来说很重要的话，你很可能会在数字体验设计中关注对回忆的支持。

不过，只关注高潮和结局不会是诱发幸福积极情感的唯一方式。多年以来，设计师们一直沉迷于享受数字体验本身，因为它具有趣味性和智能性。


情感设计


设计师们喜欢思考和讨论如何使设计带来快乐、有趣、好玩、幸福、平静、兴奋、骄傲甚至敬畏等情感。毕竟我们是一群爱玩且希望能让世界更加舒适的人。Apple的移动设备产品能持续性触发其中多种情感，因此广受欢迎。Norman（2009）指出，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苹果的忠实用户们一直忽略了其许多可用性问题。这些问题也许本会引发某些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但他们被苹果设备强大持久的积极情感缓冲掩盖了。

许多积极情感设计方法都可以带来一些有意义的认知影响，其作用也许不是那么显而易见。例如针对创造、学习和解决问题等任务来说，我们该多频繁地去设计其中的那些影响任务目标的积极情感呢？据多项研究显示，积极情感可以增强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Norman在他的《情感化设计》（2005）一书中指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是，情感会改变人类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情感系统会改变认知系统，积极情感对学习、好奇心和创造性思维来说非常重要，愉快的心情能拓宽思维并有助于产生创造性思维。”

Norman的设计框架有助于理解我们不同层次的情感反应，并将我们的体验分为本能的、行为的及反思的。本能层包括美学、第一印象和感官感受。单独的本能设计可以使我们感到兴奋、放松、焦虑或者谨慎。行为层包括我们做什么、怎么做、我们参与的活动、我们控制产品和与产品交互的方式、产品反馈满意或有趣或激怒的方式。最后，反思层包括我们的智力、价值观、观点及判断。在这个层次，我们要思考产品如何影响我们的价值观，如何促进我们实现目标，如何提高我们的身份地位，以及如何协助建立一个更加可持续、更加公正的世界。所有此类构建产品或体验概念的网站都伴随着骄傲、自信、激情、喜爱等情感，正如之前所提到的，反思层是最稳固的一层。

Marc Hassenzahl和Andreas Beu（2001）强调我们应该理解用户的享乐质量是一种软件需求。他们引用了享乐质量对产品满意度、可信度和可用性的重要作用，以及对软件所做工作质量的潜在影响：“在特定的工作岗位（那些需要‘情感工作'的，如呼叫中心代理或者宾馆前台），享受感可能对工作质量有着重要的作用，而不仅仅只是提供治疗目的。”他们还提出了一些技术，包括凯利方格和访谈技巧，来测量软件的享乐质量。

显然，用户体验的许多层次都可以产生情感，我们对这些层次理解得越深，就可以更好地将这些知识应用于幸福服务中。积极情感的增加有望促进心理繁荣，但积极情感本身并不足以代表完整的积极计算，其往往与正念、同情、动机、投入和心流等因素共同出现，我们将在余下的章节介绍这些因素。在下一章，我们将会聚焦于考虑数字体验中的联结、参与和改变，及其产生的强大影响。


 专家观点——积极情感技术



计算系统中的趣味和快乐


人机系统设计，过去总是聚焦于负面的、使人困惑混乱的障碍性问题。现在是时候进入下一个阶段，关注积极的、享受的、快乐的系统。我们需要系统不仅有趣且能做出提示，系统在创造快乐的同时要有实用的功能。我们需要系统有弹性、能促进控制、促进理解或者有时候能带来纯粹的快乐。作为回应，设计领域开始研究情感和快乐在设计中所起到的作用，我们需要将这些发现导入主流计算中。


Don Norman，尼尔森诺曼集团＃



现代手势设备可以带来生理上的愉悦。把文件“扔”给别人，或者在虚拟桌面上滑动、旋转、拉伸、收缩照片非常有趣。我喜欢把下拉的列表拉到最底端，然后看它弹起来，我觉得这看起来很可爱，然后我喜欢下拉屏幕上最顶部的条目直到不能再动，看能够拉多远然后放开使其回到正确的位置。这些手势、移动、伸展和弹跳有什么功能呢？谁在意呢？反正他们提供了乐趣。

美感和创造性一样重要。工程师和商人往往倾向于问“完成工作必须做什么？”但是注意：世界上最好的餐馆里的大厨在食物造型方面花的时间与调制佐料烹调一样多。“有魅力的东西更有用”，因为在消极情感下，遇到鸡毛蒜皮的小困难可能会变得暴躁，进而使得积极情感会很快消失。我们看到那些绞尽脑汁去学习如何使用智能手机的人，往往学会后微笑地说：“这很容易。”道理很简单：我们必须考虑计算机程序的呈现方式。

大量的心理学研究表明，我们记忆最深的时刻在于经历结束的时候（次为深刻的时间点在于开始的时候，最不重要的时间点是中间时刻）。一个好的结束会让人们对一段经历的印象很好。复杂的任务往往不能避免困难，但用积极向上的结局来创造一种趣味和快乐的感受却能有所不同。记忆的影响大于真实，毕竟经历只存在于它发生的那一刻，而对经历的记忆在很久之后依旧存在。为记忆进行设计！积极计算的机会来了。


开始积极游戏吧


游戏是一个提高全球幸福感的平台，是时候认真对待它了。在这个星球上有超过十亿人常玩电子游戏，平均每人每天一小时。想象一下，我们能否说服十亿人每天花整整一小时来投资自身幸福感，激发强烈的积极情感，鼓励参与困难挑战，加强社交联结，建设自我效能，甚至赋予一个更大的目标？

游戏设计师已经拥有这种能力了，而且许多设计师已经开始有意识地使用它。越来越多的游戏设计开始考虑对玩家真实生活的积极影响。合作类游戏在慢慢变多，如 Minecraft，玩家们在游戏中携手共进而不是互相对立。现在，合作类游戏在游戏时间和游戏消费方面都胜于竞技类游戏，合作类游戏可以带来更强的社会联结。随着游戏的变化发展，有更多的游戏可以协助处理现实世界的一些有意义的问题，比如Facebook游戏 Half the Sky可以让玩家给发展中地区的在校女学生捐款，Foldit帮助玩家与科学家研究治愈癌症的新方法。


Jane McGonigal，未来研究所＃



Bejeweled 和 Peggle 等休闲游戏经测试可以作为治疗焦虑和抑郁的非药物手段。它们不仅能治疗心理上的痛苦，现已证实，3D拟真环境 Snow World 对严重烧伤患者的身体疼痛有比使用吗啡更好的治疗效果。同时，研究显示，在游戏中与和自己不同性别、年龄、体重、种族的角色一起玩可以让玩家更加有同情心，并可以减少玩家对妇女、老人、肥胖患者和不同种族人的偏见。

每天更多的积极情感使人快乐、健康、成功，这意味着你喜欢的游戏可以带来很多好处。哪怕只是几分钟真正的快乐，都可以让玩家的积极、消极情感比超过Barbara Fredrickson博士所推荐的比值：神奇的三比一比例。这就是现在许多大学和工业界会议中的游戏设计课程大力强调游戏可以激发广泛积极情感的原因，对此，人们也慢慢由开始的好奇和惊讶，变为敬畏和赞叹。

这些创新只是开始。我们刚刚开始认识到游戏可以提升幸福感、提高生活满意度，以及给玩家的真实生活带来有意义的目标。未来将充满更多有趣的积极心理研究，让我们就从积极游戏开始吧！

· 资源：变化中的游戏，gamesforchange.org；游戏健康，gamesforhealth.org。

· 我的博客《向我展现科学》汇编了游戏对真实生活的积极影响：Showmethescience.com（所有提及的研究课题参见这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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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来自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一书 （1789，1823）。


[2]
 .波莉安娜是Eleanor H.Porter在1913年所著的儿童小说中的一位人物角色，她特别乐观，一直在寻找事情的积极一面，甚至到了有些不切实际的程度。而反社会者是无法体验某些消极的情感的，如内疚、自责或对他人表示同情等。


[3]
 .参见《17种值得与你的伴侣尝试的新鲜事》 中 《追踪你的性生活频率》一文，redbookmag.com/love-sex/advice/spice-up-sex-life-18＃slide-10，发表于2014年2月14日。


[4]
 .来自 Rosenkrantz and Guildenstern are dead
 一书，（纽约：Grove 出版社，1967）。


CHAPTER 07 动机、投入和心流

我能听到僵尸在我背后嘶吼着就要追上我了。我心跳加速，加快步伐奔跑起来。我一个急转弯抄了个近路，横穿过一个公园，耳机里终于传来令我安心的消息：“僵尸规避成功。”我捡起一些虚拟医疗用品，然后回家了。

设计师们有很多让人们对现代社会更加富有激情的构思，在僵尸群中逃命的趣味跑只是其中别出心裁的一个。
[1]

 实际上，我不是耐克+类型的人（这里指Dorian）。我不想成为一个了不起的运动员，不想戴腕带，甚至不想引来欢呼。但当我沉浸在一个讽刺的悬疑故事中时，我居然在早餐前让自己在社区内活力四射地跑了起来。

动机和幸福以一种复杂的方式相互交融。动机不仅仅是采取积极行动的基础，缺乏动机更是抑郁的前兆。显然，充满动力的人生比没有动力驱动的人生更有意义。

动机触发行动，当我们有源源不断的动力来持续开展一项活动时，我们就会积极投入进去。我们可能会投入一篇文章的写作、投掷飞盘或是为无家可归的人建造房子。有时，我们的投入程度可能较低，不足以让我们坚持下去，但有时也可能让我们全神贯注，使我们进入一种心流状态（Mihaly Csikszentmihalyi将其描述为最优投入）。

很难想象一个科技设计研发者不会想方设法地鼓励用户下载、上传、合作、出力、点击或者了解更多的信息。同样，也有许多关于如何通过设计来更有效地推动用户相关行为的资源。本章的不同之处在于将动机作为影响幸福感的因素，进而从这个鲜有研究的角度来思考动机。我们谈到了动机、投入和心流的相关概念，探讨了关键的动机理论，特别关注了动机和幸福之间的明显关联，然后转到现有的一些科学技术来寻求解决方法，探讨如何应用动机理论来设计未来的新生事物以提升用户的幸福感。


动机



快乐原则


从最原始的层次上来说，动机本质上可以看做追求快乐、避免痛苦的欲望。我们对动机的理解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心理学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们在各个阶段一直在对各种观点开展讨论、说明和进行传播，他们将这些形形色色的概念，如利他主义、原始冲动、自主权、认知失调和互联性都考虑在内。

动机理论的讨论内容通常集中在社会基础、心理驱动（如认知）和生物因素上，本章无法全部涉及，我们将从讨论动机时无法忽略的一个争论点切入，着眼于几个主要的理论和问题进行探讨。


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


如果我是因为觉得有趣而参加一个活动，我会说这是内在动机。在某种意义上，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奖励。如果我是因为害怕棍子或者想要胡萝卜而参加活动，我会说这是外在动机。胡萝卜代表任务奖励（例如，金钱、分数或者赞成），而棍子当然就是惩罚（例如，排挤、降职或者监禁），这两者都受外在的某种控制（家长、老板或者法官）。正如Richard Ryan和Edward Deci（2000）所说，“最基本的区别在于，内在动机是指做的事情本身是有趣的、令人享受的，而外在动机是指做某些事情将导致某些后果，而这些后果是与事情本身相分离的。”

我们生活的环境中充满了来自外部的激励因素，而现在的大多数成年人接受的教育体制又几乎完全依赖于外部激励因素。到如今，纯粹的惩罚令人生厌，人们更加关注什么才是有效、合意、公平的激励因素。尽管许多心理学家和教育家几乎已经放弃了棍棒教育，但研究人员David Greene、Mark Lepper和Edward Deci警告说：胡萝卜可能同样具有危害性。

在一项常被引用的开创性研究中（Greene&Lepper，1974），如果学龄前儿童做一些具有内在激励因素的事情（如画画）可以受到奖励，结果可能使其失去内在动机，并且，有奖励的孩子反而比没有奖励的孩子画的更少。这只是众多类似研究中的一个，这些研究揭示了外在激励因子破坏内在激励因子的可能性。

提供附带奖励（“如果你这样做就可以获得这些”）会把愉快的事情变成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改变会降低内在动机，并可能使我们渐渐适应到有奖励才能受到激励的状况中。因为内在因素和学习质量、工作能力、毅力、创造力、积极应对和幸福相关，破坏内在因素是得不偿失的，有些人甚至认为这可能导致社会性问题。

但是，很显然，我们不可能在一天内总是有内在动力去完成所有需要做完的事情，而这时外在动机就变得很重要。事实上，Ryan和 Deci（2000）认为，一些特定种类的外在动机和其同属的内在动机有许多相同的益处，而它们之间重要的区别在于自主性。他们提供了一个模型，该模型被证实对积极计算来说是极具意义且有效的，因为它将外在动机分为四种，每种动机都有“可感知的因果关系”，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源于外部的：

· 外部监管
 ，完全“外在的”（例如，服从）。

· 插入
 ，“稍微外在的”（例如，寻求赞成）。

· 识别
 ，“稍微内在的”（例如，活动价值评估）。

· 整合
 ，类似于内在动机，是“内在的”，在这种情况下，外在监管者是自己。

例如，学生因为特别想要从医学院毕业后成为医生而去熟记药物清单，这样的行为是自主性的，尽管背书本身并不有趣。学生把这种任务等同于一个人生目标，这种因果关系可以被认为是“稍微外在的”。有人自愿抽出时间填装大赦信封，不是因为填装信封可以获得一时开心，而是被帮助他人、寻求正义的同情心欲望所驱动。这种动机与任务无关，而是高度自主的，因此是有益和有意义的。这种任务符合他的核心价值观，并可能实现了“整合”，进而促使他会全身心投入。

Ryan和 Deci（2000）回顾了大量研究，他们发现外在动机越是内化往往表现为更高的投入（因此更加自发或自主）、更好的表现、更高质量的学习和更好的幸福状态（内在动机带来的很多好处）。

对于使用社交媒体的人群来说，社交影响如互惠、感恩、积极的自我形象以及职业目标都是一些常见的行为动机，这些都可以对应到Ryan和Deci的人类动机分类中。在我们思考如何设计幸福时，我们要知道更内在而生的动机可以更好地支持幸福。因此，在积极计算领域，我们应该追求支持那些更为内在的动机形式，而不是过于依赖简单的奖励（或者简单浅显的游戏机制）。

显然，游戏对当今技术设计中的每一种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的应用驾轻就熟，这些方法还从游戏设置推广应用到了非游戏场景中，亦被称为“游戏化”。信息技术和研究咨询公司 Gartner（2011）指出，“超过50%的组织将要（或者已经）采用游戏化（创新）方法。”游戏化奖励可以有许多方式，包括那些破坏内在动机的方法，但也可以将游戏化奖励用于一些十分有效的方法——像是给本身令人不快的任务添加享受动机，或者提供反馈来显示能力有所增长。我们将在本章后面部分介绍一些例子。


人类的内在动机


在前面提到的志愿者和医学院学生的案例中，将他们的目标看作源于人类的内在需求是有益的，如目的、联系、竞争和自我实现（取决于你采用的理论）。尽管许多动机是依个人兴趣而定的，但是一些驱动因素是人类共通的。最明显的是生理需求驱使我们满足温饱、自我保护及生育等需求。此外，许多游戏是基于自然的人类动机来寻找视觉信息、收集东西、联系他人和解决认知失调的模式（有时表现为神秘、令人费解或者矛盾的信息）。下一节会谈到这类人内在动机的关键理论。


驱动、需求和欲望


现代动机理论的基础是Abraham Maslow（1943）的人类需求层次理论。根据这一具有影响力的理论，人类被五个层次的需求所驱使：“确实，在没有面包时，人会渴求面包。那么若一个人已经吃得很饱，且面包充足时，他又会渴求些什么呢？”Maslow用一个需求种类列表继续回答了这个问题，每一类都是下一类需求的前提条件，意味着新的类别只有在前一个类别被适度满足时才会“解锁”。

（1）生理需求
 ：如食物、空气和睡眠是主要的生理需求。只有当这些需求得到满足时（Maslow认为，这些需求通常是在紧急情况以外），人类才能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需求。

（2）安全
 ：是指我们对安全稳定和避免身体伤害的需求。保险计划、职业决策、储蓄账户、防盗报警和冷藏箱可以看做满足我们保护自己免受伤害和损失等需求的方式。我们渴望获得、收集和造物，可以是真实的物资或收获，也可以是游戏中的虚拟藏品，这在本质上可以归为对稳定性和安全性的需求。

（3）爱
 ：一旦前两类需求被很好地满足，接下来就是爱。包括归属感、情感的给予和获得。各种类型的数字环境使我们产生对组织的归属感、与我们爱或即将爱的人的联系、分享情感（发送一条亲密的短信、“戳一下”某人、在聊天框中使用亲吻的表情都可以理解为虚拟情感符号，或第6章中提到的“亲和设计”）。

（4）尊重
 ：尊重或高度的自我评价和他人评价是一种认同需求。Maslow特别指出了与尊重相关的对力量、成就、能力、自信、声誉、独立和自由的渴望（我们将在第8章详细讨论自我意识、自我尊重、自我同情）。现今我们衡量价值感的方式大多会受到科技影响。无论是在推荐、情景模式、“好恶”还是经验点数方面，科技对于我们感受和给予尊重的能力有着不可否认的影响。

（5）自我实现
 ：是指人发挥潜能、达到他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感到满足的倾向。像Maslow所描述的，“音乐家应当作曲、艺术家应当绘画、诗人应当写诗。如果要最终获得自身安宁，就应身在其职，当谋其事……这种趋势可以被概括为想要达成所有能达成目标的渴望”。开放式教育的新模型，如公开内容和大量的在线公开课，给人们提供了探索创造潜能和追求进步的机会。在理想的情况下，积极计算将会越来越支持人们建设心理潜能，如正念意识、富有同情心的行为和情商等。

许多人紧随Maslow之后开始探索人类的基础需求。Steven Reiss （2004）提出了 16 种基础需求，除了理想主义、权利、复仇之外，其中大部分可归入Maslow需求层次结构。最近的人类动机理论认为自主和能力的相关概念具有更核心的作用，比如第2章中提到的Ryan和Deci的SDT。而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Carol Dweck的研究工作。

“我想我是
 ”和
 “我想我能
 ”——固定型和成长型心态


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Carol Dweck在早期的工作中（Dweck&Leggett，1988；Dweck，2006）发现了两种行为反应：一种是“无能”模式，人们倾向于逃避挑战、消极看待障碍、限制自己的表现；另一种是“掌控导向”型模式，人们寻求挑战，坚持面对障碍。在她的 Mindset
 （2006）一书中分别将这两种行为模式描述为“故步自封型”和“成长型”心态。

简单地说，那些具有故步自封型心态的人相信他们的能力来源于天生的能力和智力，不可改变。相反，那些具有成长型心态的人相信他们的能力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起来的，这一观点与最近关于神经可塑性和表现遗传学的研究发现有很大的一致性。研究发现，这两种观点会导致行为和幸福感的显著差异。

根据Dweck的研究，具有成长型心态的人明显能够更好地识别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在面对挫折时，他们倾向于寻找学习机会。相反，故步自封型心态的人更关注做出选择。当故步自封型心态的人面对挫折时，倾向于判断自我，像“我会失败”。即使结果是积极的，他也会倾向于和别人进行比较：“我比别人更好。”研究显示固步自封型心态更容易导致不愉快。

认知行为理论发现无能模式是帮助抑郁症人群的最成功的现代方法之一。Dweck和Heidi Grant（哥伦比亚大学动机科学中心的动机心理学家）等人的研究在教育、管理和个人发展实践方面都有影响。相关研究的一些应用包括建议家长和监护人表扬孩子付出的努力与进步而不是表扬孩子的先天智力（“做得好，你真的进步了。”或者“你已经努力了”而不是“做得好，你真聪明”或“我打赌你是你班上最聪明的”）。

这些发现同样也有助于设计一些应用工具帮助人们设立和跟进目标。目标设立工具所涉及的领域广泛，包括制定明确的心理学理论的领域和更关注于技术先进性的领域。Dweck 的研究表明，对于幸福而言，不仅设立的目标很重要，如何思考目标和自身的关系也很重要。因此，目标设立工具不仅可以通过支持健康相关的目标来影响幸福（我发誓要多跑步或者吃得更好），还可以通过支持人们在目标设立过程中的思考来影响幸福。放狠话、排行榜、任务分解和截至日期都是激励人们达成目标的方法，这些方法对幸福是否产生积极影响要依情况而定。


目标设立——对幸福的影响


目标设立理论提供了一个框架，它可以用于研究在什么情况下定义目标会影响及怎样影响诸如表现、自信心和满足感之类的东西。明确的目标常常被用作激励因素，Edwin Locke和Gary Latham等研究人员的多项研究成果表明，设立具体且难度大的目标可以带来更好的个人和团队表现。因此，目标常常被用来提高创造力和绩效，尤其是在工作场所。尽管如此，Locke和 Latham的研究也显示，目标设立的有效性依赖于环境因素，如任务难度、能力、体制和自我效能感。他们在《目标设立理论的新方向》（Locke&Latham，2006）中讨论了影响目标效果的主要因素。

其他人研究了目标设立、目标达成以及感到失望对个人发展和心理健康的影响。在较广的层面上，研究发现“认为关系目标价值高于成就目标价值的人比认为成就目标价值高于关系目标价值的人更加幸福”（Street，2002）。Helen Street综述了目标如何能使抑郁症得到改善或恶化，以及目标的定义、内容、类型和架构等变量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并对人们不计成本不断追求目标的情况进行了分析。

也有人对于目标设立的过度化提出了质疑，D.C.Kayes（2004）使用 1996年珠穆朗玛峰灾难（6个专业登山者在所有的安全保障人员都在提醒、催促他们返程的情况下仍旧攀登导致死亡）作为案例说明了不懈坚持最初的目标可能是不合理的，可能导致团队崩溃。“在面对需要学习的环境时，短期项目团队可能会遇到目标设立所产生的积极作用极限”。

在我们能够完全弄清正念和积极性等目标设立对实践的影响之前，还需要做更多的研究。正念经常被描述为一种对未来计划放任不管，而只“专注当下”的方法。在这种情况下，设立目标似乎是明显与之对立的。然而，当前最为健康的技术的标准是应用特征追踪来鼓励设立目标并与他人对比（“这个月我每天都将练习正念”，或者“本周我没能完成 10次感恩”，甚至“我简直不敢相信今天我哥在我冥想的时候打了我”）。对于此类积极计算技术而言，人们可能需要放弃目标设立（至少对某些用户组需要），否则会生活在一个充满压力的目标驱动的社会之中。

显然，为了促进动机和实现幸福设计，目标设立时必须注意平衡需求，并警惕过于简单的目标设立心理观念。为此，技术团队最好是与心理健康专家合作。

关于各种数据的追踪、目标设立、自我评价和恰当平衡角色的游戏机制，其实还有大量的调查研究需要做——例如，积极思维和发自内心的真实想法之间的平衡，未来导向性和关注当下之间的平衡，追求驱动和保持平静之间的平衡，渴望和满足之间的平衡，不满和接受之间的平衡以及其他一些对精神财富和健康关系具有影响的平衡关系。


社会激励因子


人类的另一个内在动机源于人们都会有受到他人行为和观点影响的倾向。社会心理学家Erving Goffman（1959）提出，很多人类行为的动机源于我们想要别人怎么看待自己，他的理论提供了一种方法来构思我们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Goffman的相互作用理论是基于“戏剧化方法”，在这一理论中，动机产生的行为被看做一系列在观众面前表演的微戏剧，自己和他人都是参与者。这种表演有面向观众时的“前台”，还有个人独处时的“后台”。有些人把Goffman的研究工作称为“社会现象学”（Miles&Huberman，1994）。

Sunny Consolvo和Katherine Everitt（2006）在Goffman和Leon Festinger（1957）用于鼓励体育活动的系统设计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一套准则：①给予一定的信任；②提供历史、现状和绩效测评；③提升社会影响（例如，使用社会压力和支持）；④考虑实际限制。按照这些准则，已经设计了诸多成功的系统（Consolvo，2009a）和更通用的理论驱动行为改变准则（Consolvo，2009b）。

Consolvo（2009b）认为，支持行为变化的技术应该支持印象管理，个人的行为会在 Goffman 的“前台”行为和“后台”行为之间变化。她认为这些技术需要允许用户管理“后台”访问。比如，如果用户想要歪曲某个事件或者隐藏操作，系统应该支持这类行为（不是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缺点或者失败经历被公之于众）。这一要求提供了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社会交际自由（尽管我们本人也不会去宣扬这样的行为）。

Festinger将Goffman的工作和认知失调理论（Festinger，1957）相结合，提出了一个有效的行为变化应用设计框架，不过这个框架依赖于一些重要的假设——例如，我们的自我控制目标总是可以增加我们实现目标的机会。然而，我们都会有失控的经历，譬如我们中有一个人（Dorian）相信，如果手机告诉她放下布朗尼蛋糕，因为电子秤发送的数据显示她变胖了，她可能会把手机摔了，然后吃掉两个布朗尼。对“具有讽刺意味的过程”的研究（Wegner，Schneider，Carter&White，1987）表明，在人们努力不去想一件事情的时候越是会想着这件事。

另外，正如在积极情感一章中所提到的，否认消极感受或者通过誓言强迫自己积极思考反而可能对幸福有破坏性影响。此外，有时一些人的个人健康目标是具有自我毁灭性的（如患有厌食症时）。作为未来个人信息学、行为变化和积极计算研究的一部分，需要更好地理解这些复杂的问题和它们与设计的关系，想办法设计出全面的方案。

将社会影响作为激励因子的例子很多，许多现代的应用程序和网站都有允许用户和他人共享时间表及其他个人数据的功能，将其作为一种利用社会支持和压力产生激励影响的方式。当然，社会压力的影响不会单纯的总是好的或总是坏的。例如：显然，戒烟的效果可能取决于你是独自戒烟还是在朋友的监视下进行。对青少年来说，来自同伴的压力可能非常不利，如吸毒和冒险。Sonja Lyubomirsky等人的研究（Lyubomirsky&Ross，1997；White，Langer，Yariv&Welch，2006）强调了同类互比和幸福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此外，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显示了负面影响是如何在人群中传播开来的（Christakis&Fowler，2007）。

同时，大量成功的心理健康和幸福应用程序，包括 Alcoholics Anonymous、coming-out programs和SuperBetter复原力应用程序，鼓励参与者联系援助组织或者盟友。就像负面形象可能是有害的，积极模范、导师和社会认同也可能会产生积极影响。积极计算研究人员正在研究的一个问题是：我们该如何促进积极的社会影响，同时防止破坏式的社会认同和传播？


棘手的信念问题


前文所描述的心理学动机研究表明，动机是一个复杂的多维结构。然而，作为技术人员，我们经常要寻找简化模型来辅助实际设计工作。例如，B.J.Fogg（2009）的行为模型旨在简化实际应用，它表明痛苦 或快乐、希望或恐惧、社会认可或社会排斥可以激发人类动机，设计师们可以通过操纵这些因素来加强动机。这个模型支持了诱导技术研究工作，Fogg将这个领域描述为 “行为改变自动化”。

Fogg 模型被用来诊断交互设计问题、发现营销机会和鼓励日常小习惯。当然这些和支持心理健康并不相同，因此盲目尝试将 Fogg的模型移植到积极计算领域中并不明智。例如，尽管利用低自尊或持续焦虑（例如，“减掉难看的腹部脂肪！”“我们受到攻击了！”）的方式来强调诸如社会认可和恐惧，对许多诱导技术的应用程序来说是有效的，但可能会对幸福感产生严重的后果。此外，对于积极计算而言，我们还要考虑不同类型的动机（例如，外在还是内在的），因为研究表明动机和幸福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研究人员正致力于将伦理准则应用于诱导技术中（就像在第 4章中所提到的），从积极计算角度来说，我们可以观察这些问题对幸福的影响。动机的类型有很多，其诱发手段也不尽相同，有些方式可以提高幸福感而有些不可以。通常来说，如果幸福感是我们的目标，作为技术人员，我们需要考虑规避风险，这要求我们必须进行多维度评价，并与更加了解人类行为、各种模型优点和局限性的幸福心理学家进行合作。

如何定义一系列动机的影响将会是一场持续的专业性讨论，这种影响包括对一方的有利支持和对他人的操纵和宣传。显然，动机透明度和个人自主性将是讨论的重点。

如第4章所述，支持行为变化动机的方法还有许多。在那些致力于全民幸福的活动中有一种方式迅速得到普及，它以推广这一方法的书命名：Nudge
 （轻推）。


推动积极变化——选择架构的设计师


轻推理论可以被应用到设计技术中，但它更为著名的用途是作为一种改善组织或社会的公共政策模型。

在一本引发了一波追逐浪潮的书中，Richard Thaler 和 Cass Sunstein（2008）描述了“自由家长主义”的概念，强调了轻推的概念。轻推在这里是指“以可预测的方式改变人类行为、但不禁止任何选项或者显著改变他们经济动机的选择架构”。从本质上来讲，它以有利健康决定的方式来设计诸如政策和信息等东西，而不是直接去掉选择项。

Thaler和Sunstein选择使用“家长制”这个术语也许是令人遗憾的（他们公开承认它有消极和过于简单化的内涵）。对许多人来说，这个术语掩盖了一个事实，就是Thaler和Sunstein坚持将提高生活满意度的评估基于个人的价值观而不是基于选择架构师的价值观。

也许他们的论证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他们声称不可能保持中立这个概念。

在我们设计信息技术时（在决定政策时也是一样的），我们做出的决定必须有所依据，尽管可能只是靠抛硬币来做决定，但我们的决定将会影响幸福感。如果是这样的话，当我们告知人们该如何改善生活时，仅仅靠运气来做出决定似乎是疯狂的。VSD可能会根据使用价值来决定改善使用目标的设计方法。积极计算将着眼于心理健康，以及我们如何可以做出尽可能对心理有利的决策架构，而不是去减少可选项。轻推提醒我们面对所有旨在改善生活的工作，最重要的是保留自主和自治。并且，这些改善必须是有据可依的（如由积极计算心理学研究所证实），而不只是基于设计师的看法。


投入和心流


为了把动机变为实际的行动，必须投入某种活动。因此，这两种因素通常被放在一起研究。投入是相当重要的，因此我们常常需要特意设计用户界面和技术干预来吸引用户投入进来。换句话说，我们在这一领域造成影响的期望已具备很好的基础。


投入的规则


订婚或意味着你认真地作了承诺。同样，当我们投入到一项数字化体验中时，我们也是做了承诺，可能是不自觉的，但是它能诱导我们把宝贵的时间花在里面。在教育工作者讨论投入时，他们讨论的重要目标包括维持学生的注意力和兴趣。积极心理学家常常使用投入这个术语来描述积极投入社区、社会或者更高的目标。尽管这个术语可能有多种意思，本章中我们使用它来指动机承诺和持续关注。教育家、心理学家、媒体设计师以及其他经验建筑师常常追求激发观众的投入承诺和持续关注。

尽管大家对于投入的分类和精确定义并没有达成一致，但众所周知的是，投入能让人更加享受一个活动，并更有可能取得高质量的成果，学习到更多东西（Graham&Weiner，2012）。大多数关于投入的学术研究工作都把注意力集中于在校学生的投入和职员在工作中的投入上。

学习科学的研究者（Christenson，Reschly&Wylie，2012）将投入定义为四种类型：

· 情感投入
 ：通过探测支持性情感（如兴趣）和消极情感（如焦虑或无聊）来进行评估。

· 认知投入
 ：证实在学生使用复杂的学习方法而不是浅显的学习方法时起到作用。

· 行为投入
 ：通常通过观察集中度、注意力和努力程度（例如，任务时间）来进行评估。这种投入可以最直接自动测量出来——例如，通过基于线上活动的数据痕迹运用计算机视觉技术或者行为分析方法测量出来。

· 主观能动投入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动积极地作出某种贡献（如通过创造和创新）。

高度的投入经常视为具有适当的挑战性、自主性和内在动机。Parvaneh Sharafi、Leif Hedman&Henry Montgomery（2006）把这些属性对应到了一个多维模型中，他们把这个模型称为投入模式（EM）模型。EM模型细分为了五种投入模式：①享受、接受；②野心、困惑；③规避、犹豫；④沮丧、焦虑；⑤效率、生产力。他们从三个维度描述了这些模式：客体评价、主客观控制点、动机关注于内在还是外在。在 EM 模型中，当用户遇到可能掌控的有趣挑战时会出现心流。


心流——投入的最终目标


心流指的是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们会全身心地投入目标活动中（内在驱动地），这个活动迷人到会让人无法感受到相应的自我意识。很难想象一个游戏设计师或者软件架构师在听到他们的用户进入了心流状态时不会感到兴奋。就是这个原因使技术人员想要设计更令人满足的数字体验。

作为牛津积极心理学手册的一部分，Eanne Nakamura和Mihaly Csikszentmihalyi（2009）（心流理论创始人）确认了心流体验的一系列需求（包括感知挑战，这种挑战不能是完全超出能力范围的，也不能是轻易就能战胜的），明确了可及的目标和快要达成时的反馈。一旦这些需求被满足就可能进入“心流”，这种体验结合了以下几项：

· 关注当下。

· 对状况或活动的感知。

· 融合的行为和意识。

· 反射性自我意识的缺失。

· 扭曲的时间体验。

· 内在奖励。

有多少技术是为了用来提高生产力而其使用的方式却会阻碍心流体验的（想想看手机的通知信息）？

Csikszentmihalyi（1997）把心流描述为一种“最佳体验”和幸福的关键。心流的情感认知结果包括从增加主观幸福感和更好的生活满意度到对极端消极状态的沉迷，尽管这已经远超出了本书的范围，但是包含在了《心流研究进展》（Engeser，2012）中。


测量投入


情感投入和认知投入都是由内而生的，因此，对其的分析依赖于主观报告或者仪器测量，如常用在预后实验设计、测量研究和路径建模中的“动机和投入量表”（Martin，2007），值得一提的是，这两种方法都有事后报告的局限性（Liem&Martin，2012）。

心流已经可以通过访谈、调查和经历取样来进行测量。最近，情感智能化界面和计算机建模的发展（Grafsgaard，Wiggins，Boyer，Wiebe&Lester，2013）使我们能够使用新的方法测量投入的结构。其次，感知和情感计算技术使我们能够将观察到的投入时表情和内在自我报告的方法综合起来使用。这些技术使用了摄影机等传感器来记录声音、面部表情和生理活动（Calvo&D'Mello，2010）。此外，我们可以归纳更多用户的主观报告数据来更加精准地自动检测投入。

Kazuo Yano、Sonja Lyubomirsky和 Joseph Chancellor（2012）研究中描述了一个实验，在这个实验中，研究者运用生理传感器将心流检测为运动的一致性：“结果发现，是否产生心流的关键指征为是否产生了运动的一致性。对于某些人来说，持续的动作是慢的，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快的。一些人是早晨型的，另一些却更喜欢下午或者晚上，不管怎样，当投入者开始心流体验时，他们的动作变得越来越有规律，就像他们沉浸在了一个具有挑战性且有趣的活动中。”


投入和游戏


我们不用电子设备来学习或者工作的时候便是一个用它们来娱乐的好机会。我们在会写字前就会玩了（个人经验而言），这表明游戏满足了人类基本的心理需求。游戏最强的能力之一是让玩家完全投入。游戏是一个投入程度可以特别高的领域，因此电子游戏研究显然可以指导如何提升用户幸福感，但也可以从中认识到当投入转为上瘾时对幸福感造成的负面影响。

那么电子游戏可以提升或者降低幸福感吗？研究显示：都可以。我们的挑战是如何将电子游戏体验庖丁解牛，直到让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哪些特征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提升幸福感，而哪些不可以。

当涉及书籍的时候，阅读是否能够提升或降低幸福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阅读的内容。对于电子游戏来说，内容很重要，但游戏怎么玩、和谁玩也是影响幸福感的重要因素（Johnson，Jones，Scholes&Colder Carras，2013）。

一直以来，暴力型电子游戏都表现为会使人增加侵略性、让人对暴力变得麻木，并且减少人的亲社会行为。最近一次整合评估（Anderson et al.，2010）研究认为：“有确凿的证据表明玩暴力型游戏会导致人们具有攻击性行为、侵略性认知、好斗情感，并会减少人们的共情和亲社会行为。”

但并不是所有的游戏都是暴力性的，就像侵略训练可以增加攻击，同样，亲社会型的游戏可以增加亲社会行为（Gentile et al.，2009）。重要的不仅仅是内容，还有玩的方式。游戏机制在整体上和细节上都有差异，我们怀疑关键的幸福感区别在于核心游戏机制和那些容易忽略的细节上。

游戏的消极影响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对游戏在心理和身体健康上积极影响的研究却鲜为人知。电子游戏在改善心理和生理健康的随机对照研究（Baranowski，Buday，Thompson&Baranowski，2008）中表现出了很强的积极效果，38个研究中有195个健康结果。这些研究用电子游戏来提供生理治疗、心理治疗和改善疾病自我管理等。有趣的是，积极影响在心理结果中表现最为强烈（69%）。

其中只有7个研究是有关心理干预的，包括使用休闲类、策略类和自定义游戏来治疗创后应激障碍、焦虑和年龄导致的认知下降、失语症、注意力和自尊问题。另外，还有更多研究文献没有包括在这个调查中，因为它们并不满足随机对照实验的要求。作者总结道，高质量的研究在这个领域内一直相对较少，“为了最有效地评估电子游戏对健康的潜在好处，进一步的研究非常重要：①随机对照试验合适的时间和方法；②更长的后续跟踪时间；③提高测量质量，比如随机化；④标准化测量工具和关注成果检测质量。”总体来说，早期的结果是有前途的，但还有更多需要做的工作。

Carmen Russoniello、Kevin O'Brien和Jennifer Parks（2009）表明休闲游戏可以减轻压力。如第 6 章中所述，最近一项对电子游戏的回顾（Johnson et al.，2013）关注了对青少年幸福感的影响并总结道：“它们对年轻人的情感状态、自尊、乐观、活力、复原力、投入、人际关系、认同感、自我接纳度和社交关系和社会机能具有积极影响。”

这个影响表明游戏对积极计算研究和设计的作用很大程度上还有待开发。当然，我们要小心以偏概全。有一些研究表明一些特定的休闲游戏可以减轻压力和抑郁，这是非常重要的，意味着我们可以设计这种效果——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游戏甚至是所有的休闲类游戏都对所有的人有效，而继发效应可能也不会出现。

顺便说一下，许多人可能喜欢玩 Bejewelled 游戏来缓解压力。这个新流行的游戏在东卡罗来纳大学的研究（Russoniello，O'Brien&Parks，2009）中被证明是有益健康的。然而，这个游戏有很多版本，其中一个《珠宝闪电战》，它的设计是“摇铃—鸣笛”，然后获得奖品，类似老虎机或者赌博机。尽管我（Dorian）喜欢玩这个，但是我最终把它删去了。因为我发现我7岁的儿子开始找我要钱来在这个游戏中赌博。一想到这个游戏可能会使他在之后的生活中对这种操纵形成固定的反应思维，我就会不寒而栗。

在这种情况下的幸福问题不是一般的游戏或者核心游戏机制本身的问题（模式匹配），而是这个版本被设计从基于赌博的奖励中获取经济利益。当我把它换成一个同样核心机制是模式匹配但不涉及赌博的游戏《糖果传奇》后，消极的副作用就消失了。

我的经历比较贫乏，几乎不能被当做研究证据，但它说明了直观简单的休闲类游戏也能对幸福造成多层次且复杂的短期或长期影响（以及如何设计最大利润也与幸福设计有关）。不可避免的是，科技的某些设计因素可能有利于幸福，但同样也有某些可能会降低幸福感。这种情况可能在协作类的攻击性游戏中出现——虽然与攻击有关，但也有利于合作（Greitemeyer，Traut-Mattausch&Osswald，2012；Velez，Mahood，Ewoldsen&Moyer-Gusé，2012）。作为一个团队，用户可以学习有价值的合作技能，发现新的联结方式，但这种图形暴力包含了一种简单的“我们”对抗“他们”的心态，这个因素可能对个人和社会带来消极影响。游戏设计师 Raph Koster （2013）认为，我们的游戏（电子游戏和其他游戏）一直在加强一些本能技能，比如射击和瞄准（曾经对狩猎很重要），这些技术曾经对原始人的确是很重要的，但对于现在的人来说过时了。他还提到了“盲目服从领导和信仰、严格的阶级意识、使用暴力解决问题、喜欢喜好类似的人而排斥喜好相反的人”是这些过时了的技能的共同主题。他建议我们应该设计和我们一起进化发展的游戏并加强与现代社会相关的技能。例如，他还提到Diplomacy这个游戏，这便是一个有助于强化人们现代技能的游戏。但是也有人证明了“显然精妙的相互作用可以在一定的规则范围之内被建模，而且传统的角色扮演也可以达到同样的高度，就像优秀的文学作品一样。”

玩游戏上瘾是另一个期待使用游戏来提高幸福感的人所面对的严重问题，其所涉的风险因素有个人特质、游戏动机和结构特征（Kuss&Griffiths，2011）。但如果游戏本身可以被用来构建对抗游戏上瘾的复原力并促进人们积极投入，那会怎么样呢？关于风险因素（Kuss&Griffiths，2011）和复原力元素的研究工作，如自我同情减少了网瘾的风险（Iskender&Akin，2011）已经开始准备展开了。

尽管讨论上瘾已经远超出了本书的范围，但它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真正有效地发掘游戏对积极计算的惊人潜力，我们需要慢慢地仔细探究心理影响的故事，这将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积极游戏未来的关键在于信任这些技术可以创造高度复杂且多层次的体验，承认它们的惊人潜力并探索游戏设计对幸福的影响，这样我们才能更多地支持那些有益的游戏。


设计启示



动机设计


《僵尸，快跑！》是本章开头提到的游戏，属于众多的应用程序和“运动游戏”之一，其主要卖点就是动机，即我们不觉得有内在动力去做事情的动机。我们可能想要做一些提升幸福感的事情，但是当这些事情也需要付出努力，或者做的时候让人不愉快时，我们就与快乐原则矛盾了。科技，有时通过游戏化可以解决这些冲突。通过把内心愉快的经验和挑战（例如，成为僵尸故事的一部分）放在其他活动之前（例如，跑步），如果两个活动被充分地融合在了一起（跑步变为了故事的一部分），那么整个体验可能会变得更具价值，从而提高我们投入的内在动机。


Uplifted
 是由英国第4频道为促进积极情绪而创造的，使用了一种稍微不同的方法将积极反思时刻嵌入到一个类似于《愤怒的小鸟》类型的休闲类游戏中。这个游戏和反思在主题上是有联系的，但不是内在联系，它们独立发生且对彼此几乎没有影响。

我们还用其他的一些方法来帮助我们表达和追踪目标，使我们的自主外在动机投入其中。用更大的目标（如我会吃得更健康）或者更小的子目标（如我会每天早上喝一杯水）来帮助我们的行为更加接近我们的目标和价值观。


投入和心流设计


2006年，Yvonne Rogers（2006）讨论了设计提升投入以替代无声的自动化和适应普适计算的未来。Rogers提出：“从积极主动的计算到积极主动的人的一个重要转折，技术不再被设计来给人们做事，而是使人们更加积极地投入到现在所做的事情中。它促进了忙碌的生活而不是平静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中，科技被设计来改变环境，让人们做自己想做、需要做或者之前从来没有考虑做的事。”人类自主设计（与机器自主相反）将会是培养幸福的关键（Calvo，Peters，Johnson&Rogers，2014）。人类自主的一个重要平衡因素（像Ben Shneiderman在谈话中所提到的）是我们与他人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事实，这两者都是SDT的核心。如果我们要从SDT视角关注动机和投入的设计，那么在我们评估一个技术时，我们可能会问这些问题：用户体验尊重用户的自主权了吗？用户体验支持获得成就感吗？用户体验支持用户和他人的联系吗？当然，作为同时关注于幸福和动机的理论，它也应该帮助我们创造投入和心流的条件。

尽管普遍认为没有方法能够可靠地设计出一种心流体验（触发机制太过个人化），但有方法设计增加心流体验可能性的条件。方法之一是识别和设计减少心流体验障碍。另外，还有人研究如何能够减少中断、保持专注。其中，能有效提高工作效率的软件比如Microsoft Word和WordPress现在的版本有选项可以清理桌面，使用户可以只关注于手头的任务。相似的例子还有 Apple在iOS上的“勿扰”设置。Freedom是一个应用软件，它的全部功能就是可以轻松关闭互联网连接，让你在一段时间内都不会分心。

另外一个支持心流的方法是识别那些对心流状态特别有利的因素，然后在可能的情况下使用它们。例如，我们应该在Nakamura和Csikszentmihalyi（2009）的工作基础上设计适度的挑战、明确可达的目标和对我们是否接近目标的反馈。当然，游戏和交互设计师已经很熟悉这些条件了。第三种设计心流的方法，不是看共性，而是尊重触发不同人群心流的个性化方面。在前面提到的一个研究中（Yano et al.，2012），他们使用传感器数据来帮助员工确认每天最可能进入心流状态的时间，进而据此调整时间表和作息习惯。

人机交互心流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交互作用论（关注人和环境组成的系统）。Csikszentmihalyi（1997）在研究中描述了一种突发动机，它由组成心流体验情境的交互行为引起，而不是个人属性的动机（例如，承诺）或者是环境属性的动机（例如，说服）。这样的观点是现在人机交互的核心观点，结合了交互作用论并考虑到具体情境，如Paul Dourish（2004）所提出的观点。

不同的用户和科技互动的方式将依然是积极计算的一个议题。例如，投入活动的提醒可能会增加对其他活动的干扰而降低投入和心流状态。尽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但对这些设计改变之影响的整体分析是必不可少的。

最后一个支持动机和投入的方法是帮助每个用户发现自我激励的独特条件，这可以通过行为分析、个人反馈和反思来实现。

下一章我们将转向自我意识，看一看科技支持反思和自我意识的不同方式。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这些明显的好功效是怎样不知不觉地引起消极体验，如迷思和自恋，以及我们如何被自我同情这一个既古老又具开创性的概念所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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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游戏《僵尸来了，快跑！》由一些录音和一个配套的网站组成，围绕你的日常锻炼编排一个僵尸末日故事和游戏设置元素。简单地说，如果有一群僵尸在追赶你，你会跑得更快，跑的更开心。更多信息见zombiesrungame.com。


CHAPTER 08 自我意识和自我同情

苏格拉底，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在面对刽子手时说“宁愿死，也不会放弃哲学”，而对于世人他提醒道：“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经历的。”苏格拉底为他的罪行吞下了毒堇，而这个罪行却代表了人类思想成就的一个巅峰。

一个世纪前，古印度出现了另一位哲学家——释迦牟尼，他也是世界上最伟大哲学家之一，他说：“你思故你在，你来自你的思想，你的思想构造了你的世界。”以佛教核心教义总结的《四圣谛》这样阐释道：“为了结束我们痛苦的经历，我们必须首先了解我们的思想活动。我们必须要能够辨别我们的思想、情感、反应及其前兆，因为它们是我们苦难的根源。”

自我审视、反思和自我意识的方法已经被一代又一代的哲学家们不断优化精练，近代的这类哲学家包括 Sigmund Freud 和 Aaron Beck等。

如今，到了21世纪20年代，认知行为治疗（CBT）出现了：我们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对心情变化做体验抽样，而量化自我的行动则激发了个人数据分析领域的持续创新。但是，期望通过获得数据来更加深入地了解我们的个人思维和情感真的合理吗？人工智能、复杂机器学习算法和数据可视化真的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吗？如果可以，我们会因此变得更好吗？

本章着眼于以科技为媒介的反思，目前应用于这个领域的各种方法，以及从它的应用中催生出来的研究。同时，我们也将关注提高自我意识的心理学基础问题以及他们是如何与提升幸福感相关联的。我们还将探讨对内心世界作技术干预会存在哪些潜力或问题，当然我们会更多地讨论具备的潜力而较少去讨论涉及的问题。想想佛陀会禅坐菩提树下，发个推特说“我正与宇宙融为一体”吗？


认识自我


为什么要认识自我呢？自我认知仅仅只有哲学意义吗？还是说它实际上对人类幸福也很重要？CBT 方法证实了提高自我意识的确可以提升幸福感。实际上，为了有效治疗诸如焦虑和抑郁这样的心理疾病，现代心理学的康复研究和临床工作都较依赖于提升自我思想、情感和行为意识这样的方法。

神经学家Richard Davidson（Davidson&Begley，2012）已经发现了和自我意识相关的神经生理模式。他发现，脑岛活动的增强与自我意识增强相关（包括意识、情感和身体调节），长期冥想者的脑岛更大。

如果自我意识对个人成长以及健康很重要，那么我们要怎样培养它呢？答案是经常进行各种形式的反思、内省以及正念训练。包括 Jon Kabat-Zinn 和牛津大学正念中心研究人员在内的多项研究证实正念训练可以有效促进身体健康。Davidson 提供了神经生理学方面的证据，证明正念训练可以有效提高自我意识，同时可以调节可能随意识而来的负面影响（如超敏反应和焦虑）。关于正念我们将在下一章将其作为影响幸福的独立因素加以探讨。本章中，我们将关注于反思。

20世纪哲学家、心理学家和教育改革者John Dewey（2013）认为，对教育而言，反思技能的培养异常重要：“虽然思考无法通过学习的方式掌握，但是我们的确必须学会好好思考，尤其是养成常常反思的习惯。”对于Dewey而言，反思是有意识的行为，通常（但并不总是）可以用于引导我们了解外在世界。他认为，“诚信、同情、仇恨、恐惧的意义一定和个人的亲身经历有关”。而将Dewey 的观点应用到现代科技设计研发上则表明，帮助人们反思情感的体系应基于用户自己的生活情境，而非抽象的概念。当然，情感只是人们可以进行反思的对象之一，除此以外，人类至少还有三类对象可以反思。


反思的目的


当谈到自我意识或者反思的时候，实际上对于我们意识到什么或者我们正反思着什么存在不同的阐述。随着时间的推移，根据反思的目标不同，反思大致可以分为四个主要类别：

· 认知意识，
 指的是我们相信我们了解周遭的世界以及自己的生活。认识这一层面的自己通常被称为“元认知”，这是由John Flavell在20世纪70年代末（Flavell，1979）提出的术语，相关技术文献中可以找到大量关于如何构建计算机系统来支持元认知的研究。

· 情感意识，
 包括我们思想状态的意识，特别是心情和情感。心理治疗和情感计算领域开发了帮助跟踪和反思我们心情和情绪的商业性策略以及计算机应用工具。其中一些工具将在本章后面部分进行探讨。


· 体验意识，
 指的是我们整合认知、情感和行为（包括其外在和内在触发器）所形成的意识。这三个“体验”因素（认知、情感和行为）是CBT的核心，本章后续内容将会对此进行详细讨论。

· 性格特征
 ，或者个性素质，是我们可以反思的第四类心理因素。由于现阶段的相关研究还不够深入，所以在本章中我们不会特别关注这一类心理因素。

在后续三节中我们将更深入地探究认知、情感和体验意识。


认知意识和元认知


从设定个人现实目标到自我调整学习活动，元认知技术或“知道自己知道什么”的能力在人生经历的诸多方面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多位研究学者已探索了智能辅助系统设计中的元认知技术，这些系统可以通过支持元认知来支持学习——例如，鼓励自我解释（作为支架式反思的一种形式）和设定个人目标。除了将元认知策略作为其中一项功能外，John R.Anderson等人还关注开发元认知技术本身，提出元认知辅导原则（Anderson，Corbett，Koedinger&Pelletier，1995）。

在学习之外，研究人员还考虑了元认知技术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特别是在认知疗法的情况下）以及它与幸福感的联系。我们会在本章后面再探讨这些实例。


情感意识和情商


关于情商（EI）的文献关注的都是情感意识，即一种符合情绪功能模型（Mayer&Salovey，1995）的情感识别和调整技能。我们在第3章中讨论了情商，回到Daniel Goleman（1998）的五类情商技能来看一下，如果按照其对幸福的作用对情感意识进行分类，这五类情商技能分别是：

· 自我意识（识别自己情绪的能力）。

· 自我调整（控制情绪的能力）。

· 动力（对所做事情充满热情）。

· 同理心（识别他人情感的能力，将在第10章作深入讨论）。

· 社交技能，特别是管理人际关系的能力。

大多数研究认为，EI 是实现成功的重要特质，犹如工厂中的生产效率。同时，还有一些证据表明EI和幸福之间存在一定关联性。例如，大量研究关注如何使用EI成功预测标准SWB定义的幸福感。Emma Gallagher和Dianne Vella-Brodrick（2008）在除去了个性和社会背景（如财富）等其他变量因素的影响后，着重分析了EI对SWB的影响。他们分析了267位成年人自我报告中的生活满意度、积极度、消极情感、社会支持情况、EI、个性和社会期许等指标。分析结果表明，EI 和社会支持及其相互影响可以显著影响 SWB。对该关联性的进一步研究将有助于证明提升EI的干预措施是否也会提升幸福感。


经验意识和反思


把思维、感受和行为之间的整体关系作为目标的反思是目前最有前景的反思策略，进一步说其核心是正念训练和认知疗法，从经验上来说，这两个都和幸福感有关。

值得指出的是，不同学科对于自我反省有着不同的解释，而开展跨学科研究是一种挑战。我们可能就像 Socrates、Dewey 和 Peter Salovey所做的那样，将反思作为思维的一个具有“回顾”属性的维度。即使是在这样的反思中，大家的处理方式也不尽相同，苏格拉底的起点是道德哲学；Dewey 关注的是认知和教育；而其他学者则是从专业实践的角度来研究反思，如Schön（1983）。于这类相反的是，在正念训练和佛教心理学中，反思通常是根植于“当下”的。通常在刻意的深度冥想练习中，在思想、情感和行为发生时产生的一种当下的自我意识。

虽然反思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我们要警惕其变得过于以偏概全。因此，为了使它在实际意义上能有助于积极计算，首先必须将其情景化。任何因为技术发展而采用的反思模型都由以下几方面内容构成：a.我们第一时间反应的目标动机（我们在试图解决什么问题？我们要支持什么活动？）；b.我们的开发流程；c.我们使用的评估方法。

下一节我们将通过例子讨论在两种情境中哪些技术可以被（曾经被）用来支持反思。在第一个有关心理治疗的例子中，研究者已证明认知和行为模式中的反思可以影响转变经历，尤其是对那些有心理疾病的患者。在第二个例子中，我们将讨论更普通层次上的反思，如将新技术应用到日常行为、心情和目标等个人信息化领域，阐明这些技术可以用于收集行为数据和支撑反思过程。


作为心理健康治疗策略的反思



认知行为疗法


一些心理疗法关注于培养我们对自身思维、感受和行为之间联系的自我认识。最常用于治疗抑郁症和焦虑症的心理治疗法是认知行为疗法。CBT方法是由Aaron T.Beck（Beck，Rush，Shaw&Emery，1987）和 Albert Ellis（1973）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都与理性情绪行为疗法密切相关。在Beck使用精神分析法治疗病人的时候，他注意到这些病人，尤其是有抑郁症的患者，经常对身边的事物存在误解或者有“认知扭曲”。例如，他们会选择性地阻止某些思维过程或者过于笼统地进行概括。再例如，如果配偶在早上出门前没有对其吻别的话，他们可能会理解为配偶不再爱自己。

CBT 本质上是基于这样一个概念的——我们的思考方式影响我们的感受方式，反过来又会影响我们的行动。在这个过程中，思考—感受—行动，是人们可以通过反思回顾进行的内在沟通。客户可以在治疗师的帮助下发现这样一个过程的意义，特别是非理性思考的触发和产生的后续感受。治疗师通常使用苏格拉底式提问，构建客户反思，使他可以评估假设和调整想法。这个系统性的提问（也称为“聊天疗法”）经常和其他活动相结合，如角色扮演、写日记、劝导干预等，并会将语言调整得更加积极、自信或者有趣。


CBT技术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国家幸福感测量的支持者 Richard Layard，呼吁英国政府应该增加 CBT 的条款以及在学校开设 EI 课程，以协助改善国民幸福水平。考虑到缺乏训练有素的治疗师，可以采用科技手段促进CBT项目。计算机已经成功地应用于多个此类项目的实施，实际上，基于计算机的CBT（CCBT）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英国国家卫生医疗质量标准署认为互联网CBT是一个可行的治疗方式，尤其是针对焦虑症。

英国国家医疗卫生技术评估系统的Eva Kaltenthaler 和她的同事（2006）比较了一些在线 CBT 产品和传统临床方法的成本效益。20个随机对照实验分析表明，在治疗恐惧和惊慌上，CCBT 和治疗师CBT一样有效，而在治疗抑郁和焦虑方面CCBT则表现出更高的成本效益。此外，使用CCBT协助治疗，可以减少治疗所需时间。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常常不相信计算机可以合理地取代心理健康专家。提出任何此类观点均反映出人们对于复杂心理疾病和心理健康专业知识的缺乏。我们拒绝以技术代替人的心理健康模型，不仅仅是因为技术在创新方面不能达到人的水平，也是因为基于技术的项目几乎都是具有普遍性的，不能提出关键的意见，或者充分地调整以适应人类个性和环境的细微差别所带来的变化。因此，科技智能系统可能无法安全地对非教科书的、长期的以及可能会危及生命的案例作协助。然而，对于特定类型的心理健康问题的挑战，他们至少能以如下四种形式发挥作用：

· 作为临床医疗的补充，使治疗手段更加丰富、更加稳定，以及可能缩短疗程。

· 作为临床医师诊断完成之后的后续维护手段。

· 作为患者验伤分类的手段，在缺少合格的心理健康专家的情况下，耗时几小时的一对一会面治疗对于医生的需求量远远超过需要帮助的人的数量。可将科技手段用于处理受伤更轻微的案例，同时可以及时地认定处于危险情况中的病人并寻求专业帮助。

· 作为一个更加广阔的互助网络，对于一些人而言，尽管他们需要专业帮助，但会由于各种原因而选择不去求助，如感到丢脸、恐惧、考虑到成本和交通问题。提供匿名和易访问的在线项目可以促进大批人参与进来。一旦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其中一些人甚至可能会线下寻求专业帮助，其他人可能也会发现在线项目能够真的改善他们的生活。

鉴于此，相关研究还是很有前景的。在澳大利亚的一份 CCBT系统评估（Mackinnon，Griffiths&Christensen，2008）中，研究者探讨了四种情况：MoodGym 的使用；基于互联网的CBT干预；信息网站Bluepages 的使用；以及一个对照组。结果表明，互联网干预组比对照组更大程度地减少了抑郁。之后 6 个月的跟踪测试以及 12个月的跟踪测试均得出相同的结论。

英国的一个对CCBT效果的随机对照试验（Proudfoot，Ryden，Shapiro，Goldberg&Gray，2004）展现出了更加可靠的结果。作者比较了商业多媒体CCBT系统（对抗抑郁）
[1]

 和传统治疗手段，然后发现“计算机化的治疗改善了抑郁、消极归因方式，促进工作和社会相适应。对于焦虑和积极归因方式，治疗方式和严重程度相关，计算机化的治疗方式在心理失常病人的治疗恢复上比传统的治疗方式做得更好。计算机化的治疗方式还获得了更高的用户满意度。”

然而，这些经过同行评估的基于计算机的系统实际上还是少数。数以百计的其他 CCBT 应用程序（商城中只需要花费几美元）没有被评估，如一些提供拓展日记的功能，给用户提供一种事件记录的方式，与这些事件相关的想法有时会被标记为“无用的”或者“伤心的”；还有一些则关注特定的活动（如睡眠和饮食）。

例如，Drink Coach是一个由Haringey嗜酒咨询小组开发的应用程序（Haringey是一个帮助遭受嗜酒之苦的人的英国组织），该应用程序致力于对饮酒习惯的反思，用户可以记录酒精消耗及其风险并设定目标。这个系统可以随时间追踪酒精单位和相关的卡路里消耗，日记内容包括渴望喝酒时长和强度，同时还提供正念视频和呼吸练习来帮助缓解喝酒的渴望。

Panic Attacks是由myCBT公司开发的一款应用程序，这家公司专注于焦虑症的研究。它设计提供舒缓的音乐来缓解人们受到袭击时内心的恐惧，以及提供日记功能帮助消除误解。

我们希望未来能看见更多此类研究及对相关应用程序的严格评估，让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如何设计这些方法。


提升幸福的技术为媒介之反思


前面一节中 CCBT 的例子是用于心理健康“治疗”的。然而，积极计算所关注的是幸福感的“提升”。当然，我们选择花费大量时间来描述这些数字化治疗方法，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它们是现有的针对心理功能最复杂且被合理评估过的技术，另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健康的人也可以从中受益。例如，不仅仅是临床抑郁症患者会发现自己有不合理的想法，导致以偏概全或者将其“灾难化”，大多数人都有这种心理习惯，这种习惯结合了临床焦虑和抑郁症的其他症状。即使是心理健康的人也可能从这些认知障碍的练习和实践中受益。减少大众的这些习惯不仅可以被视为预防措施，增强疾病抵御能力，还可以作为提高整体健康水平的措施。

关于网络医疗干预的分类（Barak，Klein&Proudfoot，2009），我们可以想象有多少干预措施可作为提升（而不是治疗）策略使用，或许有一些可能恰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已经使用过的工具。尽管将提升策略纳入日常软件中的概念仍然有些超前，但还是可以找到少量的专用工具推广例子，如Echo。

Echo是一个智能手机应用程序，用于记录日常生活体验和反思，该程序由加利福尼亚州的研究人员联合创作（Isaacs，Konrad，Walendowski&Lennig，2013）。他们统计分析了三个系统，共有 44个用户，超过 12000 条记录，他们发现系统辅助的活动（他们称为“技术介导型反思”）成功地提升了幸福感。该项研究之所以具有启发性，不仅是因为它证明了支持反思的有效设计可以提升幸福感，还因为它可以作为积极计算技术的一种严格评估方法。该研究团队使用 4 个单独的心理量度方法评估了结果：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心理总体幸福指数、正念意识量度。

Echo 只是将治疗师的训练方法变成在线产品的例子之一。还有很多其他例子，比如，角色扮演（如电子游戏）、反思写作（就像 Echo和我们将在下节分析的工具）、非理性信念辩论（如构建在线推理程序），以及语言修饰（如我们是否可以采用一个反思实践的积极计算拼写检查器？）都是技术支持的治疗策略。显然，在这个领域仍有很大的创新空间，我们期待未来会出现更多在治疗、预防心理问题和促进心理幸福方面的应用案例。


反思和直接指令


个人提升的反思方法特别适用于技术干预，因为这样的方法可以避免给予直接预定的指令，不论使用任何通用工具，直接下预定指令都是有风险的。此外，反思性反馈在用户的故事经历不明确的时候更具潜力，目前互联网上几乎都是这种情况。

在第3章中，哈佛社会媒体学者Danah Boyd对电子街道作了描述，实际上电子街道强烈地提醒了我们生活是多么的公开化，这个新的现实引起了我们的思考。在电子街道上，生活以碎片化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尽管我们想要好好地利用这些碎片，比如帮助判定陷入危险的人，并给予帮助指明方向，但是我们的任务不应该是琐碎的，因为这样并不能获悉他们完整的情况。在这些案例中，如果一个人 a.被鼓励说出自己的问题；b.他能获得为何反思的信息；c.并不会被直接建议采取任何具体行动。那么反思干预可能会是个最好的解决方案。

在与青年健康研究中心合作的一个项目中，我们探索的是计算机如何从青年人在博客和社交网络上写下的文字中检测出隐藏的社交障碍信息。我们希望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检测出含有孤注一掷的想法、以偏概全、漠视积极面以及草率结论的内容。识别认知障碍的技术可以为人们设计识别这些障碍的工具打下基础。毋庸置疑，关键之处在于这些工具必须通过精心设计。任何人（至少是青少年）都不希望有这样一个虚拟代理告诉他们应该或者不应该在主页上发表什么内容，但是将创造和尊重相结合，尊重自主、价值观、分享和偏好，相关技术可能会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辅助人类幸福的发展。


对于健康和幸福感的反思——量化自我


个人信息化、个性分析、量化自我、自我跟踪——这些都是关于个人使用科技手段收集和分析行为信息的术语（有时也涉及心情或情绪）。

该领域在商业和学术界的多个方面都获得了相当快速的发展，这主要归功于独立软件开发者和企业家。以Buster Benson为例——一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软件开发机构，也是一个开创性的用户、开发者结合体，其已满怀热情地沉浸在量化自我的世界里。Benson自从 2000 年起就开始自我量化。
[2]

 他最早的尝试是通过“情绪计量器”跟踪自己的思想状态，他将该计量器用于记录和发表他的斗志、健康、睡眠以及酒精和咖啡因消耗数据。他通过该应用程序将这些变量归一化（0到1之间），在一个短篇日记中描述一天发生的事件，然后生成他和其他人可见的情节和可视化界面。

他指出，可视化的呈现极具价值，因为他们可以更好地判断何时应去寻求帮助，而且他发现自己也关注他人对自己的认识。多年来，他已经制作了多个个人信息化工具并将其投入商业使用。他所追求的是“找到意义”，并通过探索数据来实现这一诉求。

在他开始以个人日记方式跟踪自己随时间变化的心情之后，Benson创建了750words.com 网站。这个网站虽然和博客有点相似，但却有着不同的发帖条件和目的。它的界面更加简单，限制每帖最多 750 个字，用来记录日记报告。一个简单的报告可以是“Rafael Calvo 从早上7：10开始到7：57完成了470个字，总共47分钟，平均每分钟输入 10 个字。Rafael Calvo 在写作过程中共分心 4 次。”Benson 将综合诸如信息和照片流、地理位置、心理状态跟踪、收件箱中未回复的邮件数量、收到的微博和大量的其他数据流，来生成一个不同寻常的个人生活详细描述记录。
[3]



在一次近期举行的研讨会中，Benson 分享了他对于自我跟踪的看法。他认为有时这可以简单地视为一种强迫行为，有时可以从数据中找到一些意义，有时尽管发现数据是有意义的，但是数据的时效已过，已经是“几百年前”的数据了。
[4]

 他经过多年的努力去寻找能更好地匹配内在真实情况的数字表达形式，他发现更通用的标签（或者布尔分数）似乎最为合适。譬如，他开发的一个应用程序是使用诸如睡眠、体育活动、有意义的工作、和儿子在一起的时间等数据来获得平均测量值。

尽管Benson的这些研究不能算是科学研究，但的确具有启发性。从诸如Benson这样长时间“量化自我”的经历中可以发掘出有用的想法——日记和案例研究方法可以成功地应用在HCI实验中。当然，他对于隐私性的关心明显低于平均水平，或许他只是单纯地对计算机科学较有信心。但这只是一个有趣的公共实验（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表演艺术），为了反思潜在的利益、风险、限制或者是彻底量化型生活的前景，任何人都可以进行探索。

像Benson一样的其他一些人以及企业家和开发者们收集了各种进行行为反思的应用程序，帮助人们对来自生活各方面的数据进行反思。在 PersonalInformatics.org 网站中有一个包含数百个应用程序的目录，内容涵盖了从节食减肥到性生活跟踪等的各类应用程序。

一些开发人员通过将GPS数据整合到应用程序计算得出了跑步或骑行行程、基准距离、速度以及相应的卡路里消耗。一些公司还加入了网站开发和定制配件的服务内容。基于配件的商业模式开发出了一些商业上相当成功的产品，如由Fitbit生产的产品（该产品在2013年3月估值已超过3亿美元）。

也许最具意义的个人追踪体验正发生于网络空间中，在这里人们可以浏览可视化信息，与游戏化的激励功能进行互动，并可以与他人共享数据和目标信息。在我们的实验室中，我们正在开发能够将可观察的数据（如从健康配件上获得的数据和流量记录）和自我报告数据相结合（如CES-D问卷或其他心理测量工具的回复）的一系列工具，以获得一个更加全面的视角。

反思会继续在支持提升自我意识的技术支持型工作中扮演核心角色。

然而，我们也绝对不会忽视须被重视的注意事项。针对抵抗过度反思来提升幸福感的自我意识方法的此类案例，是本章不可或缺的内容。


关注我们自身的反思


自我意识（或者至少是反思）可以走到多远？健康反思是否会变成不健康的穷思竭虑或是强迫性的自我关注？自恋也与抑郁症有关，鼓励反思会助长自恋的上升趋势吗？既然我们知道自我关注是抑郁症的一个显著特点，我们还应该鼓励吗？在一个学生论文的语言文字分析中，Stephanie Rude、Eva-Maria Gortner 和 James Pennebaker（2004）发现，抑郁症人群比正常人更加频繁地使用“我”这个词。

这些问题凸显了支持“正确”和“适度”反思的内在挑战。作为一个研究目标，我们总结了一些阐明自我同情和感激的研究以及过度反思的可能解决方法。


沉思和自我批评


Sonja Lyubomirsky 等许多心理学家研究了反思本身及其对抑郁症、问题解决能力和社交能力的影响。他们比较了比平均水平更容易感到快乐和更容易感到不快乐的人群，积极心理学研究者发现了不快乐和过度自我反思之间的关联，包括“过度思考”（或者沉思）和自我批评。根据Lyubomirsky's（2001）的研究，更快乐的人比更不快乐的人倾向于对他们的心情和既定结果给予更少的自我反思。

沉思中大部分是去想已经过去的事情（而不是需要担心的未来），往往关注的问题是损失、丧亲之痛和自我价值等。大量研究表明沉思和抑郁症以及其他心理健康问题有关，集中注意力关注自己还会加剧抑郁症程度和发作时长。在 Rethinking Rumination
 （Nolen-Hoeksema，Wisco&Lyubomirsky，2008）一文中，作者还解释了沉思如何与神经质、完美主义和其他消极认知相关联，以及如何调解抑郁症、消极推论方式、功能失调性态度、自我批评、依赖和空虚感之间的关系。

然而，上述这篇文章并没有明确哪种形式的自我反思是合适的、积极的、是可以帮助个人改变或至少是良性的。一些研究者尝试使用沉浸体验量表等来分离众多相关因素，希望将反思的积极形式从其他消极沉思中区分出来。有证据表明分析型和经验型的自我关注（Watkins&Teasdale，2004）之间存在区别，后者包括在正念训练（或者 Susan Nolen-Hoeksema及其同事称为“有形的沉思”或“正念体验”）中对当下的无偏见关注（我们将在下章中探讨正念）。

通常关注于当下和体验过程的自我汇报情绪法似乎能增加情绪自我感知，也是某些心理疗法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可能就是当下自我报告被重视的原因。某项研究中参与者通过手机信息汇报他们的情绪（Kaur et al.，2012）或者通过类似博客等日记（Ko&Kuo，2009）形式来汇报，该研究反映出了自我报告的积极影响。有趣的是，有证据显示手机自我报告可以帮助避免陷入沉思（这与抑郁症的相关性最强）（Kaur et al.，2012）。

未来的积极计算研究可以考虑研发能探测多虑、沉思或者自我批评信号的技术，或者把焦点转移到支持治疗的实践上，如正念、人际交往以及视角的转换。


自我意识和自恋


有时，接二连三的无意义状态更新、废话连篇的博客及喋喋不休的推特都在创造一个负面的情感认知环境。我们从而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现在的世界正在塑造一个自我的时代——相信他们所想的所做的一切都是重要的，是值得公开的。这些新的工具开始变得不像是用来相互联系的，而更像是用来表现的。

说实话，任何使用新工具的实验在一开始都会是粗陋笨拙的。当然，我们已经开始根据这些影响来调整我们使用社交媒体的方式——例如通过过滤掉来保留下更少信息，这要求更好地设置隐私和举报垃圾邮件。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尤其是在美国，通常因为过于重视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以及过于强调自尊而被诟病。最近《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报道：“Rutgers 研究人员将百分之八十的推特用户分类为‘自我信息者'，这些人发布的推特主要是关于自己的”（Tierney，2013）。那么，自我意识和自我跟踪工具会加剧这种模式，并且导致新一轮的数字化自我浪潮吗？

实际上，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在美国的年青一代中自恋和自恋型人格障碍的人数趋于增加（Twenge&Foster，2010；Twenge，Konrath，Foster，Campbell&Bushman，2008）。也许可以预料，他们这种缺点是伴随其他个人主义性格，如自尊、能动性、自信和外向而来的。当然，你可以说与前几代人（经历的是经济萧条、世界大战和公民权利斗争的洗礼）相比，这一代人（受到微博和个人电子设备的影响）被赋予了更多的权利感。但这些研究是对20世纪80年代早期到现在的大学生各种程度的自恋情况进行元分析，而不是对他们的祖父一代进行分析。尽管原因肯定是多样的（从教育变化到文化态度、政策以及生活方式——所有的都有可能），如果我们推测数字化技术（或者更加精确地说，迄今我们所设计和所使用的技术）在加剧自恋程度上起到了一定作用（尽管不能怪它们），那我们可以用积极计算做什么呢？同时代的研究者，比如 Paul Gilbert和Kristin Neff 等人，在过去的十年中研究了自我同情。尽管自我同情可能乍一听像是另一种“自私”，但实际上它以一个更广阔的视角展现了一种分享型人性，再加上感激，可能就会成为保持反思平衡的一种关键策略了。


自尊与自我同情


如果你是看着 Barney the Purple Dinosaur
 （《紫色恐龙巴尼》）长大的，那么你会记得这个主题曲：“因为你是特别的、特别的，每个人都是特别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Dorian 回想起了她爸爸对于“每个人都是特别的”这个有点自相矛盾的概念的嘲讽。当然，在Pittsburgh郊区的一个工人阶级家庭长大意味着如果你想要感受到特别，你必须为此付出努力。我们现在知道表扬、鼓励以及肯定孩子的能力和潜力是有益的，这也是为什么对于自尊的研究对指导教育机构的教育方法十分重要。

然而，我们在提升自尊中所采用的方法上存在一些缺点。根据跟踪实验，研究者们发现，来自外部成就或者依赖于证明自己永远高于平均水平的自尊可能会导致抑郁症或者自恋。这被形容为神奇的“Lake Woebegone 效应”（指广播名人Garrison Keillor 的虚构故乡，在那里“所有女人都是强壮的，所有男人都是好看的，所有小孩都超过平均水平”）。研究者们发现人的自尊若是基于外在的成就或是持续高于平均水平，那么一旦这些表现下行就容易导致抑郁或自恋。

Texas大学的心理学家Kristin Neff（2011）发现，美国人痴迷于高于平均水平的需求。“在我们难以置信的激烈社会竞争中，处于平均水平是不可接受的。我们必须是特别的，且高于平均才能使我们感觉有价值。问题是，显然不可能每个人都高于平均水平。”她引用了一些相关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指出了我们是如何挣扎于维持我们自尊所需的脆弱特殊感——需要我们通过鼓吹自我和贬低他人来获得优越感。这很容易让我们想到所有“现实”电视节目和八卦杂志，它们包含了一种居高临下的炫耀感觉，兜售给我们感受优越感的机会。

Neff 继续解析社会中谈恋爱对自尊的影响，提到了分数虚高和经常依赖外在测量方法的问题，如外表、学术造诣、工作表现和社会认同。“视情况而定的自尊让人们囿于自我价值的消极事件中，让他们更容易抑郁，并且减少他们对自我概念的清楚认识”。虽然她强调说肯定存在一些健康的自尊形式，并且也有很多研究表明自尊和幸福有相关性，但是她认为这样的情况是在没有受到自我同情观念的负面影响时才会有。

Paul Gilbert （2009，2010）在过去十年里介绍了同情聚焦疗法是帮助那些感到特别羞耻和自责的人们脱离苦楚的一种创新方式。自我怜悯的概念可能对于西方心理学来说十分新颖，但是它对于人文学科来说就不算什么新概念了。Gilbert 认为佛教心理学是同情聚焦疗法的源泉，因为它在实践中就是围绕悲天悯人的道义的（佛教的慈心念住就始于对自身的同情）。

根据 Neff（2011）所说，“自我同情包含了相互重叠和相互影响的三个主要部分：善待自己与自我审判、普遍人性和孤立感、正念和过度识别”。自我同情可以在多个方面提升幸福感。它还可以高效预测一个人的生活质量（Van Dam，Sheppard，Forsyth&Earleywine，2011），并与积极计算工作的其他方面产生联系，如增加自我提升动力和减少网瘾风险。Laura Bernard 和 John Curry（2011）总结了幸福相关因素和干预策略建议，这会给积极计算工作提供许多灵感。


感激


为了寻求过度关注自我的终极解决方法，同时能以其独特的方式促进幸福，我们找到了“感激”来作为解决方法。各种形式的感激习惯（从感谢信到感恩日记）一直都表现为可以提升幸福感（综述见于 Emmons&McCullough，2004；Watkins，Woodward，Stone&Kolts，2003；Wood，Froh&Geraghty，2010；Christine Carter，2011），伯克利至善科学中心主任推荐通过举办感恩活动来降低孩子们的权利感，同时培养其积极的人际关系：“我们的文化美化了独立并低估了其他人的帮助；我们认为我们所获得的称赞是自己辛苦争取来的，感激是教我们的孩子与他人建立牢固关系的最重要方法之一，表达感激是表现这些关系可以维系得多深。”

旨在感激的设计已经在一些虚拟世界中有所应用。如有些应用程序可以支持感激实践（如感恩日记），提供诸如表达感谢的机会或场景（例如，Hay Day
 可以让用户在收到其他玩家的帮助后发送感谢卡片），一个叫“Learning Solutions”的网站将普遍存在的“喜欢”一词转变为更加注重感恩的“我很感激”。创造性思维领域（如何支持用户体验和拓展感恩行为）将会是一个有价值的、值得探索的实践领域，并会对幸福感产生积极作用。


发展方向


跟踪和分享个人数据可以鼓励我们和他人进行比较，然而对快乐和自我同情的研究表明这也可能会对我们的幸福感产生消极作用。反思我们的思想、情绪和行为对个人成长非常重要，但是强迫性沉思会导致抑郁。我们要怎样通过科技手段来支持实践，使其有利于幸福而不会加剧相应的问题？我们目前还没有答案，但是我们提出了以下设计准则来帮助人们获得健康。


设计启示



支持自我意识和反思的准则


· 了解陷阱
 。培养对生活反思和自我跟踪中所存在的陷阱的意识和理解，会帮助我们（设计师们）避免在无心中制造陷阱。

· 为了自我同情、感激和正念而设计
 。研究者认为强调我们的自我同情、感激和正念准则会有助于减少相互比较、自我批评、自恋和权力欲。

· 承认技术的局限和倾向于反思性支持
 。尊重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同时了解技术支持的局限往往意味着应用反思性反馈和避免高度规范和约束。除了人工干预的医疗手段，用户及其环境的未知因素总会多于我们所已知的，因此给他们提供反馈帮助他们做出更好的选择通常比提供具体的指令更加有效。

· 允许非绝对性的类别
 。当我们提出个人数据分析来支持思想和行为推断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局限于预先设定分类。这个想法是基于Ellen Langer工作所提出的观点，她展示了先入为主的概念对创造力的负面影响。在她的研究中，Langer（Langer&Piper，1987）提供的证据证实，当人们遇到强大、绝对的概念，比如当他们被告知，“这是……”时，在这样的概念下，他们不太可能去接受或者创新。而与条件概念形成对比，例如当他们被告知，“这可能是……”时，他们会更少去顺应或者更具创新性。

如何设计保障和调整措施来确保幸福干预确实能够提升幸福感呢？我们若要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则需要持续地研究，但是理解这些现存的紧张关系并继续研究解决措施（如自我同情、感激、利他主义和同情快乐），对逐渐达到最优平衡而言至关重要。

我们已多次指出正念对于幸福感具有不可估量的前景，下一章，我们将就正念及其相关的实践进行探讨，具体包括正念的定义、与积极的众多关联，以及经过证明可以对其起到促进作用的策略。


 专家视角——自我意识技术



情商怎样影响积极计算？


你的感觉会影响你的所思所想。我们的决定可能受我们的情绪和感受影响，甚至可能被其完全扰乱。了解我们的感受，运用这些感受来抵制我们的思考，理解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些感受，以及成功管理我们的感受是Peter Salovey和Jack Mayer在1990年所提出的“情商（EI）能力模型”的四个关键组成。


David R.Caruso耶鲁大学情商能力研究组



尽管关于EI有许多流行的概念（有时

称为情商或者“EQ”），但在“EI 能力模型”中，EI 是指有关分析能力的智力形式（IQ）。就像IQ，EI也可以用客观方式进行衡量，而且具有个体差异：一些人比其他人有更高的情商。

尽管我们经常被告知情感可以控制和扰乱我们，但情感是可以调整的。它们帮助我们生存、成长和发展。丰富的情感经历对人际交往能力的培养非常重要。尽管所有的情感（包括愤怒、害怕和恶心）都可以调整，但是EI已被定义用来衡量积极计算的影响能力。

这个EI模型的第一种能力是精确感知情感。这类积极计算能帮助人们更好感知自己和他人的情绪，特别是对那些容易误解情绪的人，使他们通过情感识别可以减少误解。

第二种能力很复杂，包含了生成帮助感受他人的感受，建立感受之间的联系，以及培养情感同理心的能力。它能让我们深入了解使用情感如何改变思维模式。例如，伤心的情绪可能促使错误感觉，快乐的心情可能激发大量的灵感。

第三种能力，是理解情绪的产生原因并预测它们如何根据各种行为而改变。尽管情感体验似乎经常有些复杂，但它们是有规律的。当我们取得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时我们会开心，当我们失去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时我们会伤心。什么是有价值的东西，会因人而异，但相关的潜在的情感规则是具有普遍性的。

最后，如果我们可以感知他人的情绪，感受他们的感受，理解他们可能的行为，我们会怎样处理这些情绪呢？没有管理情绪的能力，我们可能很容易被压垮。第四种能力，也许是最重要的能力，是管理自己和他人情绪的能力。

既然知道我们要伤心失望，并理解这样的情绪会影响手头的任务，那么就可以给我们提出一些关于如何调整情绪、防止不必要情绪或者提升情感的建议。从本质上来讲，积极计算系统可以帮助我们提升EI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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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以在ultrasis.com找到Beating the Blues。


[2]
 .Buster Benson解释了为什么他在goo.gl/ds1ky记录自我跟踪视频。


[3]
 .参见busterbenson.com。


[4]
 .参见http：//quantifiedself.com/2012/12/buster-benson-why-i-track/。


CHAPTER 09 正念

自愿地，一遍一遍把游走的思维拉回来，是判断力、美德和意志力最根本的体现……而能够提高这一能力的教育就是卓越的教育。

——William James，《心理学》（1892）

让我们试想一个现代人的早晨：他穿好衣服，吃完早餐，把剩下的麦片放回冰箱，桌子上残留着洒出的几滴咖啡，期间他佯装在听孩子们说话，然后离开家出门，上车却发现忘带钥匙。我们发现，现代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感知当下状态的能力，在开车时需要自动导航仪，经常迷失在计划和重复的工作中。我们的注意力像女巫一样嗖嗖地飞向要做的所有事情，不断重复说着曾经说过的话，或者彩排着还未发生的事。当我们在吃饭、睡觉，甚至度假时，又有多少人还在想着工作上的事情啊？最糟糕的是，我们的电子设备也似乎在密谋反对我们。想象一下：漫长的一天结束时，你终于可以放松下来，听听妻子或丈夫的话，结果一封电子邮件提醒声突然叮咚响起，一丝丝压力袭来，你又不得不回去处理工作事务了。

对所有这些“走神”或“心不在焉”的人来说，问题的解药就是正念。研究表明，正念是一种广泛、非评判的即时意识，不仅可以减压，而且可以帮助人们做出明智的决定，提升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和身心健康。实际上，它就像一颗神奇的豆子，只要种下它，就会拥有丰富的精神资源。这可能就是正念练习在许多宗教传统中十分常见的原因，尤其是在佛教中。

佛陀可以说是第一个提出心理健康干预的人。在旨在帮助人们获得终极幸福的“八正道”方法中，其中一个步骤就包括正念。
[1]

 在过去的2500年里，传统佛教通过内观、坐禅和行走冥想等特定的训练来培养正念。Mark Williams和Jon Kabat-Zinn（2013）等人也开始转向研究这些实践行为，看它们是否可以得到科学验证，并将其整合到卫生保健、精神疾病和教育的干预措施中。

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首次使用正念训练。最重要的是，在1979年，马萨诸塞大学医学院的Jon Kabat-Zinn教授介绍了正念减压疗法（MBSR 课程）。MBSR 课程为期8周，已帮助成千上万的人减轻压力、减弱疼痛和改善抑郁（Kabat-Zinn，1990）。研究还表明该方法的效应量很大（Grossman，Niemann，Schmidt&Walach，2004）。

基于正念减压疗法，牛津大学的正念中心主任J.Mark Williams以及研究人员 Zindel Segal、John Teasdal 开展了正念认知疗法（MBCT）计划。该计划由英国国家临床优化研究所赞助，已被证实对治疗抑郁症有效，且能防止其复发并提升幸福感（Segal，Williams&Teasdale，2012）。

由于这项研究的诸多好处，很多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已经将正念训练作为职业发展培训的一部分。拥有越来越多的关注，也意味着接受越来越多学者的验证，现在每年都有大量的关于正念的研究发表（目前，正念研究指南
[2]

 已经编目了2500多篇论文）。

神经科学、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科学数据已经证实了正念对幸福的积极影响。在这一章里，我们将列举一些用于培养正念的“传统方法”和基于科学技术的策略，并介绍一些最新出现的技术是如何用来支持正念训练的。但是，在此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大脑的运作方式，看看我们的思维是如何影响我们的脑电波的。


关于正念的心理学概念



觉察和注意力


著名的禅宗老师和作家Thich Nhat Hanh（2008）认为正念是“不断地让一个人的意识专注于当下的状态”。事实上，意识的两个要素：觉察和注意力，是正念训练的核心所在。西方心理学之父（William James，1892）认为正念是一种能意识到当下正在发生的事的专注状态。同样，Kirk Brown和Richard Ryan（2003）也将正念定义为一种自然而然的特质，包括觉察和注意力两个组成部分。

觉察这个组件让我们不断监控内在和外部的世界。这就是Daniel Kahneman（2013）所称的“系统1”，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自动系统。而注意力指的是我们在瞬间的体验中所关注的焦点，可能是我们的想法、感觉、行为或周围环境。因此，根据时刻的不同，我们的注意点也会不同，可能是一朵花、伴侣或当前的焦虑。在正念中，这种注意力的一个基本要素就是不去评断。


不评断的正念


正念不同于前一章讲述的回顾反思，首先，正念是一种无反思和不评断的观察；其次，正念练习强调避免去评价、产生意见以及去分析认知。因为我们常常不自觉地将我们所感知的一切强加于人。Kabat-Zinn（2003）明确地提出正念的概念：“在当下的时刻，通过对目标的关注而产生的不评断的觉察”。

临床上，不评断、无反应的正念训练是至关重要的，它可以防止注意力转向批评或比较的想法，如想着“我不擅长这个”“我总是心烦意乱”“他比我好多了”。不评断有时也被称为“超然”意识（Speca，Carlson，Goodey&Angen，2000），Pema Chödrön（2007）称它为无条件的友好方式，意思是我们只是我们，我们身上不要贴上任何好或不好的标签。

这种消除偏见的方法也是区分正念和CBT的关键。CBT鼓励人们标记出消极的想法和感受，如“无益的”“非理性的”，并鼓励人们挑战和改变这些想法。相比之下，正念训练鼓励观察和接受那些消极的想法和感受，不鼓励对任何结果的反思和努力（Hamilton，Kitzman&Guyotte，2006）。不评断观察的一个目的就是获得对所有想法和感受的洞察，不管它们的内容是空的还是瞬间的。Nancy Hamilton、Heather Kitzman和Stephanie Guyotte（2006）指出，尽管CBT和正念训练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但它们会获得相同的结果，就像在MBCT中一样，这两种方法经常互为补充。


正念：状态还是性格


Brown 和 Ryan 认为有些人可能具有一种倾向于专注的性格特质，所以他们把正念当做一种自然而然的属性来研究。他们的研究表明，正念作为一种特质，对自我调节和幸福感有积极的影响（Brown&Ryan，2003；Brown，Ryan&Creswell，2007）。然而，他们同时也发现正念可以通过训练获得。MBSR 等成功案例，以及古老的佛教实践等正念相关的研究也印证了这一发现。总之，不管正念是性格特质，还是瞬时经历，都能对幸福感产生有益的影响。

因此，我们推断，技术或许能够参与其中，提供直接指导或辅助支持。但在此之前，我们要深入神经科学家的世界，以了解正念是如何改变大脑结构，影响大脑活动的。


正念的神
 经学解
 释

在一个功能磁共振成像分析仪里，一个和尚进入空灵的意识状态。研究者在他的头上贴了24个电极以便检测脑电波发生的任何微小变化。玻璃后面，一群激动的研究人员正在等待着fMRI仪器实时传来的脑波数据。在古代，冥想是最古老最系统的训练正念的方法。在一些人看来，正念练习可能很新奇，但早在人类在纸上写字之前，人们就开始接受正念训练，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现代佛教僧侣们仍然在参加这些训练并将其推广到全世界。幸运的是，这些僧侣也能满足神经科学家的好奇心，这便是为什么在麦迪逊（威斯康星州）的fMRI机器中会有僧侣们的身影的原因。

从神经科学角度看，长期冥想训练对人体生理有重大的影响。尽管利用脑电图（EEG）研究专业冥想者的工作可以追溯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但是直到近十年，我们才积累了正念练习对人体生理影响的更严格的神经学证据。

脑电图的研究发现正念冥想与可测量的脑电波的变化有关，如alpha波、theta波和gamma波（Lutz，Dunne&Davidson，2006）。Alberto Chiesa和Alessandro Serretti（2010）的报告指出，除了alpha波和theta波的显著增加，正念冥想还与前额叶皮层和前扣带皮层有关，而这些部位都与注意力有关。此外，长期的冥想训练可以增强这两个区域（特别是前扣带皮层和背外侧前额叶），或者说，正念训练可以增强相关的肌肉。

考虑到冥想似乎可以提升内感受性觉察，如果要从生理上来测量此时的正念水平，那么测量方法常常是让一个人来数自己的心跳。但是，Sahib Khalsa和他的同事们却发现关注身体情况感受的训练并不能让人更准确地自数心跳。那么到底应该如何测量正念程度呢？通常，我们会选择用一份调查问卷……


测量正念


虽然我们现在可以使用脑电图和脑成像来监测和研究正念，但是最简单，也是使用最广泛的方法是自我报告，即通过不同的研究小组建立的正念量表（各有侧重）来进行测量。

Brown 和Ryan（2003）提供了一个理论和实证的框架，其中包括一种可以用来衡量正念状态的个体差异量表（正念注意力觉察量表，MAAS）。MAAS包含15个陈述句，被试可以对每句的陈述进行1～6分的打分。如“我能够感受到一些情感并坚持一段时间不去理会他们”，或者“我常常走得很快，很少关注沿途的风景”。这些问题已经被大量研究证实有效，可见MAAS是一种有效的测量措施。

另一个广泛使用的量表是Freiburg正念量表（Walach，Buchheld，Buttenmüller，Kleinknecht&Schmidt，2006）。初期，这个量表用来测量有经验的冥想者，但是后来的版本可以用来测量没有经验的冥想者。其他的量表还包括Kentucky正念量表，认知和情感正念量表，Southampton正念问卷，五面正念问卷，Philadelphi正念量表和Toronto正念量表。Ruth Baer（2011）对这些问卷进行了汇总和分析，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Ruth的这个研究。

幸运的是，这些问卷和心理学测量以及神经学测量都有良好的相关性。尽管如此，研究人员仍然认为这些测量方法不够完美，需要进一步的发展来发现缺点并设计出解决方案。


测量正念对幸福的影响


正念训练的终极目标是人的幸福（无论是减少疼痛的体验，还是预防抑郁，治疗焦虑或是其他疾病）。为了测量正念和幸福之间的关系，Brown 和 Ryan（2003）已经综合使用了多种量表，包括CES-D量表和Beck抑郁量表（用于测量抑郁症）、积极和消极情感量表以及情感基调尺度（用于测量主观幸福感）、还有两个测量幸福的量表和两个测量身体健康的量表。

这些研究表明，正念（由MAAS测量）与自我调节和幸福感之间有显著的相关性。此外，为了解决回顾性自我报告的局限性，Brown和 Ryan 增加了另一种体验抽样的方法，通过寻呼机向被试发送提醒。MAAS 既可以用来评估正念的性格特质，也可以用来评估正念的状态，这里的“性格特质”指的是不同人内部差异的度量，而“状态”指的是一个人状态的变化。特质和状态都是独立的因素，二者都有有益的影响。Matthew Killingsworth和Daniel Gilbert近期的一个研究中指出了Brown和Ryan的研究的一些局限性（如被试的人数，采集的数据量和收集数据的时间）。他们在后续研究中尽管也使用了体验抽样法，不同的是，由于技术的进步，传呼机改成了手机。为了研究正念是否是幸福的一个因素，他们创建了一个手机应用程序（参见trackyourhappiness.org），用于在一天中周期性地打断被试并询问以下三个问题：

· 你现在感觉如何？（1～100分）

· 你现在正在做什么？（含有22项的常见活动选项） （Kahneman，Krueger，Schkade，Schwarz&Stone，2004）

· 在你做事的同时有想其他的事情吗？（没有；有，一些开心的事；有，一些不开心的事；有，一些中立的事）

该应用程序收集了年龄在18岁到88岁，来自83个国家的5000个人的250万份样本。在这些样本中，他们分析了来自美国的数据（N=2250），研究结果很惊人，具体如下：

（1）人们走神的时间占了一半。我们在平均46.5%的时间里，没有专注于正在做的事情，而是在思考其他的事情。在特定的活动中，至少有 30%的时间是这样的。有趣的是，我们是否介意走神，与我们所从事的活动息息相关。

（2）不管人们当时在做什么事情，当他们思想游荡时，人们就会不那么快乐了。在这期间，42.5%的时间用于想积极的事情，26.5%的时间用于想消极的事情，还有 31%的时间用于中立的事情。关键在于：比起专注于手头的工作（不管它是什么），即使想积极的事情，人们也并没有感到更快乐。换句话说，堵车时幻想一个热带岛屿并不会比专注于堵车更快乐。

（3）从预测的幸福体验上来看，人们所想的事情比正在做的事情重要得多。被试正在做的事情仅仅可以解释 4.6%的幸福感差异，而走神则可以解释10.8%的幸福感差异。

（4）最重要的是，这个研究证实走神是不快乐的原因，而非结果。

显然，走神是与正念截然相反的心理活动，它代表人们手上正在做一件事，而心里却想着另一件事。这会让人们想到多任务处理。那么这种情况是否也会减少正念以及一定程度的幸福感呢？事实上，有一项研究对此假设提供了证据。

最近的一次针对3000多名8～12岁女孩的调查（Pea et al.，2012）发现，媒体多任务处理（如看视频、玩游戏、听音乐、发短信和打电话）与幸福感呈负相关。具体来说，就是参与者越多，她们的感受会越糟。与之相反，研究发现，面对面的社交活动与幸福感呈正相关。此外，另一项研究（Becker，Alzahabi&Hopwood，2013）对318名大学生进行了调查，发现媒体多任务处理加剧了抑郁和社交焦虑的症状。

实际上，多任务研究和积极计算尤其相关，因为当前的技术积极协助人们实现并行操作，这可能是由于大多数数字设备被认为是提升生产力的工具。尽管大量证据表明多任务处理会降低表现，但其仍被认为可以提高生产效率（Wang&Tchernev，2012）。

数字化多任务处理使得我们经常分心。每当我们有几秒的停顿时（如下载一个文件、路过一个杂货店），我们会立即找东西去填补这一时刻，而手机使这一切成为可能。我们的大脑似乎十分喜欢沉浸在忙碌中，即使它在休息的时候。我们一次又一次对当下焦虑的意识做出反应，迅速寻找新的想法（我能计划什么？我应该检查我的日程安排了），而不是专注于当下的事情。讽刺的是，这样不仅会降低效率，也不利于我们的幸福感提升。

现代设备被认为是多任务处理的帮手，越来越多的电子设备导致越来越多的并行应用窗口。如果多任务处理确实会减少人们的幸福感，那么积极计算的研究者们就需要开发提升生产力又不影响人们幸福感的工具。

大量的研究证据表明正念能提升幸福感，因此，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在积极计算中支持它。然而，我们应该如何支持用户获得如此因人而异及发自内心的体验呢？为期 8 周的项目不太可能成为最好的模式，因为用户不太乐意参加技术型密集医疗干预。


培养正念的措施



正念训练和冥想


Jon Kabat-Zinn（1990）设计的为期8周的正念减压疗法（MBSR）项目是基于冥想、瑜伽和每周的调查训练的集合。冥想练习包括把注意力不评断地转移到我们的思想、感情和身体的感觉上。针对MBSR项目的一项20个独立评估元分析（Grossman et al.，2004）发现，所有干预措施都有大效应值 0.5（p
 ＜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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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系列成功的记录使得该项目遍布世界200多家机构。

基于正念的训练项目和基于正念的 CBT 项目都包含了多种策略，如正念冥想。对于正念冥想来说（文献中叫做MBM），已经有多种方法来指导练习者训练，如身体扫描法（有意观察并放松你身体的每个部位），或者使用比喻（简单的观察你的思想，就像看云彩穿越空中一样）。佛教通常采用观察呼吸的方法来将游走的思绪带回到当下。例如，当你发现走神时，把注意力集中在你的呼吸上，观察它的一进一出。这个方法并不是鼓励人们全神贯注于呼吸上，而是通过简单平稳的呼吸让注意力回归到当下。

正念冥想的核心在于训练自己的大脑，当它一次又一次游走时，把它带回到当下。正如Pema Chödrön（2007）所说的那样，通过冥想，我们可以锻炼自己不断将游走的思绪集中于当下。

虽然许多技术让我们越来越分心，但依然有许多新兴的项目被开发出来帮助我们进行正念训练，如提供冥想指导或者使用视听刺激将游走的思绪带回到当下。


教育策略


尽管早在19世纪，William James就已经意识到正念训练对教育的价值，但是我们现在才看到正念训练进入课堂中。政治家、学术管理者和教育工作者逐渐得出结论：在学校推广正念项目是值得被重视的。

来自俄亥俄州的民主党国会议员Tim Ryan（2012）已经分享了他关于正念可以改变学校教育、医疗体系、军队甚至国家的观点。他认为：正念是提升社会情感的一个重要技能，它可以很好地解决冲突，作出负责的决策，获得更好的人际关系，设定正确的目标，以及促进培养自律。Ryan 与伊利诺伊州的共和党女议员 Judy Biggert一起发起了一项立法，将社会情感的学习引入学校。

正念教育协会（在教育中推广正念的一系列相关组织和个人）统计了将正念列入课程的学校或教学项目，并形成了一个详细的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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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既然科学家们已经证明了正念和幸福的因果关系，相信在未来，我们应该会看到越来越多新的计划：通过学校教育或公司培训将正念训练或其他正念干预方法融入到人们的工作、生活和学习中，不过这需要政策制定者和管理者认识到其真正的价值。


干预的生理反馈


如前所述，正念状态和人体不同的生理信号之间存在相关性（Chiesa&Serretti，2010；Lutz et al.，2006）。于是，一些研究者开始研究这些信号是否可以用来作为正念训练的反馈。生物反馈系统可以记录人们的生理信号并以视听刺激的形式实时地反馈给用户。这些信号包括脑电图、心电图或呼吸等信号。通过同步接受这些实时反馈，被试可学习并采用某种条件反射来改变监测到的生理因素。

早期的一些证据证明，生物反馈系统可以促进正念或者与正念相关的因素，如减压、情感意识、头脑清醒和意识丧失等（Plasier，Bulut&Aarts，2011；Stinson&Arthur，2013；Vidyarthi&Riecke，2013）。这些研究表明，生物反馈系统也许可以为未来的研究和发展提供帮助。

尽管在过去的几年中，生物反馈系统的传感器在大小、价格、可用性方面不断地发展进步，但是绝大多数的实验依然是侵入式且昂贵的。积极计算应对这一挑战的可行方法是用常见的数字技术有效地促进正念及其训练。


培养正念的数字化技术


从听交响乐到柔和的指导语，这些技术支持的正念训练，尽管还在初期阶段，但是已经惊人的多样化了。当前围绕正念练习的技术主要可以分为三个类别：

①专注于指导的课程（课程、练习或冥想）；②社交网络和具有分享功能的技术；③具身体验，一般基于生物反馈技术。已经有许多应用程序为了促进正念而设计，围绕上述三个类别，下面我们选几个例子来进行说明。


指导课程


Smiling Mind 是通过互联网和移动应用程序提供一系列正念训练的活动集合。就像其他视听教程一样，它提供了一系列指导冥想训练的录音，可以为不同的人群量身定制指导内容（如针对学龄儿童的课程计划以及针对企业员工的培训计划），对于每一个计划，重点都是开发高质量的课程和材料。

其他的指导案例主要针对职场员工减压。牛津大学的 Mark Williams和他的团队（Krusche，Cyhlarova，King&Williams，2012）利用MBSR和MBCT项目进行了在线效果评估，并使用感知压力量表（Cohen，Kamarck&Mermelstein，1983）来衡量项目的效果，结果发现在线正念训练可以显著降低压力，甚至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都有效果。


正念训练的社交属性


像 Mindfulnets 这样带有社交属性的正念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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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允许用户与他人分享自己正在进行的体验。用户需要填写两份问卷，感知压力量表和五面正念问卷。尽管问卷的回答不会用于个性化交互（也许将来是一个有趣的功能），但是它们可以用于衡量干预的影响，这对用户（作为改进的证据）和组织（作为有效的证据）都是有用的。

Mindfulets一个有趣的特点就是结合了Facebook。用户可以对他们的进展发表评论，这些评论对游客也是可见的。另一项功能是可以显示上述两个问卷的数据结果。这些功能具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分享体验可以增加用户的动力；另一方面，用户可能倾向于与他人的比较，并对自己进行评判，而这被认为是正念的一种破坏行为。可能是由于被试的人口统计分布小而稀疏，在线正念干预只获得一个小尺度效应（Quintana&Rivera，2012）。

Morledge 等人（2013）的一项研究对比了以内容为主的正念干预和结合了社交讨论功能的正念干预，结果重现了其他研究中正念干预带来的积极影响：“两种干预都显著地降低了人们的压力，而具备社交属性的干预改善了一些被试的治疗体验。这些结果与来自被试的反馈表明，更广泛的结合社交属性功能的干预会带来更大的好处。”

目前，我们需要更多的研究来验证社交互动和分享是否有利于正念练习和干预。如果真是这样，我们还需要知道哪一类型的社交属性是有帮助的，哪一类型是有害处的，对什么样的人有用，基于何种环境以及如何设计这些特征才会产生好的影响。


具身体验


很少有人探索过支持正念的具身体验，但也有例外。实际上，Mindfulnets 里的正念呼吸训练就包含一个简单的具身特征，当计时器运行时，用户随着每次的呼吸点击一下鼠标。

为了获得更彻底的体验具身，我们不妨试试声波摇篮。在声波摇篮实验里，你被悬挂在一个像吊床的“摇篮”里，胸上绑着一个可以监测呼吸的带子。你的呼吸模式被用来形成黑暗的隔音空间中的声音。这个声波摇篮由交互设计师和音乐家Jay Vidyarthi创作，可以给人一个身临其境的正念冥想体验，特别适用于初学者（Vidyarthi&Riecke，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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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定性调查发现，这种体验会让被试体验到正念冥想的主观感受要素：清晰的头脑和意念消失。

但是正念觉察并不局限于冥想的情境，其实可作为一种生活的方式。佛教僧侣们一般会将正念融入到走路、吃饭、清洁和生活中。目前，正念饮食越来越受到主流人群的欢迎，Google 公司最近就邀请了Thich Nhat禅师指导他们的员工正念饮食。

此外，日常生活中还有一些技术促进正念的例子。例如，“呼吸—行走”感知系统就使用智能手机帮助初级冥想者练习行走冥想（Yu，Wu，Lee&Hung，2012）。同样，还有“慢地板”采用具有压力传感器的地面和声音来促进人们身体运动的意识（Feltham&Loke，2012）。

HAPIfork 是一个商业产品，当你吃得太快时，它会通过震动来干预你进餐的时间。这个电子餐叉不仅可以促进正念饮食（以及相关的减肥），还可以当做一种数据收集工具，记录你吃完一顿饭的时间和速度。它还与应用程序相连，将你的饮食数据与睡眠、膳食和休息时间联系起来，然后通过叉子收集的数据以及自我报告数据，为你提供指导意见。

从地板到叉子，我们已经很清楚地从冰山一角看到了如何使用“具身”来在冥想和日常活动中支持正念的。但我们还需要一段时间来了解哪些方法是有效的，哪些是在做无用功，甚至起到反作用。我们也了解在不同的情境、不同的体验水平和文化之间存在差异，但无论如何，在未来的发展中，具身研究将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有趣领域。


游戏可以用于培养正念吗？


虽然有一些网站认为普通的电子游戏可以训练正念，但是他们混淆了正念和专注。我们可以很专注地玩数小时的游戏，却不知道我们周围发生了什么。我们玩游戏是在努力实现一个特定的目标，但努力专注并不是正念。正念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无为”（Williams&Kabat-Zinn，2013）的方法，它促进开放地接受和觉察，所以与目标设定显然是完全对立的。这确实给游戏化正念带来了挑战。你会玩一个没有目标的游戏吗？那它还是一个游戏吗？基于此，我们认为，游戏更适合训练正念的某个技巧，如重返呼吸。事实上，这也正是最早的正念游戏实验中采用的路线。

来自威斯康星州麦迪逊的研究人员和开发人员设计研发了一组游戏项目，叫做游戏+学习+社会（GLS），旨在为正念和其他幸福相关的技能提供实践。其中有一款叫做Tenacity的游戏，要求玩家每次呼吸的时候都要轻拍一下 iPad，然后不断增加难度来减少分心，到第五次呼吸的时候需要轻拍两下 iPad。GLS 的研究人员中，神经学家Richard Davidson结合人们的行为、结构和基于fMRI的测量方法研究了电子游戏对人们心理的影响，这个方法无疑会为积极计算的研究者提供重要见解。


设计启示



分心vs指导


在日本的寺院，住持自愿为那些需要关照的人们提供慷慨的服务，他在大厅安静地走来走去，当发现有人走神时，就用棍子敲击一下他们的肩膀，让他们的思绪重新回来。尽管如此，有些人还是喜欢相对温和的提醒方式，如冥想钟声或者清晨的锣声。从棍子到锣，这些方法都是一些简单的方式让你把游走的思绪带回到当下，因此，有理由相信科技也可以提供类似的服务。如果错误的响起哔哔声会惹人恼怒，而用棍子又可能会导致脏话，那么，我们如何从吵闹的哔哔声中分离出合适的钟声？如今，至少有两个方法是可行的，那就是自主性和极简主义设计。

首先，在自主的情况下，使用棍子提醒究竟是一种侮辱还是一个鼓舞人心的帮助，取决于你是否同意这么做。对于软件设计来说，我们要尊重用户的需求，如用户可以设置限制，申请变动或者以其他方式参与到相关环境或服务中去。毕竟，它最终是一项提高自主性的活动，人们试图培养正念，也是为了提高自我调节的注意力。

其次，我们有理由相信，极简主义对支持正念的设计至关重要。我们已经讨论了现代数字环境是如何不断地分散人们的注意力。我们也发现冥想场所和静修环境对正念训练非常有效，因此，引入额外的干扰是适得其反的。当然，当我们不断提高正念能力的时候，我们可以排除这些干扰，但很少有人一开始就达到这个水平。不过也有例外，如一个特定的训练项目（Tenacity）故意引入干扰来训练被试的注意力。

极简主义也意味着巧妙。你可能会说禅宗大师的棍子并不巧妙，但它至少是简单的、直接的和不频发的。一般来说，传统的锣和钟等方法并不是频繁使用的，而是通过音量的递增，进而沉默来轻轻地让人们从遐想中回到当下，本身的意图并不是让人们受到惊吓或分散他们的注意力。


使用听觉或触觉反馈


铃和钟作为支持正念和冥想的有效工具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在现代术语中，它们可能会被描述成听觉或触觉反馈。另一种形式的触觉反馈来自冥想的姿势，这种姿势需要将双手合起放在膝盖上，并保持大拇指近距离相对（Chödrön，2007）。这个聪明的反馈机制可以让你知道是在打瞌睡（当拇指塌下来）或者用力过猛（拇指叠在一起）。

之前提到的现代案例，如声波摇篮，已经成功地使用听觉反馈来表示生理信号。还有一个听觉反馈的例子就是中国西藏的“歌唱碗”，这个碗也启发了菲利普斯的团队设计了一个电子歌唱碗（Plasieret et al.，2011）。这个碗可以产生合成的锣声或单耳节拍（此节拍被证明可以触发人们的松弛状态），它并不是用来支持正念的，而是帮助人们放松。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极简主义设计也是适宜的，因为研究表明，用户对奇异的声音、音量过大的声音有厌恶感，这可能是因为冥想通常是在静默中完成的。


支持不评断


我们已经指出在冥想和正念训练中引入某种目标驱动的特征，如跟踪或目标设定，会有潜在的缺点。尽管这些特征在其他情境中可能非常有效。我们还强调了正念的“无为”，这使得目标设定具有问题。因为目标设定会让人们相互比较，比如“我这个月几乎每天都在练习“正念”，或者“我不相信他冥想次数有我多”。

Jon Kabat-Zinn（2003）解释说，在 MBSR项目中，即使客户的期望、目标和抱负非常真实而有效，也要鼓励他们抛开，至少在短时间内抛开这些想法……尽量维持当下的状态并尽可能有意地去学习不评断。因此，为了支持正念，我们需要放弃目标设定、抛开期望和奋斗。

然而如何协调生活中的目标和追求以及人们在正念中的“无为”状态？Kabat-Zinn认为这并不是让你放弃生活中所有的目标和期望，而是在正念练习的时候放下目标和执著的追求。佛教和瑜伽练习在两者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它们鼓励人们许愿或设置意图，但这些愿望和意图十分模糊，没有量化，可以容易释怀。

举个例子，一个意图可能是“每当我今天走神时，我要将思绪拉回到当下”，而不是“我这个月要进行20小时的冥想训练”。此外，每个人可以设置自己的意图，不一定要参考其他人的意图。支持自我同情也有助于平衡这种情境下的斗争和评判倾向。Kabat-Zinn（2003）提出教师因材施教的能力可以解决无为和真实意图之间矛盾，在我们的案例中，便是需要设计师的因材施计了。


不断练习你要教的东西（或要设计的东西）


尽管正念看起来没有任何缺点，最起码没有任何报道说有负面影响，Kabat-Zinn还是提出了可能存在的缺点，那就是在临床实践中，科学家们和技术人员对正念的极大兴趣可能导致这些人还没有完全练习好正念，就开始研究和设计正念。Kabat-Zinn（2003）在一个详尽的评论文章中警告大家：


对于那些抱着极大的热情和兴趣想进入正念领域的人来说，认识到正念的本质和特征是至关重要的。不能简单地认为正念是有前途的认知行为技术或训练，也不能将其脱离情境、强行插进行为学研究范式中，进而期望获得可喜的变化或修复坏掉的东西。


具体来说，他建议我们在教授正念或培养正念前，先要系统地进行正念练习。他还警告说不能要求用户做我们都还没有做到的事情。

Kabat-Zinn（2003）还警告说，“如果研究正念或设计正念产品的人太忙或对正念不感兴趣而放弃练习时，可能会导致所教授或所设计的正念流于表面，失去本质精华，还可能将正念弄得像放松策略、认知行为训练或自我管控练习一样。”

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对科技热情过度，努力地将技术融入到正念训练中，或者是为了量化目标或美学价值而妥协正念的关键原则。总之，我们需要谨记的是，当谈到正念的时候，不要仅仅是纸上谈兵，而是要不断去练习它，实践出真知。


 专家观点——关于正念的技术



在线正念


计算机已不仅仅是计算机，它已融入人们的生活。

——Nicholas Negroponte,Being Digital


在牛津正念研究中心，我们教人们如何抛去不想要的思绪，如何安静地坐着以及如何将思绪专注于当下。在牛津大学的精神病学学院，我们与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一起合作，通过正念预防人们抑郁并提升人们的潜能。正念在预防严重的抑郁和情绪困扰方面已被临床验证非常有效。此外，我们也开展了正念在治疗其他疾病方面的工作。我们还利用脑成像技术与认知实验科学来研究正念的作用以及适用的人群。


Adele Krusche和J.Mark G.Willaims，牛津正念中心，牛津大学



我们生活的社会和正念疗法看起来截然相反。就比如让人们平静地坐着，什么也不干，似乎很多人就做不到。因此，我们更需要通过正念训练来帮助人们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

问题是当我们要参加正念课程时，可能需要从几英里外的家里赶过来，也许我们正在工作或者要去学校接孩子，对于某些残疾人来说也很难到现场学习。于是，我们设计了在线正念，它让人们可以在家里通过网络学习正念技巧。

这也并不是说在线正念疗法适合于每个人，我们目前也在探索它的有效性。初步研究表明，基于网络的正念训练可以减少人们的压力、焦虑和抑郁。我们还不是很了解这些在线学习的人，但是我们期望找到那些在线学习没有效果的人。如果人们从这门课程中获得的效果和在线CBT以及一些面对面课程的效果一样，那我们就有必要继续研究和开发在线疗法来帮助他们。这些基于互联网的干预，让你足不出户，只需在电脑前花费一点时间，就可能会让你变得更加幸福。

想要了解更多，可以参考Krusche等（2012）的文章。对于在线正念，一个基于网络的正念课程可行性的初步评估及该方法对压力的影响可参考BMJ Open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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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个步骤分别是：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2]
 .研究指导参见mindfulexperience.org.


[3]
 .这代表着MBSR干预方法与幸福之间的关系很大。


[4]
 .见website mindfuleducation.org.


[5]
 .见mindfulnets.co.


[6]
 .虽然感受完整的体验需要摇篮和隔音室，但你可以在jayvidyarthi.com窥见一斑。


CHAPTER 10 同理心

米罗是一只灰色的小老鼠。它的第一个记忆是在一个小笼子里吮吸着母乳。从它记事开始，一个穿着白大褂的人都会定期来看它，将小球、玩具和电极片等东西带入它原本孤独而又单调的生活。两周前，米罗的生活发生了改变，它得到了一个“礼物”——美丽小白鼠卢拉。它们一起玩耍，在笼子里互相追逐，甚至有时一起窝在角落里取暖。卢拉来了之后，米罗的生活变得美好起来，渐渐地，米罗发现，当卢拉受伤时，它也会感到心痛。但有一天，那个穿着白大褂的人走了过来，打开了笼门，用一个锋利的东西捏住了卢拉的脖子……

我们使用名字、情感标记等将实验室两只白鼠的经历变成了一个可以移情的故事。其实就像农民不会给自己饲养的猪起名字一样，在实验室里，米罗可能被称为小鼠 456b。但米罗的故事不仅仅提供了一个移情的线索，Dale Langford及其同事（Langford，2010；Langford et al.，2006）还测试了小鼠行为与疼痛敏感性之间的相互作用（分为陌生鼠与熟识鼠两种情况），开创性地揭示了老鼠的同理心证据。具体来说，他们的工作证明了老鼠可以感受别的老鼠的痛苦，当看着别的老鼠痛苦时会增加观看老鼠的疼痛敏感性。老鼠通过面部表情来表达痛苦，当雌性老鼠看到痛苦的同伴时，她们会靠近同伴，提供某种安慰镇痛的效果（Langford，2010）。

如果你惊讶于动物也有同理心的事实，说明你对动物还不了解。因为大多数人一般认为同理心是人类独有的特质，但我们往往低估了其他的动物具有的这一特质。当然，这种以人类为中心的观点可能是实用主义的副产品。人类之所以对动物的同理心置若罔闻，是因为我们会把它们用作食物、服装和科学实验，如果我们对动物的同理心感受更强烈一些，那它们吃起来肯定就不会那么美味了。比如，大多数人（除了少数文化传统外）都不愿意吃狗肉。这并不是因为狗比猪更聪明（因为猪是非常聪明的动物），而是因为大多数人都已与驯养的狗建立了感情。它们是人类家庭的一部分，我们每天都能看到狗与我们相似的地方，我们能感受到它们的喜悦、恐惧、以及渴望得到爱和关注的情感。

同理心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譬如在纳粹的宣传中，同理心因刻板印象、人格解体的滥用而被刻意侵蚀。实际上，同理心是由文学、艺术和社区建设工作共同培养而成的。它常常用来感受人们的负面情感（如痛苦），但它同样适用于分享积极的情感。其实，同理心是动物经过优胜劣汰的进化结果（de Vignemont&Singer，2006），它的各种神经学基础正被慢慢揭示出来。

同理心是人类的一个美好品质，它对于健康的人际关系、个人的幸福和成长都十分重要。值得注意的是，从自闭症儿童的管理工作到虚拟现实游戏，一些鼓舞人心的技术已经专门被研发出来以培养人们的同理心。正是出于这些原因，我们特地用一个章节来讲述同理心的科学基础，以及一些基于心理学、艺术和科技来培养同理心的策略。


了解同理心


同理心是人类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换位思考，我们可以更真实地理解对方的经历。关于同理心的科学定义一直难以确定，这也说明同理心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包括情感识别、换位思考和观点采纳（Singer，2006）。《社会工作字典》将同理心定义为“感知、理解、体验和回应另一个人情绪状态和想法的行为”（Barker，2008，引用自Segal&Lietz，2010）。

这一定义表明同理心包含认知和情感两个方面。认知同理心（通常被称为“心智理论”）是识别他人情绪和意图的能力。情感同理心则是我们分享他人感受，并对其感受或想法给予适当反馈的能力。两者的区别在于它们分别依赖于大脑中不同的神经回路（Singer，2006），这也就意味着两者可以独立培养。例如，反社会的人可能有良好的认知同理心，使他能够有效地说谎、游说、结交朋友，但没有情感同理心，他就无法对内疚或悔恨之类的情绪做出回应，而这往往会导致暴力行为的发生。相反，那些自闭症患者可能只有较差的认知同理心，使得他们很难辨别他人的想法与感受，但当别人痛苦时，他们却能感同身受。

最近一系列对同理心相关的神经科学证据已经开始将我们对同理心的理解具体化。Jean Decety和Yoshiya Moriguchi（2007）结合心理学和社会神经学的研究，提出了一个具有四个模块的同理心模型：

（1）自己与他人的情感分享
 ；

（2）能够区分自我与他人的自我意识
 ；

（3）可以从他人角度来看待问题的心理灵活性
 ；

（4）与情感相关的感受的调节过程
 。

我们相信，未来会有一个跨学科的关于同理心的学术定义，但对于积极计算而言，更为关键的是，同理心是内在本质，还是可以培养的特质？如果不是内在本质，那么如何培养呢？


培养同理心


有证据显示，先天和后天因素都在人类同理心的发展过程中有着重要作用。影响同理心的因素很广泛，包括父母的遗传，早期的生活经历，饲养宠物的经历，同步运动和冥想练习。可以明确的是，通过学校的干预项目或者一些数字化虚拟体验，同理心确实是可以培养的。

在一项关于服从的标志性心理学实验中，Stanley Milgram （1963）要求被试对陌生人施以电击，以调查被试对权威的服从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让他们逾越自己的同理心、违背良知。这个实验的目的是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普通人会积极地参与“二战”期间的大屠杀暴行。

虽然战争、领导人的感染力和鼓动人心的宣传都是同理心研究的重要部分，但是积极计算最需要做的是基于普通人生活环境的研究。例如，家庭和学校对学生同理心的促进或抑制效果是巨大的。幼年时期父母的关注与爱护已被证明对人的认知同理心和情感同理心的发展至关重要（Farrant，Devine，Maybery&Fletcher，2012）。父母的同理心缺失不仅会导致养育的疏忽，而且会导致孩子同理心的缺失，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后患无穷。因此，通过在学校开展培养高危青少年同理心的项目，可以预防儿童虐待、欺凌和犯罪的发生。


同理心与艺术


艺术的重要性在于它具有非凡的能力来拓展我们的视野，丰富我们的体验，从而加深我们的同理心和同情心。无论是通过观看电影《辛德勒的名单》来目睹人们的暴行，还是通过读诗来感受奥登表达的失落感，抑或是通过狄更斯的小说穿越到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街头，或者通过一幅蒙克的绘画而感到痛苦还是回味奥蒂斯·雷丁歌曲中罕见的诚实和美丽，伟大的艺术都具有无与伦比的能力，它们能够跨越时间、空间和语言的界限，使多种多样的体验成为可能，从而促进个人的成长。此外，伟大的艺术不仅会让我们感受到受压迫者的痛苦，也能让我们体验到压迫者的痛苦。莎士比亚等知名作家的作品之所以经久不衰，是因为在他们的作品中即使反派也是复杂的、富有人性的，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了解到他们道德败坏的种子是如何种下的（就如 Milgram 实验所展现的那样）。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艺术是人们（了解自己和他人）最伟大的盟友之一，而艺术的最伟大盟友可能就是同理心了。

总体来说，用技术培养同理心的方式可能会和艺术常用的情感导控和非言语的方式迥然不同。不过，在叙事或角色扮演性质的数字游戏领域，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些重叠和融合。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涉及。


同理心的快乐


在西方文化中，同理心完全被低估的方面是同理心快乐。因为同理心通常被认为是感受另一个人的痛苦，德语schadenfreude
 （悲天悯人）已经被很多语言挪用，来表达“感受另一个人痛苦”的概念。然而，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并没有去寻找一个词来表达“感受别人的快乐”。

虽然我们无法用词汇表达同理心快乐，但是我们经常会体验到这种感觉。我们分享儿童的天真快乐，我们听到兄弟找到一份好工作或最好的朋友找到真爱时，都会欣喜若狂，我们在婚礼和新生命诞生时会喜极而泣，听到别人的笑声也会情不自禁地微笑，这些都是同理心快乐的例子。

同理心快乐在佛教心理学中受到相对更多的关注，mudita
 （梵文意为“感同身受的喜悦”）被认为是最崇高的精神状态之一，也是最理想的幸福精神状态之一。据佛教大师 Ven Nyanaponika Thera （1999）所说，这些状态可以“消除社会障碍，建立和谐社区，唤醒早已被遗忘的慷慨、早已被人们忽略的喜悦和希望，促进人类的兄弟情谊”。那么，科技可以用来培养或促进同理心快乐吗？最近的研究表明，我们正在失去同理心，所以这是非常有必要的。


同理心在衰退吗？


正如在自我意识章节中提到的一些证据表明，在过去的30年里，人们的自恋倾向、同理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项针对美国大学生的跨时间元分析（Konrath，O'Brien&Hsing，2011）中显示，同理心受到的研究关注正急剧下降。尤其是对于积极计算，从2000年开始，这种下降尤为明显。这一趋势与新媒体的发展趋势有关，让人不由得去推测两者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关系。

人们激烈地讨论着自恋现象的明显上升和同理心的大幅减少，虽然这种现象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解释，但是与越来越多的数字环境是脱不开关系的。例如，有明显的证据表明，暴力游戏会减少人们的同理心并使玩家对暴力麻木不仁（Anderson et al.，2010），而亲社会游戏会增加人们的亲社会行为（Gentile et al.，2009）。这些发现对于积极计算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游戏在数字体验中的比例越来越大，因此从一个更高的层次和角度去看电子游戏的心理影响会更有意义。为此，Katherine Buckley 和 Craig Anderson（2006）提供了一个基于学习的理论模型来帮助厘清电子游戏的正负面影响。

社交媒体同样让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网络欺凌或经验分享，科技可以从许多方面减少或增加人们的同理心。可以明确的是，数字技术对我们有非常显著的影响，而这个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取决于我们如何使用它。

从积极计算的角度来看，预防性设计是必要的。预防性设计指的是将那些对同理心有负面影响的功能识别出来，删除或再设计。除了预防性设计，还有更加积极的方式来设计专用的功能或系统来增加用户的同理心。

科技对我们的同理心培养有一个潜在的负面影响，那就是它会导致的面对面交流的缺失，而这对同理心的培养十分重要。许多肢体语言，如手势、面部表情和语气，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在面对面的情况下对别人感受的理解，而这些从计算机层面来说是完全没有的。Mihaly Csikszentmihalyi 认为，这个问题的深层含义可以理解为多元性的缺失，这抑制了人类从与他人在互动中成长的能力。

因此，从积极计算的角度来说，培养同理心技术的最大挑战将是消除现存科技设计中存在的交流障碍。有些人通过科技来产生类似于面对面的效果，还有一些人通过提高计算机系统的能力，将非语言线索放大或转化为其他方式来表达。无论是哪种方式，我们都需要一种方法来评价我们的工作，为此，我们需要知道测量同理心的方法。


同理心测量


由于同理心缺乏精确的科学定义，所以测量方法也难以统一。尽管如此，仍然有许多的测量措施，其中一些针对特定的人口统计学资料或背景，还有一些只测量同理心的特定方面（情感方面或认知方面），但最常用的是 Mark Davis（1983）在20世纪80年代初发明的自我检测报告，它能够同时测量同理心的两个方面。

另一个最常用的方法是由剑桥大学的著名自闭症研究者 Simon Baron-Cohen发明的同理心指数（Baron-Cohen&Wheelwright，2004），这个自我报告量表包含了60个问题，这些问题已被很多研究证明了有效性（Lawrence，Shaw，Baker，Baron-Cohen&David，2004）。它是一个多选的调查问卷，虽然很长，但可以轻松地在线完成。它通常用来测量同理心干预措施的影响，并经常与其他方法相结合使用。

Karen Gerdes、Elizabeth Segal和Cynthia Lietz（2010）指出，自我陈述是目前最常用的同理心测量方法，但是这种方法很难告诉我们同理心的感知准确性（因为你很难知道你误解了别人的情绪）。因此，他们建议用三角法或比较法来进行验证。他们还总结了同理心研究的历史发展，以及基于自我观察和神经影像学的多种测量策略。


培养同理心的策略和措施


有许多“训练”或刻意培养同理心的项目，它们有时会作为一种促进沟通的技能，包含在医生、护士、社会工作者及其他职业的教育课程中。有时会作为一种预防措施，用来预防高危人群的心理健康问题、欺凌甚至是暴力犯罪的发生。还有一些干预措施用来减少人们的偏见和歧视。显然，培养同理心能在很多方面达到减轻、预防和促进等积极目的，但是它和幸福有直接的联系吗？

同理心的缺乏与多种精神疾病有关这一事实反向证明了同理心和幸福之间的关系。但即使排除这些相对罕见的情况，同理心的缺乏会抑制社会关系的发展，从而直接影响人们的幸福感。一项研究（Thomas et al.，2007）发现，幸福感的下降与同理心的下降有关，这种现象常常发生在医学学生的训练和实习期间。此外，有人认为同理心是情商的支柱，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增加情商的方法挪用到提升幸福感的研究中去（Gallagher&Vella-Brodrick，2008）。

通过培养同理心来促进幸福的干预措施还有待开发，而此时，增加同理心对幸福的价值源于它能减少与科技相关的不健康行为，如网络欺凌、自我比较和嫉妒等。

培养同理心的干预措施的研究非常复杂。一方面，有一些明确的操作指南，如Roman Krznaric的“高度同理心的六种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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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这个指南的准确性不言自明，但是它缺乏科学的验证。在同行评议的期刊上，已经对同理心干预的一个子集进行了彻底的评估，并且在独立随机对照试验中评估了一个更小的子集。这些研究已经显示出了一些评价干预措施所面临的挑战。

在一项研究中（Owens，Granader，Humphrey&Baron-Cohen，2008），研究人员对乐高治疗组、社交语言方案组和一个无干预的对照组进行了比较。被试是一些患有高度自闭症和阿斯伯格综合征的学龄儿童，与一般人群的情况类似，结果显示了使用多种评估方法的重要性。例如，在自闭症特定的社交互动评分上（Gilliam 自闭症评定量表），乐高治疗组的分数高于其他组。在异常行为评分上，乐高治疗组和社交语言方案组的结果都比对照组好，而对于交流和社交技巧并没有明显更好的趋向。

读心术：由Simon Baron-Cohen创作的“情感互动指南”是一个以计算机为基础的多媒体程序，旨在帮助人们培养同理心（特别是为那些患有自闭症障碍的人）。它通过视频、音频和讲故事的方式来展示人类的24大类，共421种情绪。此外，作为额外的奖励，用户会获得一个机会，控制一个虚拟的Daniel Radcliffe（哈利·波特的演员）的情感反馈。

读心术通常被当作一种治疗性干预措施，“寻找同理心”项目则是一种预防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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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找同理心”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学校项目，项目中婴儿和他们的母亲每年会定期去一个教室，教室里的学生通过观察婴儿对玩具、母亲、课堂的情感和行为来培养同理心。此项目已被证明能显著减少学校中欺凌和暴力行为的发生。这也从侧面表明在线同理心干预可以减少线上欺凌和攻击性的行为。

像“寻找同理心”这样的项目虽然不是一种技术方案，但它依旧是鼓舞人心的，它显示了人类的互动是多么简单自然，足以显著地增加孩子们的同理心，减少反社会行为的发生。就像在本章开头的故事中为白鼠添加名字就能增加读者对它们的同理心一样，在新闻故事中放上人物的照片也更能拉近我们与新闻话题的联系。培养同理心并不一定需要很复杂或高深的技术，因为它是人类进化的自然产物。我们将在“设计的启示”中讨论数字环境中培养同理心的技术方法。

当然，还有很多困难的情况。当根深蒂固的历史偏见或冲突阻碍了同理心的培养时，先进的技术将发挥非常强大的作用。


能够培养同理心的科学技术


电脑本身不具备同理心，当我们因为电脑崩溃而丢失几天的工作成果时，它们甚至连一个歉意的点头都没有。虽然设计师已经更善于通过一些创造性的错误消息提示和优雅的界面交互来隐藏电脑同理心的缺失，但是现实仍然是个人电脑没有能力理解我们的感受，也无法做出适当的反应。

当然，这是许多情感计算研究人员正在挑战的方向。他们致力于研究用于识别人们情感的技术，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对人类用户做出情感反馈。虽然我们建议谨慎设计这种具有同理心的机器（因为这可能会造成情绪混乱或暗中破坏我们设置的优先事项），但已经有一些虚拟同理心的应用，显示出了对积极计算的参考价值（参见专栏中Timothy Bickmore的工作），这项研究有一个明确的作用，它不仅可以让科技更好地响应用户，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的同理心。例如，Rana El Kaliouby，Rosalind Picard和Simon Baron Cohen（2006），已经证实自闭症研究和情感计算之间存在目标和挑战的重叠，并指出更密切的合作将会实现共赢。

在计算机支持的教育背景下，有一项研究（Cheng，Chiang，Ye&Cheng，2010）已经证实使用协同 3D 虚拟学习环境可以增强人们的同理心。就像前面所讨论的读心术项目，这个程序是为那些想要培养同理心的人开发的。随着台式机到触屏电脑的转变，支持特殊需求领域的大门已经敞开。例如，移动技术的发展提升了设备的可用性，增加了访问的可能性，极大地推动了帮助残疾儿童的应用程序的开发（如“自闭症之声”的倡导组织在其网站 autismspeaks.org上列出了几十个能帮助自闭症儿童的应用程序）。此外，也有越来越多的应用程序、游戏和其他技术，用来帮助普通人培养同理心等品质。


通过游戏培养同理心


“常识媒体”是一个非营利性组织，致力于提供值得信赖的媒体评论来帮助父母做出明智的家庭媒体消费选择。它根据正面榜样、暴力、恐惧和消费主义等标准评估各种形式的媒体。除了一系列促进同理心的书籍和电影列表，它还提供了一个促进同理心的顶级游戏清单。

这些游戏跨越多种平台，从手持设备到控制台，再到手机和电脑。例如，Herotopia 是一个电脑游戏，孩子们可以在里面与恶霸战斗；Kids at Home是一个应用程序，让孩子们以虚拟方式参观其他孩子的家来了解不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Mission US：Flight to Freedom是一个电脑模拟游戏，玩家可以体验美国内战前奴隶女孩的生活。上文中列举的这些多样又富有创造性的游戏非常具有启发性，而且培养同理心的方式也绝不只适用于儿童。

当游戏用于培养同理心时，会有一些神奇的力量。它们有能力在我们完全陌生的场景为我们提供“第一手”（甚至具身）体验。作为角色扮演的载体，它让我们感同身受地替他人着想。将这些启示与游戏中有益社会的方面相结合，将开启一个有助于培养同理心游戏的新时代。

例如，在gamesforchange.org网站上浏览游戏列表时，会发现社会变革需要同理心，而许多游戏也是为了促进它而开发的。Jonathan Belman和Mary Flanagan（2010）为此类游戏的设计提供了见解以及一系列设计启发，我们会在这个章节的设计部分进一步讨论。

旨在促进冲突解决的角色扮演游戏已经引起了人们的特别关注，因为它们不仅能让玩家扮演不同的角色，还能让玩家从矛盾双方的不同角度来决策自己的行动。例如，在屡获殊荣的 PeaceMaker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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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玩家可充当以色列总理或巴勒斯坦总统，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必须选择策略来制定一个可行的“两国方案”。玩家可以选择和解或攻击，也可以选择寻求合作或单边行动。这款游戏向玩家展示了政治决策对现实生活的影响，并且告诉人们，即使是一个小的举措也有助于问题的和平解决。游戏融合了真实的照片和视频，不仅保证了体验的真实性，也能让玩家投入真正的情感（同理心）。

Frontiers是一个3D多人在线游戏，制作者们借鉴了流行的2D游戏HalfLife（第一人称射击），并将其背景改造为居住着政治难民的边界地区。玩家可以选择扮演逃跑的难民或边境巡逻员。游戏制造者是一群奥地利艺术家，他们不仅将Frontiers当作一个游戏，同时认为它们还是一个艺术作品，旨在增加人们对难民状况的感知和了解。
[4]



这些只是一些培养同理心的游戏。这种被赋予艺术、娱乐和社会变革名义的游戏数量正在不断上升。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希望在研究中看到对这些游戏影响的评估。当然，已经有文献表明玩亲社会游戏对社会的良好效益。例如，Tobias Greitemeyer、Silvia Osswald和Markus Brauer（2010）的研究表明，亲社会游戏能够增加人们的同理心，减少幸灾乐祸的情感。

随着沉浸式技术的进一步发展，高度真实的虚拟经历可以增加同理心，甚至是利他主义行为（见第11章Jeremy Bailenson针对同理心与亲社会行为的虚拟现实中的研究）。由于这些研究与亲社会行为有关，而不是具体的同理心反应，我们将在之后的同情与利他主义章节再讨论这些内容。


了解同理心的研究


除了促进或治疗干预措施，科技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幸福的因素，如同理心。例如，计算机视觉工具和情感计算技术，已经用于探索亲子间的互动以及培养同理心（Messinger et al.，2014）。虽然我们没有在积极计算中包含这些应用，但是我们相信，心理学家和工程师的合作将是必然的，因为它们的关系是紧密相连的。


团队同理心技术


虽然同理心的概念常用在一对一的背景下，但是它也可以扩展到一群人，我们也可以感受一群人的痛苦。例如，David Caruso 和Peter Salovey（2004）对情商高的管理者的研究表明，一个好领导者或一个好管理者会感受到团队的快乐与痛苦。可以说，管理者和领导者不仅能够对一个人产生共鸣，也能够感受团队或组织的情感状态。我们相信科技也有独特的能力实现这一目标，换句话说，科技可以帮助领导者更好地了解团队的情绪，并做出更合适的反应（例如，通过更好的管理实践或政策）。在现代职场中，这种技术的好处更加明显，因为工作环境中的人都各忙各的，偶尔才聚一次，大部分的交流都是通过网络进行的。

想象一下这个场景：

W.E.Coyote先生是一家拥有1200名员工的创新型公司ACME的董事长。这家快速发展的公司已将员工的幸福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这既是为了公司的发展，也是为了提高员工的生产力和留存率。Coyote 先生想测试他的新政策对员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包括他们的投入和生活满意度。幸运的是，该公司在内部网络有一个留言互动的社区，他隐隐地觉得一定有某种方法能够好好利用员工这些公开的信息来衡量他的政策和管理措施的影响。

科技真的可以利用员工的情感状态信息来帮助公司组织决策吗？我们认为它可以（Calvo，Pardo&Peters，2013）。一些公司如Kanjoya，已经利用来自客户论坛和企业社交网络的数据开发商业化的产品，将非结构化的数据和文本转化为可操作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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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各种可视化沟通，帮助公司提高领导决策和客户体验。

新的数据算法也可以被训练来检测人们的情绪，不仅仅基于书面文字，还包括语音、写作、面部表情、声音和生理数据。行为数据也可以被整合用来解释公司的加班现象（太多员工工作到很晚，很可能是业绩不佳或留存降低的前兆）。

我们也可以推测，类似的工具在其他的方向上有发挥作用的潜力，如在培养领导者自我意识方面。Daniel Goleman（2000）定义了六种领导风格。

（1）强制型领导者要求服从：“照我说的去做”；

（2）权威型领导者鼓励人们走向一个愿景：“跟我来”；

（3）关系型领导者努力创造和谐，根据“以人为本”的原则致力于建立情感纽带；

（4）民主型领导者通过参与和调查来达成共识，例如，“你怎么想？”

（5）先导型领导者设定高标准，例如，“现在就像我一样做”；

（6）教练型领导者把重点放在人才的未来培养上。例如，“试一试”。

领导风格，无论是更专制还是更宽松，都会影响员工的绩效甚至幸福感。因此，帮助领导者认识到自己的领导风格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发挥优势，改变无益的方法，以适应各种环境和情况。


设计启示



交流技术


如前所述，我们一个最大的设计挑战是构想管理方案、技术解决方法或同理心的补偿办法，以及处理当前技术固有的多元性问题。

理论上，添加更多的感官通道（视觉、听觉、触觉和嗅觉等）应该可以减少社交隔阂，但目前的技术还远远达不到能够匹配面对面的互动，比起试图让各种数字媒体实现面对面的互动，我们应该寻找特定的媒介策略来达到更好的效果。表情符号的使用就是一个基于众包设计解决计算机限制的完美范例。

在聊天框中，我虽然不能向你展现我很伤心、激动或滑稽，但是我可以发送具有代表性的表情符号来弥补。当人们希望得到一些同情时，一张流泪的伤心表情就会奏效。我们还有一个朋友坚持认为应该有一种字体风格（如斜体或粗体）来表示讽刺。沿着这条思路，我们提高线上交流情感表达能力的方式，可能就是通过这种更巧妙的方式来诠释和标注。


预防和积极的设计方法


致力于培养同理心的定制技术只是这个领域的一部分工作，将同理心整合到其他的软件中有望涵盖更广的受众。那些防止同理心缺失或促进同理心增长的在线方法，有利于多个行业的开发人员。例如，当我们开始识别出社会网络中那些减少同理心的功能时，就可以重新设计接口和互动方式，以获得更好的用户体验。这些措施不仅可以减少如网络欺凌之类的消极体验，还可以通过增加积极情绪和同理心快乐来增加积极体验。

同样，当我们识别出数字游戏中那些减少同理心的部分，我们就可以更改游戏的设计，促进积极的成果，提升玩家的幸福感，让他们远离那些会带来不良影响的设计。想象一下，如果有一代人生长在这样的游戏环境中，不仅可以培养他们的同情心，还能帮助他们学会关心和合作，那将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


低科技方式——借助图片和故事的力量


一些同理心干预措施的科技含量并不高，如设计师经常在一些无名的故事和问题中，使用具有极大冲击力的人物照片或脸部特写来传达人性。还比如，慈善组织已经开始不再使用那些正在受苦的人的图片进行宣传，而是使用那些在慈善援助下重获新生和快乐的人的图片（例如，一张死于营养不良的孩子图片与一张因捐助而重新繁荣起来的社区图片）。

对他人的感受过于敏感是同理心的副作用。如果一个人无法应对他人的痛苦或感到不知所措，那么这个人很可能会抑郁、绝望或缺乏行动。研究显示，“当一个人感觉能够应对他人的痛苦时，他的同情心会增加。相反，低应对能力的人会在面对另一个人的痛苦时备感压力，同情心的减少，而且悲伤、恐惧的感觉与人们认为自己弱小及无能为力有关”（Roseman，Spindel，Jose，1990、Hoffman 1981、Goetz，Keltner&Simon-Thomas，2010）。这涉及同情心和利他主义的主题，我们将在下一个章节继续阐述。然而，慈善机构图片选择的例子显示了简单的设计决策所具有的情感力量。

再回到工作场所，我们会经常在网上与陌生人进行互动以开展业务。在客户服务的场景中，如呼叫中心，客服和用户都可能难以理解对方，从而造成耐心的缺失，导致用户的不满或冲突。简单地增加信息的渠道（如视频聊天）将会产生干扰，但某些低技术方案，如向用户展示特定的客服图像或给客服展示用户的代表图像，可以有效地提升同理心和整体幸福感。


高科技方案——角色扮演和具身化


数字游戏和虚拟现实的早期研究中，技术有能力支持角色扮演和全身心体验，进而对培养同理心产生重要的影响。具身体验，无论是作为虚拟现实的一部分还是作为基于手势的电子游戏的一部分，都具有独特的能力让人们尽可能真实地体验到在现实中不可能体验到的生活和境况，进而带来同理心的增加。

在一项研究中，Peter Yellowlees和James Cook（2006）在虚拟游戏“第二人生”中创建了一个虚拟精神科诊所来培养人们对那些严重精神疾病患者的同理心。玩家参观诊所时，可以真实体验精神疾病患者的视听幻觉。有500多个玩家自愿接受了研究人员的调查，他们表示这个游戏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这些患者的经历。


同理心游戏设计的启发


Belman 和 Flanagan（2010）提出了一种称为“探寻同理心”的游戏，在这种游戏中，玩家有意识地尝试推测游戏中人或团体的感受（认知同理心），进而通过寻找自己和游戏中人物之间的相似性来做出情感反馈（情感同理心）。他们进一步建议，同理心游戏必须有意支持玩家探寻进入同理心的状态，而不应该假定游戏内容足以引起玩家的同理心，这个建议已成为培养同理心游戏设计的四条原则之一。相关原则是他们结合“美好游戏”的设计工作经验总结的。

虽然这些原则有待评估，但也为目前的实践和相关的同理心研究奠定了基础，具体如下：

（1）从游戏一开始就要引发玩家的同理心。Belman 和 Flanagan （2010）提出“玩家只有在游戏开始时就愿意去理解他人，才有可能激发出同理心。游戏可以明确要求玩家要有同理心，也可以以更巧妙的方式去鼓励玩家产生同理心。然而，如果一开始没有有效的同理心引导，大多数人都会玩得毫无同理心。”

（2）提供行动建议。Belman和Flanagan建议设计师给玩家一些具体的建议，让他们可以采取行动来解决游戏中的问题。他们推测，授权玩家采取行动可能有助于预防同理心痛苦所带来的后果，这也涉及上文提到的较低应对能力的人和同理心痛苦的关联。有鉴于此，Jennifer Goetz、Dacher Keltner和Emiliana Simon-Thomas（2010）推测，“提高人们的应对能力，可能更容易产生同情心，而不是压力。”

（3）合适的认知同理心和情感同理心设计。如果设计期望并不需要玩家发生显著的心理改变，那么实现“短暂的情感共鸣”就可以。然而，当需要玩家更深层次的改变时，游戏就需要融合认知同理心和情感同理心两个方面（Belman&Flanagan，2010）。

（4）巧妙地强调相似性。Belman和Flanagan认为，设计师虽然要强调玩家与游戏中个人或团体的相似性，以激发同理心，但要小心引起玩家的防御性心理。

我们建议你去阅读全文，文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解释，并提供了一些典型案例。

虽然培养同理心的技术仍处于起步阶段，但它正处于一个令人印象深刻并充满激情的时期。移动应用程序作为一种方式，得到了寻求促进儿童同理心发展的人的拥护。除此之外，设计师们还关注为社会变革而创造的游戏，那些精妙的具身体验加深了我们对那些身处困境的人的理解、关心以及我们希望帮助他们的心情。此外，正如之前所说，伟大的艺术一直在培养同理心和同情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想象一下，在交互与具身技术的帮助下，现代数字游戏博物馆里可以同时感受雨果的文学造诣和梵高的艺术天赋，会是怎样的体验？如果可以实现，我们一定迫不及待！


 专家视角——同理心技术与多元性



富有同情心的软件代理


健康是人类最原始的需求，促进健康的技术是积极计算的重要研究内容。有鉴于自动护理机器人可以促进人们的身心健康，在过去的十年中，许多人调研了相关领域，他们大部分认为，最有前途的设计方法应是模仿那些专业的、富有同情心的人类照顾者，而且越像越好。由此产生的系统应该是可对话的，并能以某种形式的自然语言与人交流，还会有一个虚拟或物理的人类躯壳。


Timothy W.Bickmore，东北大学



在这些系统中使用的媒体有语音（交互式语音应答）、动画代理（也被称为“具身对话代理”）和社交机器人。这些界面的拟人化特性不仅能够广泛地被用户所接受，同时也传达了许多人类照顾者使用的微妙暗示，如同理心和同情心。这些系统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在长达几周或几个月的使用过程中，它们确实在某些维度上促进了人们的健康和幸福。

到目前为止，大多数自动护理机器人都可以满足用户的生理和心理需求，包括对药物依从性的干预，运动与饮食的促进，癌症的预防，产前保健和抑郁症心理咨询。相比于不干预或标准护理的对照组，自动护理机器人的健康改善效果明显，许多甚至已被证明拥有和人类照顾者相同的作用。

越来越多的自动护理机器人的主要目的是为独居的老年人提供陪伴。这些机器人不仅可以提供健康辅导或认知刺激活动，还参与各种各样的社会行为，为用户提供社会支持感，这已被证明是一个降低孤寡老人死亡率的重要因素。还有一项研究表明，陪伴机器人工作一周之后，能显著地减少孤寡老人的孤独感，老人与之交流得越多，就越不孤独。

除了常规的拟人属性，这些机器人也会使用特殊的人类行为来提升自己的效果以及用户的幸福感。自动护理机器人和用户之间的社会联结对于最大化各种健康干预效果是十分关键的。机器人社会联结最重要的行为之一就是在他们的用户处于困境中时，给予同情与安慰。尽管这些行为是模拟的，无法表现“真正的同理心”，但是一系列包括面部表情、共情的语言甚至身体接触的代理行为，已被证明能大大减少用户的沮丧感，增加积极情感，并减少用户的孤独感，而这正是积极计算最重要的目标之一。


计算机与人类的多元性


距离Marshall MacLuhan撰写关于媒体的专著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文章中虽然有一些错误导向，但同时也阐述了一些真相。事实上，他思想中真正有价值的部分似乎被遗忘了，至少它们并没有被广泛地应用到之后的新媒体中去。


Mihaly Csikszentmihalyi，克莱蒙研究大学



如果要从 MacLuhan 的作品中列举出一句最难忘的话，那就是“媒介就是信息”，当其被应用到计算机和互联网中时，一些有趣的问题就凸显了。

让我们想想以计算机为媒介的沟通和人们面对面沟通有什么不同？后者在社会哲学家Hannah Arendt看来，是人类多元性的基础。人类之所以为人类，是因为人类可以带着自己的独特性与他人沟通，同时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超越人类的基因和早期环境所设定的界限不断成长。根据Walt Whitman的研究，我们如此多样的唯一原因，就是我们开放地接受与我们相同或不同的人的信息。

这些决定了我们是谁的信息，不仅存在于语义上。我们要想认真对待这些信息，必须相信信息的发出者是值得信任的。信任取决于许多事情，如一部分就取决于我们面前的人的气味，长相、表情以及声音的语调等。毕竟，我们不会接受来自未知的或与我们完全不同的人的信息。

多元化条件的关键就在于信息交换双方相似性和相异性的平衡。如果太相似，想学习一些新的东西就不太可能；如果太不相似，信息就不太可能相关。因此，为了收获新的东西，与我们的信仰和偏见相矛盾的信息必须有可靠的来源。

社会化媒体所缺失的正是多元化的状态。社交媒体是社会性的，但很少是多元化的。换句话说，为了保持网络上的联系，双方通常会强调他们的相似性。但因为沟通只依赖于文字而不是长相、气味或其他维度，所以网络本质上还是保持自我，没有得到与人面对面交往时应该得到的收获。

当然，我们确实可以从网络中学到很多信息，特别是当这个信息源值得信赖时，以及当我们所寻求的信息是客观事实的时候。但是，如果我们所寻求的重要知识是主观的或需要对话的，那么，计算机目前还不是一个很好的媒介，以后会是吗？我无法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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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1 同情心和利他主义

怪物比扎罗缺乏同情心，没有悔恨心，欠缺怜悯心，几乎处处与超人相反。

——超人＃23.1：Bizarro（DC漫画）

要成为超级英雄需拥有同情心，而超级大反派则不能有同情心。光有同理心还不能成为超级英雄，英雄需要用实际行动来证明。我们之所以想成为超级英雄，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可以飞行或穿紧身衣，更是因为超级英雄具有扭转乾坤的能力。

我们通常认为，伴随同情心而来的是一种强烈想要行动和改变的欲望，而鲜有人知的是，同情心还可以当作一种复原力，消除人们因同理心所带来的痛苦和压力。

在学术研究方面，同情心和同理心一样，也缺乏明确的定义。在这一章中，我们认为同情心是一种有其独特行为和生理表征的情感。举个例子，Jennifer Goetz、Dacher Keltner 和 Emiliana Simon Thomas（2010）等人在一项跨学科研究中将同情心定义为“一种当感受到别人痛苦时，想去帮助别人的情感。”

这个定义中的关键词是情感、痛苦和帮助别人。从学术上看，同情心是一种情感状态或人格特质。但它与爱的区别是它产生于见证别人的痛苦之时；与同理心的区别是它不一定要换位思考，而且它会引发关怀、帮助别人的愿望和行为。

尽管人们在感同身受（同理心）的过程中会触发同情心，但我们依然可以根据是否想采取行动来区分两者。行动驱动的同情心让我们自然地想到利他主义。如果说同情心表达了一种想要行动的愿望，那么利他主义就是采取的行动。诸多研究利他主义的文献指出，利他主义是一种牺牲自己造福他人的行为（Fehr&Fischbacher，2003）。

你也许会发现，本章中所提到的技术案例和干预策略与前几章有重叠，这是因为虽然同情心和同理心不同，但是它们常常相伴出现。例如，虽然一款游戏的重点是为了鼓励玩家换位思考（针对同理心），但是它也可能同时会激励玩家采取富有同情心的行为（针对同情心）。然而，对于科技工作者和设计师来说，区分两者至关重要，因为同理心不仅会让人们感受到幸福，有时也会让人们感受到痛苦，但是同情心却不同。

最后，研究还发现仅仅是目睹同情心和利他主义的行动也对提升幸福感有益处。因此，我们可以思考如何使用科技来促进相关研究。

幸运的是，在过去的十年中，一些心理学家、神经学家，甚至科技企业也开始关注同情心和利他主义。例如，Facebook 就已经举办了几次“同情心研究日”，他们希望通过研究情感学和关系学，来开发相关功能以减少人们之间的冲突，增进人们之间的了解。毕竟，当人们在Facebook上发表反社会或比较残忍的状态时，对公司也有不良的影响。如果可以通过设计相关功能来改变这种情况，那么对双方都有好处。

围绕同情心的研究动力不仅来源于人们对幸福研究的极大兴趣，同时也来源于社会的发展和同情心能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愿望。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研究人员和设计师愿意探索新技术在促进这方面工作中发挥的作用呢？下面我们来具体阐述原因。


同情与利他主义研究


爱恨相遇，诞生同情。

——Jack Kornfield，《智慧之心》


同情心、同理心、爱、悲伤——有什么区别？


我们很难将同情心与爱、同理心、怜悯心和悲伤这些类似或相关的情感区分开来。但是，Goetz、Keltner和Simon-Thomas（2010）综合利用了心理学、进化理论和神经学的研究成果，完美概括了同情心的独特性：

（1）同情心是对他人痛苦的反应，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感同身受（同理心是一种感同身受的经历或镜像的情感，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换言之，同理心表示你生气的时候，我也感到生气，而同情心则会看到你生气背后的痛苦，并做出关心的举动。

（2）同情心与怜悯心的区别是，怜悯心具有支配性（指在高处怜悯别人），而且表现行为也有所不同。

（3）同情心是以他人为中心，且常伴随行动（而对痛苦感同身受的同理心则可能回避行动）。

（4）同情心具有可识别的面部表情和行为特征。

（5）同情心与生理表现有关，如同情心会降低人们的心率和皮肤电，这一点也可与同理心区分开来。

（6）尽管同情心的神经学研究仍然处在起步阶段，但是早期的研究已经表明同情心与爱、悲伤等类似的情感在神经学层面上是不同的。

（7）同情心会受到公平正义的影响。比如，如果我们认为某人罪有应得，我们就不太可能去同情他了。

关于同情心和同理心的区别，Grit Hein和Tania Singer（2008）指出另一个显著的差异，那就是同理心有其阴暗的一面，当它被利用来让一个人痛苦时，就和同情心大相径庭了。因此，同理心必须转化为我们所说的同情心，才会激发亲社会的行为，如图11.1所示。


图11.1



同情心疗法的发起人 Paul Gilbert（2013）认为同情心是一种动机而不是情感。因为同情心会促发人们亲近和关怀的行为，与之相反，同理心则会让人们采取逃避的行为来避免受到伤害（如感受到他人的痛苦时）。正如在第10章中提到的，当面对一个处于困境中的人时，我们采取富有同情心的行动还是仅仅停留在感同身受的层面，取决于这个人的能力大小。因此，我们能否通过某项措施来抵御同理心带来的痛苦，并增加同情心反应的可能呢？可喜的是，最近一些研究表明，仁慈冥想的实践能够减少同理心带来的痛苦并促进同情心的产生（Klimecki、Leiberg、Lamm&Singer，2013）。

Olga Klimecki和他的同事们已经发现，同理心训练会激活与痛苦相关的神经网络，同情心训练则会引发与积极情感相关的脑区活动。他们总结道：“我们可以刻意培养同情心，让人在面对他人痛苦时也能产生积极的情感” （Klimecki、Leiberg、Ricard&Singer，2013）。这为抵御同理心带来的痛苦，促进复原力并促进幸福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鉴。


基于公平的同情心


试想一个情景：Meg同学虽然熬夜努力学习但考试仍然不及格。而另一位Mog同学并不想学习，她选择玩一整夜扑克，考试也没有及格。这两个人你更愿意帮助谁？结果不言而喻。研究发现，我们对一个受苦的人感到同情还是愤怒，是由“受苦者的应受值”来决定的，或者说由其自身担负的责任多少来决定。正如Goetz、Keltner、Simon-Thomas（2010）所说：“研究表明，当一个人所遭遇的痛苦是他自己无法控制的，而且也不是他自身原因引发的时候，我们会对他产生同情而不是责备。”

“责备”带来的影响启发了那些想要利用科技进行社会变革的人，因为偏见、耻辱和认知差异经常会导致人们将责任归咎于那些受难者。很多研究表明，人们不太会同情那些由于无家可归、肥胖或药物滥用而受苦的人。所以，类似情形下，要培养同情心，首先要消除责备带来的认知偏见。

关于利他主义的文献中也出现过关于“公平”的介绍。研究表明，公平是一种跨文化的人文价值观，人们对公平的渴望在“利他惩罚”实验中尤为凸显：当人们参加与金钱相关的互动游戏时，人们更愿意惩罚那些享受到特殊待遇的人，让他们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Fehr&Fischbacher，2003）。

这个“利他惩罚”的例子并不会让人们联想到热心、慷慨、亲社会的利他主义。主要是因为在研究中，利他主义通常作为一种行为而不是美德。此外，由于对自私的惩罚能促进亲社会规范（公平、公正），所以，利他惩罚是有利于社会的。


利他主义——为什么？


几个世纪以来，科学家一直在研究为什么人类会在无法获利甚至要付出巨大成本的情况下，出于感动去帮助别人。虽然我们一般认为利他主义出于仁爱之心，没有隐含动机，但是很多研究人员并不买账，他们提出了很多隐含的动机，如利他主义的人希望得到互惠帮助、声誉建设、异性的吸引力或由于来自同伴的压力、害怕受到惩罚。社会交换理论（Homans，1958）也提出，所有社交行为（包括利他主义）都建立在效益大于成本的基础上。

基于利己动机的利他主义对研究有着重要的贡献，毕竟，我们确实会受到社会压力的影响，由于富有同情心的伴侣可以成为更好的家长，所以他们更吸引人也理所应当。但是，如果我们给读者的感觉是利他主义只是为了提升一个人的吸引力，那么它就不能作为积极计算的研究内容了。幸运的是，也有研究表明，利他主义是出于同情心和同理心。

Charles Darwin超前地认为，同情心是比人类其他任何社交本能都强大的能力，从进化的角度看，那些拥有最多同情心的社群将发展得最好，繁衍出最多数量的后代[出自 The Descent of Man，and Selection in Relation to Sex
 ，被（Goetz et al.，2010）的论文引用]。

简单来说，同情心和利他主义是有益于人类进化的，因为它们鼓励组织内合作，也鼓励组织外合作，都是亲社会的行为。同情心也鼓励人们去照顾脆弱的后代，让人类顺利度过无助的婴幼儿时期。因为人类在复杂大脑成熟之前，需要度过一段被人照顾的时光（因为我们不像刚出生的长颈鹿一样，一个小时内就可以站立或奔跑），这不仅保证了群体生存率，也让越来越多的聪明人得以留存下来。

Thomas Aquinas、David Hume和Adam Smith都认为同情心是利他主义的诱因。20世纪80年代，C.Daniel Batson开始用实验来探索利他主义背后的动机，以理解这些动机是否真实存在，并提出了“同情—利他主义假说”（Batson，1991，2002），该假说表明利他主义的动机可能就是同情心。

Batson 的工作证实了单纯的利他主义确实是存在的，但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利他行为都来自同情心。斯坦福同情和利他主义研究教育中心和伯克利大学 Greater Good 科学中心在这一领域有丰富的研究成果。

利他主义的一个似非而是的有趣特点是：当它产生于同情心时，对实施利他主义的人也有显著的好处——能提升此人的幸福感。


同情心和幸福


由上文可知，虽然富有同情心的人会目睹他人的痛苦（带来自己的“损失”），但是许多研究已经证实，同情心能够提升人们的幸福感，包括增强社会联结和减少压力。

和其他减压方式不同，同情心（Cosley，McCoy，Saslow&Epel，2010）并不是通过逃避来减压的。我们知道，同理心带来的痛苦会导致压力并造成心率和皮肤电导的升高，但是，同情心会使心率和皮肤电导降低，并促使人们做出关怀的行为（Goetz et al.，2010）。换言之，由同理心引发的压力会阻碍我们去帮助他人（引发逃避而不是内驱情感），进而造成我们本身的压力，此时，同情心带来的缓冲效应或许是一味良药。实际上，同情心的压力缓冲效应与同理心带来的痛苦，可以分别对应解释救援人员“同情满足”与“精疲力竭”的现象（Conrad&Kellar-Guenther，2006；Thomas，2013）。

此外，同情心还被认为是一种抵御恐惧、愤怒、嫉妒和复仇等情感的武器（Goleman，2003）。研究显示，富有同情心的人会更加长寿（Brown，Nesse，Vinokur&Smith，2003；Okun，Yeung&Brown，2013）。Morris Okun、Ellen WanHeung Yeung和Stephanie Brown （2013）等人发现以自我为中心参与志愿服务的老人，其死亡率与那些没有参加志愿的老人差别不大，但是那些以他人为中心而志愿服务的老人，死亡率却显著降低了。这说明仅仅参加志愿活动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正确的动机。这也表明同情心有助于提升我们的幸福感，这或许是因为它具有非常有益的生理作用。

除了生理益处，在另一篇文献中（Seppala，2013），研究人员认为，同情心对幸福的影响也许可以通过其增加社会联结或以他人为中心来解释，因为那些绝望和焦虑的病症一般都和以自我为中心有关。

如果科技设计能促进培养人们的同情心，并在遇到相关社会问题时能激发人们的同情心，那么科技设计就不仅能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同时也能提升那些富有同情心的人的幸福感。


自我同情与幸福


虽然我们一直认为同情心是“以他人为中心”，但是也可以导向为自我同情。自我同情“能够帮助我们在遭遇痛苦或失败时，宽容自己，而不是一味严厉地自我批评；能够帮助我们正确看待痛苦，而不是过度执着于它（Neff，2011）。当人们可以充满爱心、公正地对待自己、朋友和孩子的时候，他们的幸福感就会提升。

Paul Gilbert 的研究工作证实了自我同情对治疗患有极端自我批评和自我羞愧的患者的有效性，根据 Gilbert（2010）的研究，同情心比自尊有更加亲和的生理反应和情感基调，它能让人产生不带任何偏见的爱或关怀的生理学感受。

自我同情还可以增强回应别人的能力，因为自我同情的特性与增强对他人的同情有关（Reyes，2011）。研究表明自我同情可以增强自我照顾能力、自主性及自我意识，并能减少焦虑和抑郁（Neff，Kirkpatrick&Rude，2007）。还有一些研究显示，更强的自我同情意味着更少的无意识思维、人际认知扭曲和网瘾的发生。因此，培养自我同情的方法或许可以被用在游戏或其他技术背景中来减少上瘾情况的发生。


利他主义和幸福——予人玫瑰，手留余香


一些开创性的研究工作表明，从婴儿时期开始，比起收到别人的东西，赠予别人东西（或即使是看到赠予的场景）会让人更加快乐（Aknin，Hamlin&Dunn，2012；Dunn，Aknin&Norton，2008）。从另一个角度看，不管人们的收入如何，他们花在别人身上的钱与个人幸福感有强烈的关联（Aknin et al.，2013）。根据Elizabeth Dunn和Michael Norton（2013）对136个国家的研究表明，“捐钱给慈善机构与家庭收入翻倍带来的幸福感十分相似。”

这一现象给科技设计者带来了有益的启示。虽然上述大部分研究对象是关于物质的，如物品或金钱，但是给予的方式也可以是非物质的，如赞美、感谢和对别人的认可。我们相信，很多人通过社交网络赞扬一位朋友或者公开赞美自己钦佩的同事时，心中都有一股暖流经过。

有趣的是，当我们在分享他人舍己为人的图片或视频时，也会体验到这种温暖的感觉。例如，一位卡车司机从垃圾桶里救出一只无助的小熊；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捡到钱后归还失主。这些自发的利他主义行为是值得分享的，因为它们能够激励我们同情心的产生。


利他主义和激励——与幸福的关系更紧密


如果我们认为利他主义建立在纯粹的自我服务的动机上，那么为什么当我们看到别人在做利他主义的事时，也会深受激励？Jonathan Haidt（2005）使用术语“敬畏”来描述这种现象“当人们看到超出他们期望的善良、勇气或同情心时，他们所感受到的温暖、令人振奋的感觉会激发他们去帮助别人、完善自己。”

研究还展示了“敬畏”在工作环境中的影响，领导的自我牺牲可以提高员工对公司的忠诚度（Vianello，Galliani&Haidt，2010）；一次激励所带来的敬畏之情甚至在三个月后都可以促进人们的助人之心。当我们受到激励而采取行动时，我们似乎被人类的真善美所鼓舞，并且想贡献出自己的力量，而这和同理心是不同的。

此外，敬畏之情还是一个传播利他主义的载体，研究显示，它可以产生社交网络的连锁反应（Fowler&Christakis，2010）。正如一个研究被试发自内心的描述：“我想要跳出车子和这家伙拥抱，我想唱歌、奔跑、跳跃或大笑。我想对很多人说赞美的话，我想写一首美丽的诗或充满爱的歌，我想像孩子一样在雪地里玩耍，想把他的事迹告诉所有的人”（Haedt，2005）。

Mary-Helen Immordino-Yang和她同事的研究发现，同情心、利他主义和激励之间的联系有脑科学证据。Yang的神经科学研究表明，人们对美德的钦佩与对他人痛苦的同情都会激活与内感受相关的神经回路（Immordino Yang，McColl，Damasio&Damasio，2009），这表明，这两种状态都涉及对情感的识别和对自己行为的反思（Immordino Yang，2011）（详见本章后她写的专栏文章）。

我们已经发现，仅仅是目睹利他主义的行为就能激发人们善良、同情的情感，那么新闻节目为什么不把更多的时间用来报道富有同情心、利他主义的新闻？关于暴行的报道一个接着一个，为何不用最新的运动及时尚美容作结尾？许多人会避免去看这些沉重的新闻，还有一些人感到无能为力。因此，设想一下，如果新闻节目能够采用游戏设计师换位思考的想法，以富有同情心的新闻收尾，一切会有多大的改变？最近出现的赫芬顿邮报的“好消息栏目”和“好消息网站”，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对“好消息”的渴望。然而，这些还不是主流，我们期待更多主流新闻能在报道富有同情心的新闻和暴力新闻内容之间取得平衡。

上述章节中，我们使用了大篇幅的内容在描述同情心、利他主义以及它们与幸福的关系，因为如果我们不深入地掌握这些，就不能设计出真正有效地促进它们的干预措施。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干预策略。


培养同情心与利他主义的干预策略


许多短期或长期培养同情心的干预措施都基于冥想。Stefan Hoffmann、Paul Grossman和Devon Hinton（2011）综述了基于同情和爱的冥想干预的研究，总结出这些干预措施可以增加积极的情感，减少消极的情感，并可以有效处理抑郁、社交焦虑、婚姻冲突、愤怒，以及长期照顾亲人带来的压力等心理问题。其他研究也表明基于冥想的同情心干预措施不仅可以增加同情心和亲社会行为，还能提升人们的幸福感。

有趣的是，同情心冥想并不会减少人们对别人痛苦的敏感程度，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能够减少威胁感知，增加对痛苦响应的能力（Desbordes et al.，2012）。这表明，同情心不仅可以很好地感知别人的痛苦，也有相应的办法来进行回应，而不是像同理心一样造成自身的痛苦或产生逃避的行为。换言之，同理心带来的压力会让我们将别人的痛苦看成一种对我们安全感的威胁，而当我们产生同情心时，我们并不会感到威胁。这两项研究还证明，同情心冥想导致的神经状态改变具有持久性。

在同情心治疗中，Gilbert 和他的同事们使用了多种方法来激发和培养针对自我的同情心（Gilbert，2010）。为了培养心中温暖的感觉，他们引导患者在脑海中想象一个充满爱和关怀的理想形象。在另一种干预策略中，病人则是给自己写富有同情心的信。心理学家也经常对患者进行心理教育，他们向病人解释说，正如食物或关于性的图片可以引起人们饥饿或生理反应，自我批评也会像外界批评一样造成生理压力。

实验室研究中我们经常使用图像、视频和故事来激发被试的同情心，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刺激材料也可以应用于实际的技术设计中，至少可以激发人们短暂的同情心。


培养同情心的技术


前面讨论过的许多培养同理心的方法也可以用于促进同情心和利他主义的培养。

毕竟，游戏的目的不仅仅是鼓励人们换位思考，更是要激励他们采取行动。同样，Jeremy Bailenson的研究也证明，虚拟现实不仅可以培养同理心，也可以增加利他行为。

一般情况下，与研究人类相比，科技界一直对研究计算机更感兴趣。ACM数据库列出了1334篇包含“利他主义”的文章，这些几乎都是关于计算机的利他主义，具体指计算机或软件代理考虑到其他计算机的利益而进行的协同行动。除去计算机利他主义，只有198项关于人类合作的研究，例如，像维基百科这样需要志愿者参加的商业活动，也有一些将利他主义运用到新算法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很少涉及人类的利他主义。

当然也有例外，在一项研究中（Davis，Farnham&Jensen，2002），研究人员采取了一种称为预防性设计的方法，他们研究了不同的用户界面设计对玩家合作模式的影响。具体来说，25 对被试被随机分配使用一个可以文本聊天但没有个人资料的界面，一个有文本聊天也有个人资料的界面和无个人资料、文本会转成语音的界面。结果表明，尽管语音是计算机生成的，但是有语音系统的界面促进了人们的合作概率。这一发现非常重要，为继续研究数字环境中亲社会和反社会行为的产生原因提供了数据支撑。

在另一个研究中，Yeoreum Lee及其同事（2011）提出了一个“利他互动”的概念，这个概念需要被试帮助别人的同时也受到别人的帮助。研究者设计了一个风扇，只有当另一个人在其他地方吹它（作为输入）的时候才会有风产生（产生一个输出）。在吹风时，被试感觉他们是在帮助另一个人，而受益人会表达感激之情。虽然互惠性和偶然性模糊了利他主义和依赖之间的界限，但是这种设计创造了一个一位用户帮助另一位用户的情形。

更熟悉的例子是社交媒体和社交游戏。例如，在农场游戏 Hay Day中，玩家可以帮助其他玩家敲打那些已经枯萎的果树。轻敲就可以唤醒一棵树，让树可以再次长出果实。这虽然是一个虚拟的帮助别人的小案例，但是也可以引发积极的情感。

更有趣的是，帮助别人唤醒果树的人将会获得感谢证书，这是一种虚拟货币，在受助者确认复活之树时会自动发送给帮助者。这个游戏是一个给予帮助、接受感谢和期望奖励的混合模型。当我（Dorian）第一次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十分享受自己每次将别人枯萎的树复活时所换来的仁慈光环。但是一旦我发现我会收到回报，这种光环就消失了。所以我发现，利他主义获得的温暖感觉会被要获得认可的愿望所取代。

因此，有预期的回报可能会破坏同情心和利他主义所带来的身心益处。

这个想法听起来与外在奖励破坏内在动机的说法十分相似。所以探索游戏中无条件付出与社会互惠之间的平衡，是未来一个激动人心的研究领域。


游戏的亲社会性


暴力游戏和暴力行为之间的关系已经有了相当多的研究和媒体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开发者和研究人员正在探索游戏对积极品质与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例如，在一项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荷兰、日本和美国的共同研究中（Gentile et al.，2009），报道了亲社会游戏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这项研究中的被试分别来自三个不同的国家，分为三个不同的年龄组，经过较长时间的测试后，研究发现，就像玩暴力游戏会产生暴力行为一样，玩亲社会游戏也会产生短期或长期的亲社会行为。此研究中综合使用了多种方法（如多项问卷调查），具体来说包括：

· 一份让被试回答如“你会花时间和金钱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吗？”类似问题的亲社会问卷。

· 一份让被试回答如“当我看见一个同学难过时，我真的会受到影响吗？” 类似问题的测量同理心特质的儿童同理心态度问卷。

· 一份对侵犯程度的认定标准（例如，“一般来说，打人是没问题的”）。

· 一份通过让被试解释一些模棱两可的挑衅的情况（例如，有人擦伤了你的车）来衡量被试归因程度（如他就是故意擦伤我的车）的问卷。

这些工具均已通过独立测试证实了他们在心理学研究中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设计师可以用它们来评估自己产品的成效。

这些研究证明，亲社会的游戏能够促进利他主义和其他与幸福有关的亲社会行为的产生，我们希望看到家长、老师、开发者和游戏玩家等更多的人对这种可以增强幸福感的游戏感兴趣。


增强利他主义的虚拟现实技术


斯坦福大学Jeremy Bailenson领导的团队在PLOS ONE发表的研究成果（Rosenberg，Baughman&Bailenson，2013）发现，增强式虚拟现实游戏会促进利他主义。在这项研究的60个被试中，一半的人在游戏中被给予超人的飞行能力（“超级英雄”状态），而另一半的人则坐在一架飞行的虚拟直升机中。在另一项研究中，一半的人去帮助一个生病的孩子，另一半的人去浏览一个虚拟的城市。当虚拟现实体验结束后，所有被试会面对一个真实的需要被帮助的人（演员）。研究人员会测量这些经历了不同实验条件的被试施以援手的时间和提供帮助的次数。结果表明，那些在英雄状态下和救助孩子的实验条件下的人比那些纯旅游的人更愿意帮助他人，并且会提供更多的帮助。有六个纯旅游者甚至没有提供任何帮助，而所有体验过超级英雄的人都进行了帮助。研究人员推测，虚拟的帮助体验可以促进这种行为转移到现实世界中。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技术含量不高的亲社会游戏也可以培养亲社会行为，因此，虚拟现实体验更有可能培养同情心和利他主义行为。这些研究表明，即使只是给人虚拟帮助的实践（或许只是赋予他们帮助他人的能力），他们也能在游戏结束后持续激励自己产生亲社会行为。


设计启示


根据进化和情绪评价理论（Ortony，Clore&Collins，1988），我们可以得出，下列条件能增加同情心产生的可能性：

（1）相关性或相似性：目标人员被视为属于同一家庭或团体，或被视为在某些方面类似于自己。

（2）目标一致性或公平性：目标人员可以加入到未来合作中，并且无须为他所受的痛苦受到责备。

（3）主导权或应付能力：个人可以承担同情心行为所造成的成本。

这些因素（相关性、目标一致性和应对能力）可以被认为是培养同情心的逻辑目标。

旨在加强人际联系，帮助人们互助协作的数字系统，就巧妙利用了增加同情心和利他主义的因素。举个例子，非营利组织如 Kiva和GoodReturn，致力于扶贫小额贷款。它们有两个主要的用户群体：需要为小型企业募集资金的创业者（例如，需要一辆摩托车来实现送货上门服务）和收入高一些的希望改变社会的投资人。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Rafael）代表 GoodReturn 参与了一些小项目。虽然我们还没有尝试将同情心研究应用于这些项目，但我们可以根据以上所述的同情心因素将项目和用户匹配起来。在一个“首次捐赠”的案例中，一个能匹配目标一致的投资者和创业者的系统可能会增加他们合作的可能性。

关于小额贷款有一件有意思的事，那些寻求投资的人，积极地与自己的贫穷作斗争，并承诺按时偿还贷款，这些都对利他主义的发生有积极的影响。相反，在涉及慈善捐赠时，对受助者进行负责任的评估会促进帮助者亲社会行为的产生，这种情况下，设计师就需要考虑到关于责备的问题。


解决评判和责备问题的设计


考虑到人们的评判会影响同情心和利他主义，那些希望促进社会变革的设计师就有必要去解决那些与痛苦问题相关的本质问题。某些情况下，可能是纠正人们的误解，比如说清楚造成精神疾病和贫困的原因，某些情况下，可能要先通过PeaceMaker等游戏来培养人们的同理心以解决冲突问题。

Belman 和 Flanagan（2010）提到一个同情流浪汉的游戏，虽然这种游戏有可能增加人们的同理心，但那些将无家可归的过错归咎于流浪汉自己的玩家，往往不太可能花时间和金钱去帮助他们，因为这与他们的目标期望不相符。换言之，玩家对流浪汉的态度会影响玩家的行为，这种态度会导致玩家是止步于同理心阶段还是促进同情心和利他主义。


设计灵感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同理心和同情心并不是利他主义的唯一诱因。Haidt和Immordino Yang的研究发现，另一种有效培养同情心和利他主义的策略是让人们目睹别人的同情心行为，或者回味自己的同情心行为。比如在社交网络上分享那些激励人心的图像、视频和故事。

还有一些情况，设计师会利用人们希望变得“崇高”的心理来将他们的同理心转化为实际的行动。如前所述，现在很多慈善机构已经从展现受助者极度痛苦的情景转变为展示帮助者所取得的成果，这表明后者可以更好地激励人们捐赠行为的发生。我们希望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可以看到更多这方面的研究。


检测同情心


如果培养同理心和同情心的技术没有相关评估方式，那么科技工作者就不知道他们的工作是否对人们有帮助。据我们所知，目前的同情心检测技术还没有尝试使用情感计算的工作（Calvo，D'Mello，Gratch&Kappas，2014），但我们已经知道，同情心具有独特的生理信号和面部表情特征，因此，非侵入式的自动生理检测技术有望应用于此方面的研究。


同步运动


一项针对舞蹈、仪式和运动的研究显示，同步运动可以增强人们的合作能力、同情心甚至是利他主义（Behrends，Müller&Dziobek，2012；Valdesolo&DeSteno，2011）。虽然我们还没有见到利用上述成果开发的游戏，但是，Wii或者Kinect系统与此类似，我们也期待着运动、同情心和游戏的更多交集。

作为本章的结束，我们引用斯坦福同情心与利他主义研究教育中心副主任Emma Seppala（2013）的讲述同情心益处的文章中的观点，“归功于严谨的同情心益处的研究，我们已将同情心的健康意义放置在了与锻炼身体和健康饮食相同的高度。此外，培养同情心的技术也被广泛应用在学校、医院、监狱、军队以及其他相关机构中。”作为技术专家，我们很高兴看到同情心可以成为改变世界的一种力量。


 专家视角——促进利他主义和激励的科技



虚拟利他主义


设想一下这样的场景：你站在镜子面前看着自己变成了另一个种族和性别的人。在斯坦福的虚拟人类交互实验室中，我和我的团队在过去的十年里一直在研究如何通过虚拟现实来让用户设身处地体验他人的感受来提升同理心，以及如何运用科技工具来减少偏见、促进利他主义。


Jeremy Bailenson，斯坦福大学



举个例子，硅谷的公司正在与我们合作开发多样性训练软件，这个软件并非简单地想象一个有关种族歧视或性骚扰的场景，而是让学习者亲身体验这些场景，体验遭遇到种族歧视或者性骚扰时产生的本能反应。这项技术也可以用来帮助人们理解不同种族人的感受。我们的研究表明，相较于传统实验环境下的被试者，在虚拟现实中化身为残疾人的被试者，回到现实生活中后会更愿意帮助残疾人。进一步说，如果你是鸡，猫头鹰或章鱼，该怎样走路呢？实验室最近的工作已经将虚拟同情心与利他主义的概念扩展到了环境问题领域的研究。如果人们在虚拟环境中化身为一头牛，并被推入屠宰场，人们还会每餐都吃肉吗？如果你是珊瑚礁里的鱼，你看到自己的家园由于污染和海洋酸化而分崩离析，这会改变你对海洋有害品消费的看法吗？虚拟体验的感觉是真实的，它们让用户体验到原本不可能体验的事情。


开发激励人心的电脑界面：来自情感精神学的观点


当人们目睹他人卓越的成就时往往会带来一种主观性的鼓舞，一种想要做得更好的渴望。研究表明，激励力度取决于这项行动道德是否高尚（例如，马丁·路德·金的演讲）或技能是否出众（例如，Magic Johnson的篮球技术）。根据我们正在南加州大学进行的研究显示，人们对出众的技能的反应比较直接，认知也比较具体，而对道德行为的反应往往需要更抽象的认知处理（例如，调用个人价值观和记忆）。但是对高尚道德的反应往往比对技能的反应更为普遍。例如，一个钦佩 Magic Johnson的篮球技术的人可能会在篮球运动方面努力训练，而一个钦佩马丁·路德·金的人可能会受到这样的动机驱动而实现更远大的目标，如发誓要努力完成一个与她个人信仰和价值观有关的目标，成为她家庭中第一个大学毕业生。


Mary-Helen Immordino-Yang，Rossier教育学院，大脑与创造力研究所，南加州大学



研究表明，来自道德和社会的各种复杂激励，可能会让人脱离实际，构建与过去的经历、个人价值和未来之间的联系。积极计算特别适合提高这种与美德相关的激励。那么，我们如何使用神经生物学的方法来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呢？我和我的团队在一系列的研究中，向青少年展示了一些真实发生的令人深省的故事，其中一些是激励人心的。然后我们让被试回顾每一个故事，并立刻说出看到这个故事时的感受，其间我们通过fMRI技术和其他技术记录被试的生理信号。

这些实验揭示了人们在描述激励人心的感觉时、这种感觉下的行为、相关神经生物学之间的系统关联性。例如，当被试在反馈由访谈激发的情感时，他们往往会回避眼神交流，如将目光长时间停留在一面空白的墙上，同时在反馈时有长时间的停顿。眼神回避的增加与受到激励的增加和认知复杂性的增加呈正相关关系。眼神回避同样与个人在某一区域的神经活动差异有关，该区域在猴子身上参与控制眼睛扫视和注意，在人类身上负责个人记忆处理。这些研究表明，眼睛凝视可能是受到激励的重要行为模式。

另一项研究表明，人们在反思时，个人记忆检索和本能感知机制也处于活跃状态，这就解释了在学习过程中，反思停顿对情感和社交的意义。虽然这项研究还没有应用到计算机中，但是它提供了一个新颖的思路，那就是神经科学的相关证据可以用来将人们在人机交互过程中出现的反思状态、白日梦状态和失神状态区分开来。

未来，计算机可能会实时监测人们的瞳孔模式来调整他们的反应，从而促进人们的反思。这项创新可以帮助学习者和其他用户理解更复杂的概念，更富有情感地参与到学习中去，获得更多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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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2 未来的路

十年前，如果你告诉我科技将无孔不入地渗透人们的正念、快乐和幸福中，我一定会捂上我的耳朵大喊，“千万不要”。事实上，当Rafael第一次提出要编写这本书时，我就是这样做的。科技难道不是已经给人类带来一些问题了吗？它难道不是已经阻碍了我们的幸福，对我们的人性造成了太多影响了吗？人们正失去与自然、触感、生活、隐私的联系，逐渐忘记了如何聚焦、如何反省、如何沉思。科技让我们脱离当下，与现实生活、亲朋好友越来越疏远。现在难道还要让它入侵仅存的几个让我们保持清醒的空间？尽管我不是一个卢德主义者，但是作为一名数字技术设计师，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不得不承认这些想法会经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开始思考：首先，技术已经入侵了这些领域，假如会对人们的生活造成影响，那么应该有方法证实并改变它。其次，也许不是科技导致了相关问题，而是我们设计和使用它的方式出了问题，或许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幸运的是，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遇到了许多研究人员和从业者，他们做着激动人心的工作。其中已经有一些人在本书中十分慷慨地与我们分享了他们正在做的事，如通过教育挽救生命的技术工作，通过角色扮演培养人们同情心的技术工作、能丰富生活的富有意义的创作形式、促进祖孙辈联结的工作、提高残疾人自主能力的技术工作、抑制焦虑和减少抑郁的技术工作等。这些过去不可能实现的技术工作让我明白，科技也许不是问题的制造者，而是问题的解决者。科技可以带来积极的改变，也会延续不好的习惯，但最终的发展方向取决于设计它和使用它的人。

然而，我们也要知道，并不是生活中的每件事都得用科技来促成。对于一个想要幸福的人来说，有时最有益的方法就是关掉他的电脑，让他去花园里种植一些蔬菜，或者让他去草地上踢一场真正的足球赛，或者是放下手机与朋友聚会。此外，为了激发创造性思维、专注于写作，或者与身边的人进行深入的交流，也最好远离电子设备，这样才能全身心投入其中。我们常常深信不疑，普适技术的发展是不可避免且令人满意的。但是，我们能说普适技术的快速发展一定会让每个人变得更加幸福吗？我们要知道，这些技术不仅会侵犯我们的隐私，还会影响我们的自主性和幸福感。换句话说，是否存在一个临界点，当超过这个点后，科技的发展将不再带来积极的意义？科技带来的好处是否会大于人类付出的成本，而我们又该如何衡量这些成本？

作为技术人员，我们需要明白，科技的发展并不总是会让事物变得更好；让事物变得更好的东西也不一定总是科技。一旦我们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集中资源和力量，在正确的方向上做出真正的贡献。

在最后一章中，我们将花一些篇幅阐述一下人类体验的复杂性，并对技术的发展路径提出一点拙见。在为幸福而设计的过程中，我们试图走出一些悄然出现的陷阱和误区。我们关注这些问题，并不是因为我们有聪明的解决办法，而是因为它们是公认存在的问题，在我们的研究、讨论和考虑中不应该忽视这些问题。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工业界，我们都要以务实的态度对待积极计算，这将有助于我们去塑造世界的未来。


人类是复杂而矛盾的生物


作为技术人员，我们十分热衷于将新的算法、技术或设计应用到所有的事物上。我们不停地问自己，如何将新发现的技术、新的方法应用到我们熟悉的事物上。我们不断地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诚然这也是科技和研究不断向前迈进的动力源泉，但我们也要清楚地认识到，当我们把科技强加给用户时，或用不合适的方法去解决问题时，新的问题就产生了。

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人类的体验、思想和幸福观是十分复杂、多变和充满个性的。而设计师和技术开发人员却在努力寻求一种广泛适用的模式和可控的目标来将抽象的概念转化为具体的解决方案。这无疑引发一定程度的简化，而过度简化往往会带来不好的结果。

就以称体重为例，A通过追踪自己的减肥和锻炼计划，看到了自己的进步，备受鼓舞。B因为自己变重了而生气，通过吃更多的甜食来补偿自己。C执着于称重而陷于体重过度减轻或自我批评的不健康状态中，可见人类是复杂的。很多人责备自己的朋友和家人不要沉溺于烟酒中，他们认为责备就能解决问题，实际上责备往往会助长叛逆行为，或引发羞愧或抑郁，从而带来更多的问题。

这里，我们实际上谈的是心理学家所谓的“讽刺过程”，即我们的大脑会违背它自己。例如，如果我告诉你接下来30s内不要想任何食物，你反而会想的更多。

当然，我们不会因为有些人常会无意识地使用科技就不去发展它。然而，正如在其他设计环境中一样，意识到边界情况和极端用户有助于我们改进设计的方式，融合创新，避免陷入过度简化的人类思维模型中。此外，衡量一项技术的好坏或者说其适合什么的目标用户，需要长期的、多种措施的评估，因为，人是很复杂的。


隐私和安全


在我们写这本书的时候，国安局（美国）的秘密文件被泄露，这些文件揭示了安全机构和服务于它们的咨询公司正如何记录和挖掘世界各地的个人交流信息。虽然他们声称这么做是出于安全考虑，但这些不透明的操作，很难说是合法的。就连警察搜查房子都需要搜查令，而这些机构查看我们私人谈话和活动痕迹却什么都不需要。退一步讲，即使这个过程是透明而合理的，数据委托给私企也仍然意味着会面临内部的商业滥用和腐败、外部的数据盗窃和恐怖主义等问题。

更贴近我们生活的例子是，像 Facebook、Google 和 Microsoft这样的私企，正在合法地挖掘我们的数据并将其商业化。他们利用收集到的数据（通过网络搜索和社交媒体等）更有效地向我们推销产品，当然这也是它们免费提供服务的原因。

针对上述这些服务，自由软件的传道者Richard Stallman会说，这是免费的服务，但不是开源的服务。产品营销会引导人们的购买行为，这也是为什么公司会雇用那些懂行为设计和说服策略的营销人员。本质上，广告就是利用我们的思维和感觉来说服我们购买产品。同样的，公司挖掘的这些数据也可以用来宣传，激发人们的行为，甚至影响我们的健康、财富和幸福感。因此，我们有责任对任何不透明的行为改变和个人数据的使用保持批判的态度。我们应该经常质疑与我们生活相关的企业组织和政府背后的动机和道德因素。

我们的立场是，积极计算不应该被当作进一步侵犯我们隐私的借口，换句话说，目前软件可以收集的数据已经很多了，我们需要警惕刻意的改变。我们应该支持透明、自主、有意识的积极变革。希望这本书中的一些案例反映了这一观点。设计师和研究人员要始终对这些问题保持敏感，因为我们需要适当地管理和控制我们的隐私、安全和自主性。


技术取代人类——为了生计和幸福


在最近的一次研讨会上，一个评估计算机视觉准确性的图表上写着：人类，98%准确率；算法，93.5%准确率。演讲者对着这张表大声地说道：“我们只落后了4.5%”，讽刺的是，她用“我们”替代“算法”而不是人类，这也反映了在计算机科学和工程领域工作的我们，往往通过与人类自己的竞争来评判科技的进步。

诚然，大多数人都希望科技能超越人类的技能，从而为人类服务或增强人类的能力。毕竟，我们是借助于科技的发展，才实现了便捷地旅行、飞越海洋，以及相隔千里发送消息。正是得益于工程技术的进步，我们可以坐在悉尼舒适的办公室里，远程操控一辆可以行驶入澳大利亚矿山中的100吨的卡车，即使那里有高温、随时崩塌的岩石、致命的毒蛇和有毛的蜘蛛。小时候看过《杰森一家》的人，都曾梦想有一个Rosie帮助我们扫地、做饭，或在早餐通过传送带帮助我们沐浴更衣。实际上，技术长期以来就被用来帮助我们完成那些人类做起来效率低、成本高或者不愿意做的事。

但是权衡利弊并不总是那么简单。大约20年前，我（Rafael）曾作为一名政府项目的顾问，培训那些失业的年轻阿根廷人开展商业交易工作。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超市负责收银的实习生因掌握了新的客户服务技能而受到称赞后，脸上露出自豪的笑容——他们获得了自主权和生存能力。然而，这类可以提供给普通人的岗位，正逐渐被机器所取代。

同样，之前提到的无人驾驶汽车，毫无疑问将打开新世界的大门，但数以百万计需要依靠出租车、公共汽车、卡车来运送人和货物为生的人将面临失去生计的威胁。

当然，科技会引发人们谋生方式的变化。一些人认为，新科技虽然会减少某种类型的工作，但也会增加知识型岗位。然而，这种平衡难以保持。如果新科技的重点是降低成本，而不是简单地转移成本，我们真的希望用一百万个“知识”型岗位取代一百万个销售类岗位吗？也许是这样，但这个观点也提出了一个价值假设，那就是人们普遍认为坐在办公室的知识型工作要优于其他类型的工作。但是，卡车司机与深井下（危险重重）的矿工不同，他们十分看重工作中的自主性和宁静。假设每个人都默默地希望能“升级”自己的职业（并具备适当的能力），那么人们就会很少受到科技进步的影响。尽管历史证明，我们确实能够适应这些变化并最终变得更好，但无论它能好到什么程度，这一提议也可能具有一些局限性。

实际上，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的埃里克·布林约尔松（Erik Brynjolfsson）发现了一个新兴的悖论：“虽然生产力处于创纪录水平，创新的速度也前所未有，但与此同时，人们收入的中位数却下降了，工作岗位也在减少。”在 《与机器赛跑》（Race Against the Machine
 ）（Rotman，2013）一书中，Brynjolfsson与合著者Andrew McAfee（2011）认为，由人工智能的进步和计算能力的增加驱动的技术革命，在过去大大减少了蓝领的工作，而现在正在蚕食白领的工作，如文员、会计和一些中产阶级工作。这缩小了中产阶级的规模，加剧了经济的不平等，危害着人们的幸福。

此外，不管是定量还是定性方式比较，在提升幸福感方面，科技都无法替代人类或者用科技取代人类可能是不明智的，因为这其中人与人的交流非常重要。当然，我们可以不与银行家打招呼，不向出租车司机询问本地信息，不与便利店店主聊天，那么，这种人与人之间交流的缺失要到什么程度才会让我们感到分离和孤独呢？与他人、社区、人类共同体的联系，已经被证明对人们的幸福感、同情心、自我同情和本书中讨论的其他幸福相关的因素至关重要。那么，在多大程度上，我们会为了效率、便捷和利益而牺牲自主性和幸福感呢？

当然，全面讨论这个问题超出了本书的范围，我们在这里提出它，是因为它与幸福息息相关。毕竟，发明一项增加有限用户的幸福感却让更多人失去生计的技术是得不偿失的。因此，积极计算的研究者应该考虑社会和经济的影响。这并不是说没有人应该制造取代人类的机器，而是我们要仔细考虑其中的利益和价值，从而引导我们的研究和资源应用于有益于提升幸福感的工作上。


谁拥有主导权？自主性，能力与赋权


在传记电影Ray
 （Taylor Hackford，2004）中有一个场景：当音乐家Ray Charles还是一个小男孩时，有一次他摔倒在地，非常无助，本就完全失明的他本能地向母亲呼喊，希望得到帮助。在这令人心酸的时刻，离他仅有几英尺远的母亲，做出了一个勇敢的决定：不去帮助他。只能自救的 Ray 很快找到了摆脱困境的方法，而这一刻的转变象征着他独立的开始——当面对身体残疾和种族歧视时也能不屈不挠，这对他今后的成功至关重要。

是给孩子提供帮助还是鼓励他们独立发展，每个父母都需要掌握一个度。当我们需要科技的帮助或做出适应性的改变时，特别是在不同情形下（如老弱伤病），如何把握这个度会变得非常复杂。也就是说，科技可以通过提升自主性或削弱自主性两种方式来向我们提供帮助。

我在研的一个项目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案例：科技如何被用来促进患有慢性病的年轻人从被人照顾到自我照顾的转变？对于患有慢性疾病的孩子，如糖尿病或囊性纤维化，一般是由父母带他们看病、跟踪药物反应，以及照顾他们。然而，总有一天，孩子会长大，如果条件允许，他们就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虽然开发一个药物提醒服务或自动化的医生预约应用程序非常简单，甚至可以通过提供如徽章和虚拟货币等奖励来激励用户使用，但是这些并不都能解决核心问题：那就是如何培养一个人的自主性。

与此相反，我们可以根据这些年轻人的目标和价值，寻找可以自我照顾的行动来支持他们，鼓励他们提升个人能力与自主性。我们要了解，我们能提供的不只是帮助、补偿或全面的训练，而是给予尊重、赋予权利和提供自主性的机会。

自主性是幸福感的关键组成部分，也是自我决定理论（SDT）的核心，且不受文化背景差异的影响。因此，努力尊重用户的自主性，并为此设计，对积极计算至关重要。与自我意识、同情心等因素不同，与自主性相关的设计决策应该始终包含于我们创造研发的所有技术中。

Batya Freidman（1996）在VSD上展示的开创性论文让人们开始关注用户的自主性：“当用户可以在合适的时间做正确的事，自主性就受到了保护。所以，设计的难点就是要决定什么是正确的事和合适的时间。”她还指出，诸如系统功能、系统复杂性、系统错误和系统流动性等都有可能促进或破坏用户的自主性。虽然这篇文章是20年前写的，但是直到今天，无论在软件层面，还是在更高层次的人类体验上，我们似乎仍然没有完全认识到自主性的重要性。

2007年，在The Design of Future Things
 这本书中，Don Norman详细地论述了由“不适当的自动化”引起的相关问题，并指出了自动化问题的多面性：“自动化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方式，将所需完成的任务从一部分人转移到另一部分人，在许多情况下，还会清除一些原有的功能，而增加其他的功能需求。”协助、帮忙、补偿、消除任务、满足需求——这些通常认为是好的东西，但仔细想想，我们为了达到这些目标而做的设计常常会得不偿失。当试图解决一个技术问题，简化一个任务或补偿一个需求时，我们可能会以人类福祉为代价，导致更大的生态系统失衡。

过度的自动化会让用户没有能力去适应、定制或完成任务，这样会让他们感到无助，尤其是当技术不可用的时候。按此观点，用户必须适应技术，而不是让技术适应自己。

最近，Yvonne Rogers和Gary Marsden（2013）对人机交互史上的方法进行了批判性的研究，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他们认为，在人机交互研究中，我们常常为不得不采取旁观者视角（信息不对称）而感到遗憾。在设计时，为了“信息补偿”，“善意的”设计师常常从自身的角度识别用户的需求，从而延续了“那些当局者和旁观者之间的不对称关系，在那些需要的人和提供帮助的人之间建立了一种不稳定的依赖关系”。

基于大量的技术辅助生活经验和发展中国家的工作经验，Rogers和Marsden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法：赋权——旨在让用户以自己的方式创造技术。他们建议我们应在设计工具包和设计教育上投入更多的精力，让这些用户成为他们自己解决方案的创造者。Rogers 和Marsden的建议具有真正的自主性。作为积极计算的研究人员和开发人员，我们应该不断质疑、修正我们的方法，以免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谁在控制？动机、权利和家长制


设计师和用户共同决定着技术的产生。在设计师或设计团队的背后，是一个组织、一个项目或一群利益相关者，他们有自己的动机、价值观和目标。设计师和相关组织对一项技术该包含什么和如何去设计，必然取决于他们对利润的期望以及个人和文化的影响。考虑到科技对人们行为、思维及感受的影响，尽可能让这些动机和价值观明确显得至关重要。设计师应坦率地表达他们的动机，而由于他们不总是完全明白自己的动机，因此他们应该经常参与那些帮助他们认识自我动机的实践。

政府或非营利组织的开发人员也应如此。因为即使目的是无可指责并值得称赞的，团队的价值观和期望也会对科技的发展产生影响。资助机构希望看到的结果是什么？设计师了解哪些用户群体？正如人们对普适计算的反应一样，许多人会担心开发商会利用科技来操控人们。因此，即使是市场营销或家长关怀等由政府主导的幸福活动，支持和控制之间也要有一个平衡。即使在美国这样一个对政府价值观和影响力十分敏感的国家，也只有少数人会质疑科技制造商的价值观和影响力，而这仅仅是因为这些制造商和他们有相同的文化背景。但在美国以外的许多地方，人们敏锐地意识到：硅谷的那些富有的少数美国人，基于自己的文化、社会经济背景和价值观决定了数字技术的设计、发行和销售，这种文化上的霸权主义值得引起人们的关注。

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所做的假设、我们的见解、我们的决定是基于个人经验和有限的测试作出的。我们还要谦卑地承认，美国文化目前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过大。因此，在日益全球化的社会中，每个国家的每个人都有责任放弃狭隘、承认偏见并寻求更广泛和具有同理心的思考和行动。幸运的是，在过去的10年里，VSD的研究人员一直在开发使设计师和用户价值更加明确的方法。基于以上这些原因，我们强烈支持VSD在积极计算工作中的应用。


幸福潮流——深入研究还是随大溜


动机和价值的透明化也有助于我们区分开真正的跨学科研究工作和那些基础薄弱，表面上是谋幸福，实则是为了利润和从众的项目。这种现象屡见不鲜。例如，对环境的关注和绿色创新设计引发了一股绿色的潮流，这种营销策略利用公众对可持续生活的兴趣，结合了毫无根据的环境需求和欺骗性设计。他们过度的使用未经认证的“自然”或“有机”等词汇，甚至是添加多余的安全佐料（从小苏打到腐蚀性清洁剂），意在误导消费者认为这是更安全、更健康、更可持续的。可见，大众所关注的内容很容易被利用来创造利润，因此人们对幸福感的关注可能也就无法避免被逐利者所利用。

公众对幸福科学的拥戴导致了相关产品的爆炸性增长和所谓“幸福潮流”的承诺。在广告界工作多年的Dorian的父亲常说，“如果你想推销一个产品，那么这个东西要么让我更有钱，要么能把我喂饱，要么让我更有吸引力”。有趣的是，我们现在可以把“让我更幸福”添加到这个名单里了。因为这个口号听起来很健康，但问题是，从洗发水到可口可乐等很多公司都在“劫持”幸福这个概念来销售产品。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可口可乐的宣传文案，这家侵犯工人人权并一定程度上导致人们肥胖的公司，居然在自己的网站介绍上引用了Aristotle和Ghandi关于“幸福”的理论，并通过提供一份“有关提升幸福感的建议清单”来迷惑大众，该清单在列举了若干公认的建议之后增加了一条：饮用他们的产品。

那么，我们如何“保持真实”呢？显然，答案并不简单，但承认做事的动机将是十分重要的。即便我们在积极计算领域做的事明显是基于利他的目标，也不意味着我们不需去考虑压力、价值观和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科学以怀疑为基础，是我们与推销员战斗的最伟大盟友。我们无法确保杂货店或网络营销者会秉持科学精神，但我们可以在力所能及之处坚持实事求是。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多学科协作、多维度评估以及设计迭代来预防问题的发生。总之，我们必须：

· 诚实、明确地面对我们的动机和价值观。

· 追求研究的完整性和方法的科学性。

· 确保多学科协作。

· 采用多维度评估体系。

· 采取设计迭代的方法。


幸福和文化


迄今为止的证据表明，本书中讨论的幸福因素具有普适性。例如，培养同情心或练习正念将有助于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人。此外，还有证据表明自主性等影响幸福的因素具有跨文化有效性，但每个人的受益程度及最有效的幸福策略却受到文化的影响。

例如，Nancy Sin和Sonja Lyubomirsky（2009）发现最常用的积极心理学干预（PPIs）是由西方国家的心理学家开发的，当然也对这些国家的人最为有效。“持有个人主义文化观的人（价值观和文化观均高度支持对个人幸福的追求），从 PPIs中获得的收益会大于持有集体主义文化观的人。因此，在实施PPIs时，医生应考虑客户的文化背景以及独特爱好。例如，持有集体主义文化观的客户在进行亲社会或以他人为中心的活动时（如做善事或写感恩信），相比进行以个人为中心（如挖掘个人优势）的活动时，幸福感会提升更多。”

我们不禁好奇，那些个人主义文化的人是否能在长期的集体活动中获益？反之，集体主义文化观的人是否会从个人主义的活动中获益。不管怎样，文化确实对幸福因素的沟通、组合和表现有一定的影响。

文化作为幸福的中介和（跨文化）验证工具，在社会心理学和其他领域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尽管文化对幸福的贡献有一定的普遍性，但证据也显示，研究不同的文化和幸福的关系也非常有价值，毕竟我们还有很多东西需要相互学习[详见 Ed Diener，Shigehiro Oishi 和他们同事们的研究，以更深入地了解文化和幸福是如何相互影响的（Diener&Diener，2009；Schimmack，Radhakrishnan，Oishi，Dzokoto&Ahadi，2002）]。


平衡与中庸——更多不代表更好


大多数有关幸福的因素，不管多有益于身心，如氧气和水都可能会被过度消费。当涉及积极情感、反思、投入等因素时也是如此，如忽略这些，我们就会天真地以为一味地增加幸福因素就是好的。这一点也在Richard Davidson（2012）的情感类型框架中被证实，这个框架使用了神经生理学显著性双极量表来测量如复原力、自我意识和注意力等特质，研究发现，每一种特质过度后都会产生消极的后果。

既然我们谈到了积极的状态、特质和实践，那么可以合理地假设，过度做一件积极的事（如喝水）比过度做一件中性的事（如吃饭）或消极的事（如饮酒）更困难。因此，对技术人员来说，最困难的似乎就是进行适度宽松的节制或适度谨慎的放纵。比如增加同情心到有害的程度可能比较困难，但培养同理心时我们可能会不经意间增加自己的痛苦。我们也很容易想象，增加自我意识的活动会导致以自我为中心，此外，还有研究证实投入和心流会使人们成瘾。

确定合理临界点（并检测这些点）的方法还有待深入研究，不过，研究者可以按以下方法稳妥地开展相关研究：

· 监测干预措施的长期影响。

· 采用迭代，评估和考察用户反馈和其行为的变化。

· 一个因素的增加可以通过另一个因素来平衡。例如，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显示，培养以他人为中心的同情心可以平衡自我意识带来的以自我为中心。正念练习可以平衡反思和目标导向，而负面情感的正念可以平衡积极情感。


幸福的生态观——整体观


虽然我们只能通过科技影响人们幸福的一小部分，但如果我们的总体目标是为了社会福祉，我们还必须考虑社会责任，以及幸福的整体生态观。例如，如果我们正在推广硬件和设备，我们应该考虑一个设备的完整生命周期和对环境的影响。毕竟，在血汗工厂生产的健康设备有什么好处呢？为此，我们设想多学科项目可以融合不同层次的幸福相关的研究方法，如一个移动设备项目可能结合了积极计算的设计方法、可持续的工业设计VSD以及人机交互的方法。当然，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毕竟我们还没有脱离计算机供应链的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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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们确实到达了月球，当涉及人类和世界的幸福时，我们可以自信地说我们不会失败。我们相信，这种多学科整合的方法有望从各个角度提升幸福感。

我们已经提出了一些研究幸福时会遇到的伦理困境和需要关心的问题，但当你继续读下去时，还会有其他的问题。每个人都有独特的专业背景和个人体验，进而会产生独特的问题。虽然热情是探索创新的动力，但过度则会威胁到它的可信度。令人高兴的是，我们书中提到的那些优秀的研究成果只是冰山一角，我们期待着这个充满热情的开放的研究群体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前方的路


人们都在谈论革新。在我们的工作中，革新说明你的工作重要且有影响力。革新也往往是一棵摇钱树，这更加增加了它对人们的吸引力。不过，我们认为，在积极计算中，最大的成功可能也不会导致世界上的社交媒体尖叫“世界改变了”，也不一定会引起突如其来的消费潮。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坚持和充满激情的积极计算，正悄悄在背后进行修缮，慢慢改变人们的体验，软化社会棱角，消除人类问题，同时添加人们善良、注意力和联结的机会，直到人们忘记它们的存在。

但是，即使是微笑的革新也需要经费。本书中关注的研究和学术工作只是大馅饼的一小块。想要让积极计算蓬勃发展，需要广泛的生态利益相关者，不仅包括设计师、开发商、科学家，还需要决策者、投资者、管理者和企业家等这些能将积极计算真正向公众普及的人。

所以，我们没有冗长的、煽情的、激励的结论，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务实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为积极计算工作筹款，最重要的是，如何在坚持以人为本的情况下进行筹款？

受到现存的一系列商业和非商业项目的启发，这里介绍了一些现行的积极计算可持续发展的资金模型和途径。我们将简要地讨论这些方法的优势和挑战，希望能够对那些想要进入该领域或希望看到它成长的人有一些帮助。


为积极计算筹款



积极计算作为科学研究


目前，积极计算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是大学的研究人员或在公共资助的研究机构中研究技术、心理学与幸福交叉领域的研究者。他们的工作主要以心理学为基础，如基于互联网的心理健康促进项目、基于网络心理学的积极技术以及人机交互中的诸多工作（如在人机交互大会中的“心灵和精神”分会场、关于幸福的交互设计研讨会以及相关主题的期刊专刊），其中的每个研究群体都受其本身独特的研究兴趣与文化影响。

迄今为止，研究型工作是为幸福科技打下坚实基础的最佳选择，因为这些工作需经过确定的标准、学术同行评审和可重复性来进行验证。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可以积累关于幸福因素的知识和其适应的人群。而且，学术和科学研究通常不考虑商业利益，方法可靠性强，非常适合高层次和基础研究问题。

然而，这个过程是缓慢且花费不菲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通常是由国家机构资助的，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通常为1～4年）内进行一项具体的研究。从提出一个想法到项目启动就可能超过一年。资金资助政策往往需要研究人员坚定地执行原先的计划，但计划实施需要的技术很容易半年就过时。因此，这类型的项目一般会去探索一些更持久和更普遍的方法或原理，而不是像惯常的项目那样钻研技术细节。


积极计算作为一个商业产业


当谈到以更快的速度、更细分的形式和采用即时应用的方式来创新时，产业优势就体现了出来。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助于个人发展的商业产品在西方很受欢迎，特别是以自助书籍的形式。关于这种方式的验证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还不完整（Glasgow&Rosen，1978），而且从那时起似乎就没有多少后续研究。移动技术发展了这一理念，如今，大公司或者许多初创公司的App都已旨在帮助人们跟踪和改善他们的身心健康。根据Pew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显示（Fox&Duggan，2013），69%的美国成年人会跟踪他们（或爱人）的健康，其中21%的人会使用诸如智能手机、传感器等技术。似乎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这些技术在商业上有利可图。

当然，作为一个潜在的金矿，幸福科技并非没有风险。当今最常见的科技产品模式就是“免费”服务。在这种情况下，用户与其说是消费者不如说是“产品”。广告商和企业能从用户的个人资料中获利。当公司需要盈利的时候，就会想办法利用他们的用户变现。

将用户的价值变现不同于治疗师与客户或者医生与病人之间的关系。相比之下，这两种关系和其动机都更容易被当事人所理解，甚至有关部门会通过立法来规范并保护病人不受到非法行为的影响。但是如果科技公司参与到提升我们的幸福感中来，谁将保护我们不成为利益主导者的牺牲品？


积极计算作为公众服务


政府组织、由私人或公共机构资助的非营利组织在科学研究与商业风险之间有着独特的地位。他们通常以商业的速度运转、开发和测试广泛面向大众的应用程序，但他们没有来自营收和需求之间的利益矛盾。例如，我们之前提到的Young and Well Cooperative研究中心，就是由澳大利亚政府、非营利组织、营利性公司和大学联合资助的一项资助额达8000万美元的项目，其目标是整合应用研究并传播创新成果。

另一个例子是 Inspire 基金会，这是一个致力于青少年心理健康预防和促进的非营利组织，该组织设计和研发了各种各样的技术。它在美国、爱尔兰和澳大利亚的分支机构都是通过捐赠和赞助获得资金支持。他们的用户体验团队会与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合作，并邀请用户共同参与设计。社会福祉是积极计算研究向前发展的关键领域，但若只有非营利组织和政府参与会限制其发展。这时，就需要引入社会企业。


积极计算可成为社会企业


在过去的几年里，企业界出现了一个令人兴奋的新变化，一些企业为了响应可持续的自我筹款的需求，不再把收入最大化作为他们的首要任务。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和社会商业倡导者 Muhammad Yunus将这类型社会企业称为“为解决社会问题而生的非盈利公司。它像一个非政府组织一样有社会使命，但又像一个企业，会赚取收入来抵消其成本。虽然投资者可以收回投资，但所有的利润会被重新投资于相同或其他类似的社会企业中。”
[2]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社会企业联盟
[3]

 已经超过900个会员，包括社会企业、服务商、投资者、公司、公务员、学者和研究人员。根据《卫报》最近的一篇文章，“现在社会企业是英国生活的一部分。在这个国家，它们正在解决社会问题、改善社区、人们的生活和环境，然后将企业利润再投资到企业或当地的社会团体。在今天的就业市场，它们是一个不断增长的、令人兴奋和充满活力的存在。”

还可以举出更多社会企业的例子——从回收业的产业创新到当地历史文化的保护，从提供幼儿教育到解决弱势群体的困难。大型企业也会帮助这些企业获得市场活力，并且有相关的认证机构来监控社会企业承诺的完整性
[4]

 。

最近维基百科对于“社会企业”一词的定义明确了其与积极计算的联系：“社会企业不是为了股东利润的最大化，而是采用商业策略来最大限度地提高人类和环境的福祉。”
[5]



这个不断增长的行业充满了期待，并且特别适合作为积极计算的融资模式。这种交叉模式，灵活、自力更生，摆脱了营利组织的利益冲突和非营利组织不断寻求资金的负担。实际上，任何实践或多或少会受到利益和偏见的影响，但10年或20年后，我们回头会发现积极计算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社会企业。


幸福的好处


除了幸福的条件和因素，它所带来的好处也值得我们关注，比如下面所述的一些好处，便能让那些不那么迫切地想提升幸福感的人也去支持积极计算的研究。

增加一个人的幸福感能为他的一生带来无数积极的影响，这些影响有些是可以直观看到的，另一些是令人惊喜的。

我们最熟悉的例子就是，幸福能够增强免疫系统，从而减少疾病的发生（O'Leary，1990）。相反，压力会增加慢性或急性疾病的患病概率。因此，幸福相关的工作可以被认为是一种附加于治疗外的预防保健措施。

更令人惊奇的是，培养在校学生的情绪复原力，除了能增加他们的幸福感外，还能提高他们的学习成绩（Durlak，Weissberg，Dymnicki，Taylor&Schellinger，2011），这个发现有助于激励利益相关者投入更多的时间和资金投入到教育事业的幸福研究中。

同样，许多公司引进幸福项目也是基于快乐的员工能在工作中更好地融入团队、完成任务。这与另一项研究不谋而合，该研究显示积极情绪能增加人们的创造力和开放性思维。

此外，提升人类的幸福感，不仅可以促进他们发挥潜力，还能防止精神疾病导致的犯罪和药物滥用等社会问题，而且，这些“副作用”有时候效果显著。


积极计算项目


作为一个研究人员或者研究从业者，我们敏锐地意识到，投入科研和工业生产一样都是推动积极计算项目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我们如何将等式的两边移动到一个共同的目标——生产可持续的产品呢？

其中的一个挑战是，研究和实践之间存在不同的工作流程和时间尺度，如图 12.1所示。科学家们习惯了左图中的流程，而从业者往往遵循右图中的流程。


图 12.1



虽然我们努力强调两者之间的共性，但两者的区别仍然很大。如前所述，一个科研项目可能要提前数年确定，要想预测未来的科技无疑是非常困难的。

相比之下，那些为公司或非营利组织工作的人，项目时间线最长也就几个月，他们最大的挑战往往是是否有足够的时间来了解该领域，然后衡量其长期的实际影响。但是仅仅衡量影响，如包括 3个、6个或12个月的后续评估，就通常需要花费比项目本身更长的时间。

因此，积极计算可能需要新的方法让开发人员能更准确地衡量新科技的影响，以及采用新的方法使研究人员能更灵活地适应技术变革。其中，跨学科合作可能会提供一些很好的启发。

与我们合作的一些组织的项目申请书中通常包括传统的用户研究成果（如人物角色模型）和积极计算变量（如初始幸福评估和相关的支持项目研究的心理学文献综述）。

尽管我们面临诸多挑战，但仍然有越来越多的项目不断涌现。我们在positivecomputing.org中介绍了一些多领域合作的项目。

……

人类的独特之处在于我们一直致力于不断重塑我们的世界。我们不会把东西做到刚好为止，而是会不断进行优化。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创造力造就了很多正面或负面的结果。对积极计算的兴趣似乎就反映了一种日益增长的集体共识，那就是人类目前对社会的领悟还不够深刻。我们有时会把金钱和幸福混淆在一起（如Seuss博士在The Lorax中所说的故事），而忽略了更大的愿景、更广泛的社群和世界本身。因此，我们现在似乎意识到，为了人类持久的幸福和最低限度的灾难和痛苦，我们需要转向为自己、为社群、为世界的可持续幸福原则。

佛教的一个核心理念是慈悲，旨在为一切生灵带来幸福，扫除痛苦。也许通过技术手段研究幸福，我们可以为传播“所有的人都能幸福和快乐”这一理念做出贡献，而这样做的同时，我们也正在改善人们改变世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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